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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编的《火星报》是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家成

功出版并持续出版的全俄政治机关报，也是列宁主编的第一家党报。它是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的最大支脉———列宁党报思想的源头。这里说的《火星报》（鬲劂剀剽匮），
是指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共同主编的前 51期（1900-1903），又称旧《火星报》。第

52期是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编辑的。从第 53期起，该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

次代表大会确认的中央机关报名义出版到 112期（1905年 10月），主持该报的

是党内的孟什维克派，又称新《火星报》。新《火星报》被列宁视为非党性的孟

什维克的派别报纸。

本文以俄罗斯国家公共历史图书馆①馆藏《火星报》原版报纸为依据讨论创

刊、创刊号和版本。

一、《火星报》是集体创办的，主编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

至今，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知悉的《火星报》基本情况，还是一般介绍层面的

列宁点燃马克思主义党报的“火星”1）

———《火星报》的创刊、创刊号和版本考证

陈力丹 许红玲

摘要 本文以俄罗斯国家公共历史图书馆馆藏 叶火星报曳 原版报纸为依据袁 对该报的创刊尧 创刊号和版本
进行了考证性研究遥 作者确认袁 叶火星报曳 是集体创办的袁 主编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遥 创刊号 8版袁 每版
三栏袁 出版地莱比锡袁 此号的新闻所占篇幅是全报的六成遥 至今读者看到的 叶火星报曳 创刊号图是 1925
年的重排版袁 从报头的文字到版面编排袁 都与原版有较多差异遥 与创刊号同时发行的还有带有 叶火星报曳
报头的列宁写的 叶编辑部的话曳 单页袁 此版单页以往从未被提及遥 这篇文章在 叶列宁全集曳 各种文字版本
里的标题均为 野叶火星报曳 编辑部声明冶袁 列宁原文没有这个标题袁 而是 野编辑部的话冶遥 作者认为袁 我们
关于列宁 叶火星报曳 的研究袁 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遥 列宁党报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袁 比马克思恩格斯的
新闻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更直接袁 因而袁 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重大话题遥
关键词 叶火星报曳曰 列宁曰 叶火星报曳 创刊号曰 普列汉诺夫曰 劳动解放社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陈力丹袁 四川大学讲席教授袁 四川成都 610044曰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袁 北京 100872遥 许红
玲袁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语言与新闻学系研究生袁 莫斯科 117198

1冤 基金项目院 四川大学共建新闻学院专项课题 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原典著作和报刊研究冶
渊GJ2020001冤遥
淤丐剜劂劐卣匮剽劂劁赜刂剡剡匮伛 蒯劐匾剌刳亻剡匮伛 刳劂劁剜剽刳亻刂劂剀匮伛 匾刳匾剌刳剜劁刂剀匮 夭剜劂劂刳刳渊俄罗斯国家公共历史图书
馆冤是俄罗斯最大的历史专业科学图书馆袁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老花园巷遥2014年 4月 1日袁
该馆增设一个分馆要要要社会政治史研究中心遥 叶火星报曳原版藏于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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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货，细节知之甚少。例如“《火星报》是列宁创

办和主编的”，就是一种常见的判断，其实不够

准确。该报是列宁、马尔托夫（乩剌刳刿 匕劂刳蒯剜赜刳亻
禺匮剽劁剜赜）、波特列索夫 （乇剜劁剽刂劂剜赜 亍剌刂剀劂匮剡卣剽
丿刳剀剜剌匮刂赜刳亻）组成的国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
与国外最早的、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俄国马克思主

义小组“劳动解放社”共同创办的。该组织成员

普列汉诺夫（丐刂剜剽卦刳刿 兀匮剌刂剡劁刳剡剜赜刳亻 乇剌刂冂匮剡剜赜）、
查苏利奇（兀刂剽匮 鬲赜匮剡剜赜剡匮 丞匮劂劐剌刳亻）、阿克雪里罗
得（乇匮赜刂剌 丌剜剽刳劂剜赜刳亻 亍剀劂刂剌仡剽剜卣）与他们组成六
人“《火星报》编委会”，“剽刂卣匮剀罔刳伛”这个词翻译
为“编辑部”还是“编委会”，至今没有统一。根

据他们的实际工作情况，列宁是编辑部的主持者，

是真正负全责的人，其他人并非经常在编辑部直

接参与具体事务，但均为主要撰稿人。这样看来，

翻译为“编委会”比较妥当。

旧《火星报》编委会里，普列汉诺夫是公认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宏观策略方面的领导人，他

为《火星报》撰写了 28篇文章。马尔托夫的工作

热情高涨，但工作散漫，经常受到列宁的批评；

同时列宁又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新闻记者，是编辑

部不可缺少的人物。创刊之时，各位编委居住分

散，普列汉诺夫住在日内瓦，马尔托夫是 1901年

4月才从俄国南部到达慕尼黑的，阿克雪里罗得住

在苏黎世，波特列索夫当时在瑞士就医。只有查

苏利奇和列宁常驻慕尼黑编辑部。必要时编委会

才汇合开会，平常主要通过信件交换意见。

列宁为创办《火星报》付出了巨大努力。由

于 1898年 3月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很快被沙

皇警察破获，党名存实亡。列宁在流放时期就设

想过通过创办报刊，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重建党。

1900年 2月 10日他流放期满，在返回欧俄的一路

上，频繁与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人会面，介绍他出

版全俄秘密政治报纸的计划，物色未来报纸的通

讯员和代办员。3月 9日他秘密抵达彼得堡（沙俄

当局规定列宁流放期满后三年内不得在彼得堡和

莫斯科以及有高等学校的城市、大工业中心居住）

后，会见了秘密回国的劳动解放社成员查苏利奇，

向她介绍了他出版全俄秘密政治报纸和政治科学

杂志的计划，商谈劳动解放社参与工作的事项。4

月内，他在居住地普斯科夫与原彼得堡工人阶级

斗争协会（1895年列宁、马尔托夫等创立的马克

思主义工人组织）中心小组成员马尔托夫、波特

列索夫讨论他起草的《<火星报 >和 <曙光 >杂志

编辑部声明草案》，并请准备出国的波特列索夫把

《草案》带给劳动解放社。6月 1日，他再度会见

马尔托夫，讨论在国内开展工作支持 《火星报》

的问题。列宁 7月 29日出境，8月初在瑞士苏黎

世会见劳动解放社成员阿克雪里罗得，在日内瓦

会见劳动解放社领导人普列汉诺夫，讨论劳动解

放社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工作的问题。

8月下旬，由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组成的

国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接连三次与劳动解放

社讨论这个问题。在 8月 28日最后一次会晤中，

初步达成组成编委会的协议。10月 6日列宁起草

了 《火星报》编辑部内部相互关系的特别协议。

这份协议由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收存，文件如

下：

1. 叶曙光曳 文集和 叶火星报曳 由俄国社会民主
党人小组出版和编辑遥 劳动解放社参加编辑工作遥

2.在编辑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袁 编辑部应把
一切原则性的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文章通报劳

动解放社所有成员遥
3.劳动解放社成员参加一切编辑问题的表决遥

当他们在编辑部所在地时袁 就亲自表决曰 当把文
章通报他们时袁 采用书面方式表决遥

4.编辑部同劳动解放社发生意见分歧时袁 必须
全部刊登劳动解放社的或其每个成员的不同意见遥

5. 本协议只应公布第 l 项遥 [1]

这个文件的核心意思，按照列宁的概括，即

“我们做编辑，他们是在一切编辑工作问题上都有

表决权的撰稿人”[2]。这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开创

的党的报刊编辑部民主制的雏形，即在重大问题

上通过编委会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由于党的一大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名存实亡，

《火星报》编委会实际上相当于全党的思想中心和

组织中心。这一党内民主的制度，列宁在世的时

候得到了贯彻，保障了党的决议能够在多数人拥

护的前提下得到执行，有利于维护党的统一。

关于《火星报》的主编，历史文献的记载里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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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确过谁是主编。不过根据列宁 1900年 9月

2日写的《“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一文，

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与劳动解放社讨论 《火星报》

编辑部组成人员时，由于普列汉诺夫是劳动解放

社的负责人，资历最深、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的

影响力最大，他是公认的主编。当时讨论到这 6

个人如果表决票数相等怎么办时，普列汉诺夫竟

然可以一个人算 2票。列宁记述道：“格·瓦·普列

汉诺夫就说：好吧，如果在一起，那么我们怎么

表决呢？一共几个人？———六个人。———六个人

不合适。维·伊·查苏利奇帮腔说，‘那么就算格·

瓦·普列汉诺夫两票，否则他总是孤立，策略问题

上两票’。我们同意了。这样权柄就落入了格·瓦·

普列汉诺夫手中，他立刻以编辑的口吻来分配杂

志的各个专栏和文章，以不容反驳的口吻要在场

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负责这一栏或那一栏……我们

已经意识到上了一个大当，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但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的处境……我们两个人

（列宁和波特列索夫）都一致认为编辑必须由我们

担任，因为‘老头子们’太执拗，况且他们不可

能认真细致地进行繁重的编辑工作。我们就是根

据这些理由作出决定的；至于他们的思想领导，

我们是完全愿意接受的。” [3]但在实际的组织工作

和报纸编辑工作中，列宁是真正的主编，普列汉

诺夫在总体思想和策略方面参与领导，因为原则

性大事列宁会与他商量。所以，关于旧《火星报》

的主编，应该说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但报纸的实

际事务，均由列宁主持。这样说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列宁为什么一定要与劳动解放社合作编辑

《火星报》？关于这个问题，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尚

没有论文讨论过。列宁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

代人。在他之前，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之路的

是 1883年成立的劳动解放社。该社成员、俄国女

革命家查苏利奇 1881年致信马克思，询问俄国的

原始村社是否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

给她写回信四易其稿，颇为慎重。至今马克思在

信中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卡

夫丁峡谷”（Caudine Valley），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研究热点。劳动解放社负责人普列汉诺夫多

次与恩格斯见面，是第二国际中俄国马克思主义

的最早代表。17年来，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普列汉

诺夫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至今仍被视为与

马恩著作具有近乎同等地位的经典论著。列宁要

重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在第一代俄国马克

思主义者开创的地基上重建；还要尽可能团结为

第二国际承认的俄国其他马克思主义派别，例如

列宁 1900年 4月在国内与“合法马克思主义”的

代表人物司徒卢威 （乇e劁p 丌刂p剡卦匮剽卣剜赜刳亻 C劁py赜e
1870-1944）等人讨论《火星报》工作，1901年 1

月 30日在慕尼黑与司徒卢威等人达成双方期刊的

合作协议。因为司徒卢威是 1896年第二国际代表

大会的俄国代表，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的代表（仅 9个人）、党的成立宣言的起

草人。如果不能得到这些他的前辈的承认，列宁

创办的报纸难以取得代表全党的合法性。

当然，列宁与劳动解放社合作，和与其他马

克思主义派别或工人团体的接触有很大的不同。

前者是在观点一致的前提下的精诚合作；后者有

合作，有斗争，有的最终分道扬镳。

二、《火星报》创刊号的出版

关于旧《火星报》的出版，基本情况是：1900

年 12月 24日《火星报》创刊号在德国莱比锡出

版，1901年 1月 -1902年 5月的《火星报》各期

在慕尼黑出版。1902年 4月，编辑部迁至英国伦

敦克勒肯威尔 -格林大街 37号（现在是马克思纪

念图书馆），随后报纸在英国出版；1903年 4月底

起，报纸编辑部和出版地转移到瑞士日内瓦。报

纸的出版和每一次转移编辑部，列宁始终是具体

策划者和领导者，选址、印刷、经费筹措、编辑

人员安排都由他一手操办。经费大多是募集来的，

他多次要求有关人员要注意节俭。

《火星报》第一个编辑部地址，设在慕尼黑凯

撒路 46号楼上，当时楼下是饭店；后来两次在市

内更换地址。为了安全起见，列宁最初将编、印

分为两处，在慕尼黑编好创刊号后，送到莱比锡

印刷。1900年 12月 15 - 23日，他秘密从慕尼黑

到莱比锡，参与并监督了《火星报》创刊号的印

刷。他把莱比锡选择为《火星报》创刊号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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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因为这里是德国工人运动中心之一，是德

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力量最强大的地方，也是印刷

业和出版业的中心；这座城市为众多俄国革命的

流亡者提供了住所和工作。

承印《火星报》创刊号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工人体操联合会领导成员赫尔曼·劳赫（Her-

man Rauch）的秘密印刷厂，坐落于莱比锡市郊的

普罗布斯塔达街 48号。这个印刷厂有一台高速平

板印刷机，只有他和徒弟保尔·托马斯 （Paul

Thomas）两个人。最大的技术问题是没有俄文铅

字，而俄文字母 33 个，与拉丁字母笔形很不相

同。在一家印刷俄语书籍的大型印刷厂工人的帮

助下，劳赫和托马斯秘密地从那里把一批俄文铅

字运到自己的小印刷厂。没有懂俄文的排字员，

列宁请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排字员约瑟夫·布卢门

菲尔德（Joseph Blumenfeld）以化名“维尔纳”来

到莱比锡，担任创刊号的排字员。他后来转移到

慕尼黑继续做《火星报》的排字员。

除印刷《火星报》创刊号外，劳赫借用创刊

号的报头印刷了列宁起草的《编辑部的话》 ①单页

（单面印刷），这张单页与创刊号一起被秘密发行

到俄国各地。主要路径是：从莱比锡经陆路运到

德国波罗的海南岸，经水路运到北岸的瑞典，再

从瑞典经水路运到彼得堡，留下一部分就地散发，

剩余的经陆路运送到莫斯科和欧俄南部地区。这

个秘密运输网络是列宁在出国前就部署好的。

1901年 1月，这家印刷厂还印刷了由《火星

报》出版的小册子《在哈尔科夫五月的日子里》，

列宁为它写了序言。这是哈尔科夫社会民主工党

委员会寄给列宁的 1900年当地五一游行的记述。

列宁说：“这本小册子是当作通讯寄来的，但是

我们认为有必要出版单行本，这不仅因为它的篇

幅相当大，而且也为了使它更易于尽可能大量地、

广泛地流传。”[4]在这里，列宁重视传播效果的意

识很强烈，《火星报》最初一个月出版一期，秘密

发行，从传播时效看不如公开发行的小册子，因

而列宁选择了小册子这一载体。

三、《火星报》的版本

俄文版《列宁全集》里所附的 《火星报》创

刊号第一版的图片（按原版缩小），不是 1900年

12月的原版图，而是 1925年重排版的图。（图 1）

重排即重新排版印刷，那时还没有扫描和复印技

术。《列宁全集》英文版、中文版是根据俄文版翻

译的，因而英文版、中文版的《全集》，即使是最

新的中文第 2 版修订版 （2013年出版），收入的

《火星报》创刊号第一版缩印图片仍然是 1925年

翻拍版。由于《列宁全集》中文版的普及，在中

国看到的 《火星报》创刊号第一版的图片或缩印

图片，包括论文采用的附图和百度百科的附图，

均不是原版，而是 1925年苏联重排的版本。只有

1959年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火星报》影印版合

订本是原版图，但看到这个版本的人极少（只印

了 550本）。旧《火星报》各期重排的年代如下：

火星报重印本 第一册 渊1-7期冤 1925年出版曰
火星报重印本第二册 渊8-15期冤 1926年出版曰
火星报重印本第三册 渊16-23期冤 1926年出版曰
火星报重印本第四册 渊24-30期冤 1927年出版曰
火星报重印本第五册 渊31-37期冤 1928年出版曰
火星报重印本第六册 渊38-44期冤 1928年出版曰
火星报重印本第七册渊45-51期冤1929年出版遥 [5]

如果完全按照原版版面一丝不差地重排也罢，

但经对照，至少创刊号没有完全按照原版重排。

报头部分是按照第 2期以后的样式重排的；第一

版编排的版面，也与原版不一致。例如第一版阿

克雪里罗得纪念威廉·李卜克内西文章的起点在原

版报纸第一版第二栏下部，而在重排的第一版上，

文章的起点却在三栏上部。显然，重排的报纸字

号略大、字母间距相对大，造成第一篇列宁的文

章排字排到了第三栏收尾，而原版报纸列宁的文

章排到第二栏下部收尾。

笔者发现，《火星报》创刊号原版报名“鬲爻噩
夭亍”左侧是《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的俄译文
“乇剽剜剌刂劁匮剽刳刳 赜劂刂冂 劂劁剽匮剡, 劂剜刂卣刳剡伛刿劁刂劂仡!”（全世界
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它仅出现于创刊号报头和同

淤在俄文版和中文版叶列宁全集曳里袁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野叶火星报曳编辑部声明冶袁副标题才是野编辑部的话冶遥 主标题是叶全
集曳编辑加的袁原文发表时只有野编辑部的话冶这个标题遥 应该尊重历史袁使用原标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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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印刷的《火星报》单页《编辑部的话》的报头上。

从第 2期开始，左侧的一句话是：夭匕爻爻鬲孬噩亍亓
爻匕馗鬲亍丨 -廿卅禺匕噩夭亍卮鬲毓卅爻噩亍亓 夭亍丌匕毓亍亓
乇亍夭卮鬲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字母全部大写。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 《火星报》 创刊号图片，

报名左侧没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

全部大写字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来自

《列宁全集》里收录的《火星报》创刊号第一版样

张。显然，这个版面不是 1900年的原报第一版。

有的论文配图介绍创刊号报头时，提及报名

左侧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

产者，联合起来”，但图却是没有这句话的重排版

创刊号第一版。文章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这是

每期《火星报》的情形，其实不是。

创刊号原版报名下的一行字是：馗刂剡劁剽匮剌仡剡仨刿
匕剽卦匮剡 夭剜劂劂刳刿劂剀剜刿 爻剜罔刳匮剌 -卣刂剞剜剀剽匮劁刳亻刂劂剀剜刿
夭匮匾剜亻刂刿 乇匮剽刳刳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
报）。仅在创刊号和带有创刊号报头的《编辑部的

话》单页上出现过一次，申明了报纸的性质。而

《列宁全集》里收录的《火星报》创刊号第一版报

名的下面，没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的字样。《火星报》是从第 2期开始，报名下面没

有这句话，只是出版日期。显然，1925年重排的

《火星报》创刊号报头，采用了第 2期以后的报头

样式。

为什么这句话后来不再出现？从未有人做过

解释。笔者认为，一个党的“中央机关报”需要

党的代表大会赋权，是不能自封的；而当时的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名存实亡，尽管后来的历史证明，

《火星报》实际上成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出于慎重

和防止发生党内各派别为此的无谓争论，从第 2

期起取消了这一自封的身份，但在报名的左侧，

始终标明了报纸党的性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字母全部大写，显然是强调报纸的这一党的属性。

有的文章配图介绍创刊号报头下面这句话时，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似乎这句话在以后每期的报

头都有，其实不是。

创刊号和此后各期《火星报》报名右侧均是：

“鬲刭 刳劂剀剽仨 赜剜刭卦剜剽伛劁劂伛 蒯剌匮剞伛!冶 匕劁赜刂劁 卣刂剀匮匾剽刳劂劁剜赜
乇劐仃剀刳剡劐（“星星之火将燃成熊熊火焰！”———十

二月党人给普希金的回复）。有的文章介绍创刊号

报头这句话时，解释为 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回

复普希金的一句话。这不准确。十二月党人起义

分别发生于 1825年 12月 26日和 1826年 1 月 10

日，起义被镇压后，四位领导人被处死，其他参

加起义的一百多位军官被流放西伯利亚。普希金

为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写的诗《兀剜 卦剌劐匾刳剡刂
劂刳匾刳剽劂剀刳冂 剽劐卣》（在西伯利亚矿井的深处。这是诗
的第一句，本没有标题。中文定名“致西伯利亚

的囚徒”是根据作者的意图）创作于 1827年。流

放中的十二月党人的回复，应该在 1827 年或以

后。这句诗的作者奥陀耶夫斯基 （亍剌刂剀劂匮剡卣剽
鬲赜匮剡剜赜刳亻 匕卣剜刂赜劂剀刳刿 1802-1839），起义失败后被

流放西伯利亚，他代表十二月党人写诗答赠普希

金。

《火星报》的版本不止有 20世纪 20年代苏联

的重排版本。1901-1903年，《火星报》在基希讷

乌（今摩尔多瓦首都）、巴库（今阿塞拜疆首都）、

莫斯科以及乌克兰、西伯利亚地区当地党组织的

秘密印刷厂重印过。现在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所

存《火星报》扫描版，[6]一部分是原版，一部分采

自另一个版本。例如它的创刊号与原版相同，但

第 2期原报三栏版面共 6版，而这里的报纸却是

两栏版面 20版；第 3期原报三栏版面共 8版，而

这里的报纸却是两栏版面 25版（其中第 25版是一

栏编排），与原版报纸大相径庭。

图1 叶火星报曳 创刊号第一版原版
渊俄罗斯国家公共历史图书馆馆藏冤 /叶火星报曳

创刊号第一版 1925年重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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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写的《编辑部的话》 1900年 10月秘密印

刷过一次单页（两栏双面印刷），上面的 《火星

报》报头与 12月和创刊号一同印刷的《编辑部的

话》单页（三栏单面印刷）报头很不一样。除了

字体不同外，第一次印刷单页报名“鬲爻噩夭亍”左
侧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右下是：“星星之火将

燃成熊熊火焰！”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的回复。而

第二次印刷单页报头，与创刊号的报头完全一样，

左侧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右侧是对

十二月党人对普希金的回复；下面是“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第一次印刷单页的最后两

段文字（关于报纸的篇幅和得到哪些国内外组织

的支持），第二次印刷时两段连为一体。俄文版、

英文版和中文版《列宁全集》发表《编辑部的话》

时，均附有按原版缩小的 1900年 10月第一次印刷

单页第 1版的图片，文章结尾《全集》编辑写道：

“1900年作为《火星报》的专页出版。”[7]这句含糊

的话，使得几乎所有读者以为所看到的《编辑部

的话》版面是唯一的版本，不知道还有 1900年 12

月的版本。

在《火星报》附图版本问题上，由于 《列宁

全集》俄文版工作中没有注重第一手资料，造成

几乎所有的其他版本均跟着照搬。现在加以纠正

为时已晚，只有各个版本的《全集》再版时才可

能得到纠正，而这几乎是无望的事情。

四、《火星报》创刊号的版面和内容

《火星报》创刊号对开 8版，每版三栏。随后

各期 4-8版不等，但第 47期有 10个版。从报纸

各期总体版面看，新闻约占 6-7成。创刊号 1-4

版刊载指导性文章，4-8版刊载新闻，有的地方政

论和新闻混排。从政论和新闻（包括消息、通讯、

新闻述评和读者来信等）的篇幅看，后者在创刊

号占近六成。下面按照 《火星报》创刊号八个版

的版面内容（图 2），依次做一介绍：

列宁为创刊号写的主导文章《我们运动的迫

切任务》位于报纸的头版头条。文章伊始写道：

“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地声明过，俄国工人政

党的当前政治任务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

治自由。这一点在十五六年以前，俄国社会民主

党人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声明过；两年半以

前，1898年春，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成员

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作过这一声明。”这

里他强调了 1883年成立的劳动解放社和 1898年 3

月召开的党的一大的历史作用，再度明确党的政

治斗争的任务。因为当时党内的“经济派”主张，

党的任务主要是为提高工人的经济待遇而斗争，

忽略了党的更高的政治斗争目的。他引用马克思

的话继续写道：“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

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

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

伟大遗训。”[8]列宁的文章为《火星报》用马克思

主义统一全党的思想确定了基调。

头版的第二篇文章是阿克雪里罗得写的悼念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

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主编威廉·李

卜克内西的文章———《威廉·李卜克内西》。作者开

篇写道：这一噩耗对所有文明国家的进步工人们

来说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不仅德国，还有其他欧

洲国家，甚至包括美洲、澳洲和日本都发来了唁

电。在详尽回顾李卜克内西生平之后，他指出：

李卜克内西作为“革命士兵”①对无产阶级解放事

业矢志不渝,从思想上培养了工人，让数以百万计

的德国工人团结在社会民主的大旗下，因此他的

功绩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不朽的。刊登该文之际正

值李卜克内西逝世不久，因而这篇文章具有一定

的“时事性”。

创刊号第二版还刊登了列宁写的国际问题文

章———《对华战争》，这是他论述中国问题最早的

一篇文章。列宁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角度批判

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指出：“欧洲资本家贪婪

的魔掌现在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

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

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

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它们把一

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

淤威廉窑李卜克内西出版过他的回忆录袁题为叶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曳袁中译文由人民出版社 1980年出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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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同

时他还批判了俄国报刊对此的默不作声，写道：

“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

位，不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它们就不敢登载任

何东西，因此，在对华战争中人民付出了多少代

价，我们没有确切的材料，但是，这次战争的费

用高达几亿卢布，这是没有疑问的。”[9]

第 2-3版，刊登了马尔托夫的文章《俄国无产

阶级的新朋友》，这里的“新朋友”是一种讽刺。他

在文章中揭露了莫斯科暗探局局长、宪兵上校祖巴

托夫（爻刂剽卦刂刿 兀匮劂刳剌仡刂赜刳亻 丞劐匾匮劁剜赜，1864-1917）的

“警察社会主义”。他以拉拢的手段在莫斯科建立

“机械工人互助协会”。该协会宣称沙皇愿意满足

工人的经济要求，策划和鼓动工人举行拥护沙皇

的游行；要求工厂主向工人让步，答应工人提高

工资、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等经济要求。马尔托

夫指出：这些归根到底是对工人的麻痹，使其陷

入醉醺醺的状态而失去斗志，必须要对这样的

“无产阶级朋友”保持清醒的头脑。第 3-4版，刊

登了马尔托夫的第二篇文章 《沙皇的审判和仁

慈》。该文揭露了这样一件事实：沙俄统治下的波

兰行省军事法庭对杀死官方密探的工人判处死刑

后，沙皇将这些人部分改判为无期徒刑，部分改

判为不同期限的有期徒刑，都送去西伯利亚苦役

矿场服刑。令人讽刺的是，相比沙皇赐予波兰工

人的“仁慈”，一名醉酒的基辅军官当街用军刀砍死

一名大学生、另一个名叫斯塔舍弗斯基的沙俄军官

在塔什干杀死了当地报社的一名主编，均受到沙皇

的仁慈庇护，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马尔托夫

以此犀利地揭露了俄国司法的黑暗和沙皇的虚伪。

马尔托夫关于沙皇虚伪“仁慈”文章之后，

是配合这篇文章的“与华沙军事法庭有关的传单”

《告全俄工人书》（第 4版）。传单之后还有编辑部

写的编后语：“鉴于该传单在圣彼得堡、里加、哈

尔科夫、基辅和雅罗斯拉夫等地遭到 20次搜查和

14次扣押，故有必要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组织进行

传单的分发和传播，号召全民为解放而战。”《火

星报》的革命斗争意识，这里显现得颇为强烈。

第 4-5版是“来自我们社会生活”（鬲刭剡匮仃刂刿剜
匾仉刂劂劁赜刂剡剡剜刿刎刳з剡刳）专栏，由七篇新闻述评组
成，构成了一幅沙俄社会生活的画面。除了《芬

兰事件》署名斯米尔诺夫（兀.禺.爻剞刳剽剡剜赜）外，其
它文章均为匿名。第一篇《俄国在远东的“启蒙

使命”》，讲述了俄国当局对教师的压迫与监控，

作者写道：“我们没有钱为老师提高待遇，但却要

加强对老师实施警察监督。”第二篇《芬兰事件》，

揭露了沙俄当局对邻国芬兰实行强制“俄罗斯化”

的政策。作者写道：“这将迫使更广泛的俄国各民

众阶层加入呐喊：‘自由的芬兰万岁！’‘自由的俄

图 2 叶火星报曳 创刊号中文版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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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万岁！’。”第三篇《危机》叙述了沙俄的经济危

机，作者认为：只有完全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统治，

只有全国有革命意识的工人都为之奋斗，才能彻

底结束这种疯狂奢侈和大规模贫困的犯罪组合。

第四篇《首都来信》揭露了国家内务部和财政部

官员 1899年秋季相互贿赂、相互勾结化解矛盾的

丑闻。第五篇《流放者的来信》，揭露了政府将流

放者的津贴从每月 9卢布克扣到 1.5卢布的事实，

作者“请同志们在我们的出版物的上面反映上述

的政府行为，以便通过各种形式抗议政府的恶毒

行径”。第六篇《镇压一切敌人》，揭露了沙俄政

府将“帝国自由经济协会”列为“敌人”的事实。

作者说：“我们有责任从政府对和平合法的各类

协会和机构的各类报复中吸取工人阶级政治教训。

我们也有责任时刻提醒自己必须要从敌人的敌人

中选择我们的盟友。”第六篇 《学潮》，介绍了

1900年 10月基辅和彼得堡发生的学潮。在基辅，

参与学潮的学生取得了胜利。彼得堡的学潮因校

方无理开除一名女学生而引发，抗议仍在继续中。

第 5-7版的专栏是“工人运动记事和来自工

厂的信函”（胤剽剜剡刳剀匮 剽匮匾剜亻刂卦剜 卣赜刳刎刂剡刳伛 刳蒯刳劂仡剞匮劂
劓匮匾剽刳剀 刳 刭匮赜剜卣剜赜）。前面刊登来自首都圣彼得堡
的三家工厂、莫斯科行省的两家工厂的来信，控

诉工厂主和资本家在沙俄法律的庇护下肆意压榨

工人的罪行。随后刊载了哈尔科夫、下诺夫哥罗

德与叶卡捷琳堡的三篇通讯，介绍当地工人的罢

工的动态。还有一篇通讯，是编辑部根据叶卡捷

琳堡的工人来信而改写的通讯，披露了当地一家

小工厂的工头如何压榨工人。该专栏最后有三则

简讯：马卡罗夫兄弟织布厂的工人为抗议降低工

资而举行罢工、敖德萨港口工人暴动、尼古拉耶

夫黑海工厂工人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停工一天

而被当局驱逐出城。这个栏目显得比较重要，占

据的篇幅最多，因为反映的是俄国产业工人的状

况，他们是俄国革命的主力军。

《火星报》编辑部也很关注国际共运和国外

工人运动。创刊号第七版的“国际时评”

（鬲剡剜劂劁剽匮剡剡剜刂 剜匾剜刭剽刂剡刳刂）专栏，刊登《第二国际
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全文）以及《第二国际代

表大会在巴黎举行》的通讯稿，该通讯详尽介绍

了 1900年 9月 23-25日在巴黎召开第二国际第五

次代表大会，简要梳理了历次第二国际大会的情

况。第二国际的这次大会是《火星报》创刊前国

际共运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

域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

《火星报》创刊号的最后两个专栏是“党的通

讯”（鬲刭蒯匮剽劁刳刳） 和“信箱”（乇剜亻劁剜赜仨刿伛仉刳剀）
（该报第 8 版）。前者发表了列宁写的一篇短文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鉴于

1900年 11月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发生分

裂，他建议由第二国际常务委员会里的俄国代表

普列汉诺夫担任俄国书记。后者发布了两条可以

公开的通信内容：《火星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通

讯《哈尔科夫的五月》、告知沃伦省“斯基泰人”，

他们的五封来信已收到。这是首次显现该报通讯

员工作的成就。

《火星报》创刊号开辟了如上五个很有特色的

栏目。在随后发行的各期中，陆续增加“革命斗

争记事”“政治笑话”“来自农村的新闻”“关于农

民浪潮”等专栏。该报除了较长篇幅的理论文章

外，还经常刊登一些俄国政治小品文、外国新闻

述评、书信和通讯，有时还刊载政治漫画（第 18、

22、31期）。《火星报》作为社会民主工党全俄政

治机关报，能够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这是列宁

办党报一个特色。

五、列宁的《火星报》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

究的重大话题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中，“《火星报》”

的报名人所共知；但仅有上世纪 50年代几位中国

留苏的学生看过《火星报》，可能看到的还不是报

纸原版；198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首届毕业的研

究生秦中河（2010年逝世）和复旦大学外事办袁雪

琴合作发表过一篇介绍《火星报》版面的文章，[10]

他们是在看了火星报原版基础上写的这篇文章。

此后至今 40年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者几

乎不知道《火星报》的真实样子。绝大多数关于

《火星报》的研究文章，引证的仅是列宁发表在

《火星报》上的文章，特别是第 4号的社论《从何

着手？》，因为这篇文章里列宁就《火星报》的作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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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in ignites the " Spark" of the Marxist party newspaper
要要要要要要要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reation of the publication, first issue, and edition of Iskra

Chen Lidan, Xu Hongling

Abstract院 Based on the original newspaper Iskra? collected by the Russian National Public History Library, this pa-

per conduct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reation of the publication,first issue and edition of the newspaper. The author

confirmed that? Iskra was founded collectively, with Lenin and Plekhanov as its chief editors. The first issue had? 8

editions, each with three columns, and was published in Leipzig. The news on this issue occupied 60% of all articles?

The inaugural issue of Iskra? that readers have seen was? a retypeset in 1925. From the heading text to the layout,

there are quite a few differences from the original. There also issued the single page "Words from the Editorial Office"

written by Lenin with the Iskra masthead at the same time. This single page has never been mentioned before. The title

of this article in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 Lenin Collected Works " is "Iskra?Editorial Department Statement". Lenin's

original text does not have this title, but "Editorial Statemen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ur research on Lenin's? Iskra?

has been at a standstill for a long time. The influence of Lenin's thought on the Party newspaper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more direct than that of Marx and Engels' journalistic thought. Therefore, it should become a major

topic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views of journalism.

Keywords: "Iskra"; Lenin; "Iskra" first issue; Plekhanov; Emancipation of Labour

Authors: Chen Lidan, Chair Professor of Sichuan University, Honorary First-Class Professo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u Hongling, Postgraduate of the Department of Languages and Journalism of 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 of

Russia.

用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

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1]其他

关于《火星报》的创办、 《火星报》编辑部的日

常工作、该报与俄国各工人党派团体的合作或斗

争、火星报组织的组建等与列宁党报思想形成有

关的很多党报实践，仅有极少文章提及，没有进

行专门研究。换句话说，我们关于列宁《火星报》

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1959年 12月，《火星报》原版报纸的影印合

订本由中央编译局出版，印刷了 550本，印数是

《新莱茵报》影印合订本（158套）的 3.5倍，却没

有受到马列主义研究界的重视，没有一期报纸被

翻译为中文。在大力倡导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的现实背景下，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大支

脉源头———列宁的党报思想研究，应该被提上日

程。因为历史的原因，列宁的党报思想对中国共

产党的影响，比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对中国

共产党的影响更直接，故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研究的重大话题。本文仅以创刊号为研究对

象，尝试采用考证性研究的方法，为今后学界深

入研究列宁新闻思想起到抛砖引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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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表述中的主导性话语。这其中，工人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为实现二者的结

合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回顾这一重大历史命题，

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早期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工人群体并被接受的

历史实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科学结论。然则在

该问题的具体解释方面并非没有争论。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产物论”具有

明确的文献出处且多次被发展完善，但亦时常引起质疑。质疑的发生不是因为

“产物论”本身是错误的或存在罅漏，而是学界对“产物论”包涵的某些问题尚

未辨析清楚。[1]确然如此，在笔者看来，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从应然层面展开，阐

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宏观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历史原因等，[2]

而较少从实然的角度，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最为关键的“相结合”一词，从“接

受史”的角度阐发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如何被作为工人运动主

体的工人所接受，并有效转化为工人运动的思想动力。这些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

是“见势不见人”，对历史趋势阐述透彻，但对其中的人关注不足。这就使得有

关“相结合”的叙述，缺乏具体的依托。

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前提必然是依托于具体的人而展开，这个具

体的人自然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群体，而接受的途径则有阅读和教育两

种。当然，这两种途径也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的。本文即力图聚焦于作为“相

结合”主体的工人，阐述马克思主义如何为当时的工人群体所阅读接受，又产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工人群体的马克思主义
书报阅读接受研究
刘晓伟

摘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袁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袁 呼吁工人重新认识自身地位袁 提升了工人的阶级
自觉意识遥 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工人报刊袁 吸引工人阅读报刊袁 创办工人俱乐部尧 图书馆和劳动补习学
校等方式袁 促进了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遥 工人群体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书报的阅读和接受党的教育袁
有效实现了阶级意识的觉醒袁 进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遥
关键词 工人报刊曰 劳动补习学校曰 工人运动曰 阅读史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刘晓伟袁 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尧 广州市新媒体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基地副教授袁 广东广州
510635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13



ENVIRONMENT驭ECOLOGYENVIRONMENT驭ECOLOGY

了怎样的政治功效。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进入

这一问题域时，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史料的匮乏，

相对于在建党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而

言，当时的工人群体鲜有人留有日记，一些相关

回忆录、自传或回忆文章也多是零零碎碎略有提

及，难以寻踪具体个体的思想转变的经历。因此，

本文将通过对当时工人报刊中的读者来文、回忆

文章涉及的零散史料进行系统地挖掘和分析等途

径，探寻工人群体如何通过工人报刊的阅读实现

思想裂变，进而为变“失语者”的“无”为“在

场者”的“有”提供一种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相结合”的时间节点问题

是“产物论”纷争话题中的一个焦点。这个问题

关系本研究主题的时间断限，有必要在此略作阐

述。一般认为，在中共一大之前，马克思主义与

工人运动已经实现了结合，这种结合在中国共产

党正式成立以后又进一步深化。有学者将有关时

间节点的争议称之为“伪命题”，主张马克思主义

与工人运动在中共一大前已经实现结合，但这种

结合做得还不够多，需要继续推进和扩大这种结

合。 [3]也有的学者将建党作为一个过程，从 1918

年 7月到 1923年 2月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结束，

沿着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

合 -党成立 -基本完成结合的线索进行。 [4]同时，

也有学者提出了“建党在前”，“相结合在后”的判

断，认为“产物论”是在较为特殊的形式上体现

了的一般规律。[5]本文无意评析上述观点的对错，

但从中无疑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马克

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相结合”是一个动态的时

间过程，大致在 1918年至 1923年之间，而不能以

1921年 7月中共一大为静态的时间划分点。这也

是本文采用的大致时间断限。

二、主体的“加冕”：唤醒工人阶级阅读接受的

自觉性

在阅读史的研究中，“谁在读”是首当其冲的

问题。在本文的研究中，“谁在读”是设定的选题，

即主要考察工人群体的阅读问题。但与具有阅读

自主性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同，当时的工人群体属

于待发动待教育的群体。1864年，马克思在《国

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就曾指出，“工人的一个

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

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

起举足轻重的作用”[6]。如何唤醒工人群体阅读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从而获得马克思主义的

“知识”，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使命和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深受国际共运和苏

联社会主义革命模式的影响。在苏俄社会主义革

命中，列宁曾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

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7]。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受共产国际指导，工作重心

是仿照苏俄革命模式发动工人参加革命，向工人

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同样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指出，“本党基本任务

是成立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

神”[8]。中共一大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指出，

“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扩大他们的眼界，引

导他们参加革命的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

由的斗争”，“鉴于我们党到现在为止几乎完全是由

知识分子组成的，所以代表大会要求特别注意组

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组织他们”。[9]

传统上，工人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肉体层面

都备受压迫，这也使得工人甘于接受低人一等的

社会地位。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工作中，

促进工人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就是让工

人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树立谋求翻身解放

的信心。从国际共运背景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工人革命运动

高涨。这些工人运动的影响也传播到了中国。邓

中夏曾经回忆指出：“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

年间，英国罢工四千多次，参加人数高达五六百

万人。各国的社会革命运动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制

度的内在矛盾与弊端。而在当时的中国，各国工

人革命的消息“在中国报纸上‘日不绝书’” [10]。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劳工神圣”思潮风行，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了现实的本源和阶

级载体。[11]一大批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先进知识

分子开始认识到发动工人参加革命的重要性，正

如当时的工运领袖李立三指出的，“一般进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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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受了这个浪潮的冲击，认识国民革命前途，必

须唤起广大的群众来参加，尤其是工人群众”[1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组织发动工人的过程中，

更加注重宣传工人的社会价值，赋予工人以新的

社会地位，从而提升工人的阶级自觉性，促进工

人在自我觉醒后加入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创办的工人报刊以

及宣传演讲活动中积极呼应“劳工神圣”的理念，

突出工人是“至高贵”“至有用”的人，通过修辞

的“加冕”为新兴的工人阶级鼓与呼。《劳动者》

发刊词中宣扬，“所以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

人，是最有高贵的人”[13]。《劳动周刊》以反映工

人的需求为己任，在发刊词中明确呼吁：“中国的

工人们，快快把我们的头抬起来呀！”[14]《工人周

刊》在创刊号中强调“中国工人阶级是我国历史

上的新兴阶级，他负有改造旧政治、旧经济、旧

文化的重任，是革命的力量”[15]。除了在报刊上进

行宣传之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还通过演讲、讨

论、发放传单等活动，强化对工人主体地位的宣

传教育。1923年 11月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

案》把研究讨论、讲演作为教育工人的重要方法，

要求对国内劳动运动及各地现实的劳动生活，每

小组均当加以讨论，并特别点明要以《工人周刊》

为材料。[16]当时一些工人受演讲活动的影响而加入

了革命潮流，如印刷工人毛齐华曾经回忆，自己

参加革命的发端即是听了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的

演讲，“我生平第一次听这样的演讲，只觉得他们

说出了我们穷苦人们的心里话”[17]。这些鼓与呼的

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革命性的基本判

断灌输到工人中去，促使工人阶级对自身社会地

位和历史使命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工人

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

转变，也是促进实现工人运动由自发到自觉转变

的前提条件。

三、接受的依托媒介：工人报刊的创办与阅读

在阅读史的研究中，“读什么”是一个重要问

题。特别是对工人这一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群体

来说，显然并非各种书报都适合其阅读。五四运

动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涌入中国，成为当时报

刊杂志中的热点。不过，这些报刊的阅读群体主

要是传统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实际上

对工人群体的影响非常有限。李大钊指出，“要想

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

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18]。如何把当

时先进知识分子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引入工人群体，

为工人所接受，需要适合工人群体的新媒介。在

欧洲早期工人运动中，工人阶级报刊起到了重要

动员作用。[19]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也曾经

指出，“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同民主运动和社会主

义运动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中国共产

党成立前后，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同样致力于出

版发行工人报刊，打造新的阅读媒介对工人进行

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教育。

从 192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出版

发行工人小报，如上海的《劳动者》，北京的《劳

动音》，广州的《劳动声》等周刊，根据邓仲夏的

记载，上海还有专门对店员宣传的小刊物 《伙

友》。[21]尽管这些刊物出版的时间不长，但在工人

群体中受到欢迎，展现了工人报刊的生命力。如

《劳动音》“在长辛店、南口等工人集聚区发行后，

颇受工人欢迎，每期可销售二千份左右”[22]。这些

报纸在创办初衷上即是以工人为主要读者对象，

通过宣传工人为何受压迫受剥削的道理，唤醒工

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对此，李汉俊在 1920年创办

的《劳动界》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我们印这个报，

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

事情”[23]。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加迫切希望创办工人

报刊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促进工人自身

的觉醒参与到革命大潮中来。1921年 8月 20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创办《劳动周刊》，是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工人报刊。1922

年 6月，《劳动周刊》主编李汉俊被上海巡捕房拘

捕，判刑三个月后被逐出租界，该刊被勒令停刊。[24]

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工人报刊中，最具影响力、

出版时间最长的是《工人周刊》。1921年 7 月 24

日，中共北京党组织创办了《工人周刊》。[25]《工

人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主要党报，同时

也是全国工人言论机关。《工人周刊》第一期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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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五百份，逐期增加到两千份，后来发行激增，

由三千份最高升到六千份，以后长期稳定在五千

份左右，印行达五年之久，累计期数 150期以上。

读者群体遍布全国，远至东南亚、远东海参崴、

赤塔和法国等地华工中间，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初期印行时间持续最久、在工人阶级中影响最大

的党报。

针对当时工人阶级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工

人报刊注重以通俗的形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十月革命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工人周刊》开辟专栏《工人常识》，向工人教授

文化、技术知识。《工人谈话》《工人之声》专栏则

直接刊载来自工人的要求和呼声，在当时成为工

人必不可少的读物。[26]《工人周刊》提出的反抗压

迫、谋求解放的政治呼吁，切中工人的心声，得

到工人的积极呼应。从《工人周刊》刊登的文章

来看，《工人谈话》《工人之声》栏目主要反映工人

生活的苦况，一些工人在其中主动发声，将自己

的主张回馈给报社。如南口火车房工人高步安就

在“工人谈话”栏目中揭发京绥铁路各小站站长

不负责任压迫工人的罪行，同时反映工人在火车

上大量吸入煤烟的苦况。[27]又如工人金太瑺在《工

人之声》控诉“现在人类中，最痛苦的就是工友

们”，呼吁“工友们，还不快快醒来罢”，“工友们

呀，还不快快解放罢”。[28]《劳动界》设有读者来

稿栏目，主要揭露工厂剥削工人的黑暗，反映工

人的切身利益，表达工人实现觉悟，谋求解放的

心声。如湖南工人“量澄”在读了《劳动界》之

后实现思想觉悟，来信呼吁工人应有“人格上底

觉悟”“待遇上底觉悟”“教育上底觉悟”“团体上

底觉悟”。[29]此类例子在《劳动界》的读者来信栏

目中还有很多。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当时工

人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的普遍性和积极性，反映

出工人报刊对工人革命意识觉醒产生的深刻影响。

实际上，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前的工人报刊所宣传

的内容也与此类似，列宁曾经指出，“20年前的全

部工人传单和社会民主党报纸，是现在的工人报

刊的直接的先驱：所刊登的同样是‘揭发’工厂

情况的文章，同样是‘经济’斗争的新闻，同样

是从马克思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立场对工人运

动的任务所作的原则性说明”[30]。

工人报刊对工人读者的关注与互动，使其具

备了吸引和养成工人阅读的基础。部分识字的工

人在工余时间阅读工人报刊，成为良好的习惯。

书报阅读开始被工友们视为是自己应有的人身权

利，并积极争取维护这个权利。《劳动周刊》中曾

经报道了一个工人维护自己阅读工人报刊权利的

案例。当时，官纱局工人陈义举在工闲的时候阅

看《劳动周刊》，结果受到工头斥责，“同行工人，

大抱不平，都说我们因家贫失学，已属自苦，今

在工闲的时候，看看浅近的报纸，反被干涉，是

不以人类待我们了。大家纷纷议论，听说工人们

已经起来散发传单，不日开会讨论，要去质问局

长哩”。对此，《劳动周刊》即以“工人连报都看不

得了”为题进行了报道。[31]1922年，衡阳地区党团

负责人秦北平在给上级的信中写道，“此处工人识

字者多（颇有机械工），但苦无书报看。上海方面

所有各种工人周刊、旬刊及各种小册子，请每寄

数十份给我们，以便分送各工界”[32]。这里所说苦

无书报看，显然是指没有可资工人启蒙的进步书

报可读。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工人周

刊》一度被北洋政府内务部以“此项印件实含过

激主义关系地方治安颇大”为由予以查禁，“勿

任散布”。 [33]对此，工人读者表达了强烈的关注，

来函《工人周刊》咨询，“我是向来很喜欢看工人

周刊，并且给了我很大的教训（应指教育，笔者

注），所以近日得不到工周一看以为憾。未知继续

出版否” [34]。《工人周刊》在同期头版头条专门给

“亲爱的阅者诸君”回复，“外界要求的十分迫切，

使我们这个周刊再不能不按期出版了”。[35]

这些声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工人群体阅读工

人报刊之后在思想上的觉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思想对工人产生的深刻影响。工人与工人报刊的

创办者同声共气，藉由媒介空间交流观念，形成

同质化的声音，使得工人报刊成为凝聚工人阶级

意识的媒介平台。

四、接受场所：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与

工人教育

在明晰主体意识和媒介基础等主客观问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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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群体通过何种场所阅读马克思主义即成为我

们关注的重点。在阅读史的研究中，“在哪读”是

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了报刊阅读所处的空间问

题。正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指出，如果

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

“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阅读是属于私人性的趣

味阅读还是具有交互性的公共阅读，对于阅读的

意义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与欧洲大工业后的早期工人相比，中国的工

人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更低，在马克思主义书报

阅读上属于被发动被组织者。相比来说，欧洲早

期工人掌握了文字，能够读书看报，并且工人开

始有选择性地阅读书报，伦敦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指出，“工人阶级只读书不思考、不检验的时代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 [36]。列宁也曾经明确指出，“为

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

提高全体工人的觉悟水平，就必须使他们不要自

己局限于阅读被人为地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而要

学习愈来愈多地领会一般读物”，“因为工人自己是

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读

物的，而只有某些（坏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

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中的情况，反复地咀嚼

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 [37]相比之下，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早期工人，很多人由于根本不

识字或经济收入有限而并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无法实现自主阅读，更谈不上阅读的选择性。一

些工人甚至把工余的时间用于了嫖赌上。[38]对于工

人来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需要养成的。

在颇有影响的安源工人运动中，安源工人教育委

员会即将“识字”，“能记账、写信及读浅显的书

报”，以及“灌输工人的知识”，“最终目的就是要

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等作为中心工作，并以此

作为“无产阶级教育的旨趣”。[39]工人的学习教育

主要通过补习学校和书报阅读两种方式实现。当

然，补习教育是提高工人阅读能力的基础，而工

人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又是补习教育的重要方

式，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融合，一体存在的。

在当时，工人阶级阅读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养成

场所主要是共产党人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以及

工会组织的工人俱乐部、图书馆。

受工人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

劳动补习学校是工人阅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

场所。创立劳动补习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

时期教育宣传工人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的第

一个决议中就指出，“因为工人学校是组织工会途

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必须在一切工业部门中成立

这种学校”[40]。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创办的工人

学校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21年 1月 1日北京党

部在长辛店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41]劳动补习学校

的教员都是审慎选择的，对工作十分认真，平日

向工友们讲解革命大义，同时对工友生活非常关

心，事无巨细，故工人将学校称之为“工人之

友”。在这些学校中，由于没有现成的教材，“各

劳动学校教材由书记部教育委员会编辑，内容取

材于《共产党》月刊、《工人周刊》《向导》《苦力》

《劳动界》及《国际通讯》英、德、法文版本的资

料等”。[42]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书报中的内容即成

为自编教材的主要内容，劳动补习学校也就成为

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1925 年 1 月，

团济南地委在《关于青工工作的报告》中提及创

办非正式工人补习学校，将工人报刊等作为教材

的事，“识字者我们则教他们看一点通讯、关于工

人的报纸———《平民之友》《青年工人》《苦力》《工

人周刊》等等” [43]。团大连特支创办了两间夜校，

学生以工人和小商人居多，在教材方面也援用工

人报刊，“教材虽主要者为平民千字课，然而计划

暗中用《工人周刊》及《劳动青年》为课本，现

已实行”[44]。在郑州工务段工作过的工人周云青所

回忆的自身经历也印证了这些报告中所提情况，

“我住房距俱乐部（指彰德工人俱乐部）很近，经

常到俱乐部去活动，在工人夜校上学，还参加一

些文娱活动。夜校里有时读读 《工人周刊》登载

的一些文章”[45]。当时，长辛店的工人实际上也将

劳动补习学校作为类似俱乐部的场所，在其中读

报、娱乐等。

在劳动补习学校之外，工人俱乐部、工人图

书馆是早期共产党人发动工人阅读马克思主义书

报的另一种重要教育机构。1925年 10月，中共中

央在《宣传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总结道，“我们的

党没有发生以前，工人俱乐部早已有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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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是要发展这种工作，利用这种俱乐部一切

好的习惯”，“俱乐部不但是一种宣传的地方，并且

应当是工人团体生活的革命中心”。[46]对此，中共

早期党员朱务善曾经回忆道：“实际上那时工人

俱乐部，就是团结铁路工人教育铁路工人最良好

的机会，同时我们那时又有自己的机关报《工人

周刊》尽力宣传，所以其他铁路总站，如江岸及

郑州等站都效法创办俱乐部。” [47]当时，开封、徐

州、安源、唐山等地的工会都会创办图书馆，为

工人提供书报阅读。开封工人组合机关（“老君会”）

“设备了许多报纸乐器”，徐州陇海工业补习所会

员三百多人，“内中设有阅报室，藏书很多”。[48]接

受教育也是工人参加工会享有的权利之一，京汉

铁路总工会章程中就明确，“会员得享本会一切教

育机关（如学校、讲演、书籍报纸等）、经济机关

（如消费合作社等）、娱乐机关 （如音乐戏剧等）

所规定之应有权利”。[49]安源工会设立工人学校七

所，工人读书处五处，工人图书馆一所，有工人

子弟学生七百余人，工人补习学生六百余人。安

源的工人做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

听讲，又可以做各种游艺。此外，工会订购有各

种报纸，印刷各种传单小报及工会纪念册，工人

处处都可看到的。[50]李求实也曾经指出，“（安源路

矿工人图书馆）完全是为我们的工友办的，所有

的书报都是于我们工友有益处的。凡是俱乐部的

部员，都可以到那里去看书报，或者依着图书馆

规则借出来看”[51]。蔡曾准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描

述过安源路矿工人在俱乐部阅读报刊的场景，

“开辟一阅报室，备置各种日报和工人刊物———

‘工人周刊’，‘劳动周报’......以供工友工余之暇阅

览，每夜执报诵读的，煞是热闹。他们极好问，

有疑惑处辄详询各教员”[52]。此外，工人俱乐部还

设置公共阅报处供工人阅读，“安源路矿两局底各

工作处悬挂报板二十块，各学校及俱乐部、合作

社、紫家冲、湘东、醴陵、株洲设十一块。张贴

日报或‘工人周刊’‘劳动周报’等，工友们好利

用工余暇时，得随时随地有报阅览”[53]。

实践证明，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和识

字班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最好的方

法之一。这种在工人中办学校的方法也是后来中

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经常采用的有效的形

式。[54]实际上，在补习学校、夜校和识字班开展马

克思主义书报阅读的学习教育，以及办读报栏、

阅报处等公共读报方式，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

苏区、延安革命根据地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组织

开展基层群众公共阅读中所继承发扬，成为中国

共产党发动基层群众介入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的

主要手段。

五、现实表现：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效

阅读效用问题的考察，是探寻阅读意义的重

要维度。这涉及阅读对读者的影响，以及由此带

来的对社会环境的可能改造。工人群体是一个不

同于知识分子的群体，他们属于待启蒙的群体。

阶级意识的唤醒对于促进工人群体的觉悟和行动，

具有先决性的意义。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

者在揭示马克思发表的“工人调查表”问卷的意

义时指出的，“使得工人意识到他 /她们自己身处

资本主义社会的险境，穿透那层阻止工人理解其

所处社会环境的由虚妄的幻觉和习惯性反应所构

成的迷雾，并使得工人们意识到他 /她们有机会去

摆脱这种险境”，“并且，随着这种意识的不断增

长，最终使得他 /她们采取行动”。 [55]当时，工人

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书报特别是工人报刊的阅读接

受，对启发工人觉悟，进而激励先进青年参加革

命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具体来看，这些政

治功效主要表现在培养工人运动领导骨干、依靠

群体和工会组织建设等三个层面，这也是“相结

合”的具体表征。

第一，从工人群体中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以

及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骨干。在具体人物事例方

面，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

人项英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包惠僧在回忆引导项

英参加革命的历程时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书报的

阅读起到了关键作用。最初，项英以《劳动周刊》

读者的身份给包惠僧写信，与包惠僧建立了联系，

其觉悟的产生得益于阅读《劳动周刊》，“工厂的黑

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

知道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

希望你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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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

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

人迫切的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

着你们共同努力”。[56]当时，项英是刚刚二十岁的

青年，这些对工人运动的认识，主要来自阅读马

克思主义书报。他加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

工作之后，更是勤于书报阅读，“我们每逢见面

除汇报工作以外，他就讲他读了几页或者几本什

么书，有什么心得，他一到我们的机关部来首先

就是翻书报，如有新出版的书报他必争取先读为

快。所以他的进步很快”[57]。类似项英这样渴望阅

读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工人运动骨干在当时工人聚

集的地区普遍存在。山东地区早期共产党员、工

农运动组织者刘子久回忆自己在 1923年左右接受

进步思想时曾指出，“我这时读的书有《共产党宣

言》《中国青年》《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讨论集》

《向导周报》《铁路工人周刊》等，还读过罗章龙的

《京汉工人流血记》”[58]。这里的《铁路工人周刊》

应该就是《工人周刊》。《京汉工人流血记》也是由

工人周刊社出版。原中顾委委员张维桢回忆过自

己接触并阅读《工人周刊》的经历，“后来，看到

一张小型的报纸，立即吸引住了我。这张报上讲

的尽是我们工人的事，说我们工人生活如牛马，

说我们是最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阶级，告诉我

们要团结斗争，要求改善生活......。处处讲的是我

心上的话。这个报叫《北京工人周报》”[59]。

第二，这些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

人读者群体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地方工人运动时

的依靠群体。《工人周刊》在运营过程中征聘了一

批通讯员，并在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大站

设点，设有经理人员，散发《工人周刊》，开拓工

人的眼界，促使工人觉悟。[60]这些通讯员、读者群

体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工人运动的依靠力量。

在陇海路工人罢工运动中，工人领导人游天洋

（游泳）即是《工人周刊》洛阳站的通讯员。陇海

路罢工开始以后，李大钊召集罗章龙等人在北京

大学图书馆办公室商量对策，询问陇海路方面有

无支部力量可用，罗章龙回答道，“那方面尚未建

立支部，但是《工人周刊》却有几处通讯关系”；

梅菐接着回答，“石家庄以南无正式工会组织，郑

州、洛阳有《工人周刊》通讯员兼发行站，洛阳

有 《工刊》通讯员游泳” [61]。两人都将《工人周

刊》的通讯联络处视为依靠力量。罗章龙在赴洛

阳指导陇海路工人罢工时，也确实依靠了《工人

周刊》的通讯员和读者群体。[62]在安源工人罢工运

动中，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也培养了一批具有阶

级觉悟的工人，对工人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推

动作用。刘少奇回忆指出，“《工人周刊》等出版

物，乃时出张于工厂附近之墙壁，宣传因而大广，

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

雨后春笋，勃然怒放”[63]。

第三，马克思主义书报特别是工人报刊对中

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各地工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指

导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工人群体阅读马克

思主义书报后产生的积极影响。《工人周刊》曾邀

约洛阳、开封、郑州等地工人来长辛店，参观学

习办工会的经验。[64]邓仲夏也曾指出，《工人周刊》

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并极力鼓吹组织工会，尽

量宣传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一切活动，“使得北方

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

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

是工人的天国，于是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

观”，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

部，形成了北方各铁路工会组织的萌芽。 [65]实际

上，工人报刊以其指导工人运动的杰出成绩，也

成为各地早期党组织学习工人运动经验的重要参

考。1921年陇海路罢工期间，《工人周刊》从第十

八号到第三十号，连续报导罢工情况，并发表评

论号召各路工友予以援助。1921年陇海路罢工成

功后，陇海路工会给 《工人周刊》 的信中写到，

“同人饮水思源，知道此次罢工所以致胜，是由于

各地的联络；但是联络的指导，则赖贵社的功劳。

同人深感大惠，没世不忘。但是同人知识浅乏，以

后究竟应怎样进行？千祈贵社不弃，时常指导”[66]。

四川早期工运领导王木石在给团中央的信中也曾

经写道，“各省劳动运动之小报纸，可资此地取法

者，虽已为他处之明日黄花，而此地尚属初次组

织，盼介绍赐寄一份”，“《工人周刊》，于工人运动

及劳工章程等，可资借（镜）鉴者不少，能介绍一

份否”。[67]各地工人群体通过阅读工人报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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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劳动运动的认识，提升组织工会和工人运动

的政治素养。

六、结语

中国近代以来传统的报刊阅读群体，主要有

官僚阶层、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组成。换言之，

传统上的报刊阅读属于精英阅读，底层阶级被排

斥于报刊阅读的群体范畴之外。甚至资本家为防

止工人读报产生思想觉悟，还刻意禁止工人阅读。

前文所述官纱局工人陈义举工余时间阅读《劳动

周刊》被工头呵斥即是例子。北京地毯业的老工

人也曾说过，“我们粗认识几个字的徒工，拣点旧

报纸看，或者看看旧唱片，被掌柜、工头看见就

是一耳光”[68]。工人群体被排斥于现代政治信息和

文化信息接受主体之外，成为没有话语权的沉默

的社会群体。

中国近代以来的进步势力，无论是维新派还

是国民党（同盟会）对工人阶级的力量都有所忽

视，更谈不上大规模发动工人群体阅读进步报刊

以促进思想觉悟。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致力于创

办工人报刊，推进工人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书报特

别是工人报刊阅读，养成一个全新的阅读群体，

使得工人群体由被忽视的群体变为信息接受主体

和创造群体，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

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为工人群体打破了资本主义

剥削世界的“幻觉”与“迷雾”，使他们得以具有

觉醒阶级主体性意识，进而付诸革命行动的可能。

卢卡奇、汤普森以及葛兰西等人的研究让我们认

识到，阶级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关系的表现，

而且是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的表现。[69]马克思主

义的阅读接受过程，正是工人群体接受新的意识

形态过程。马克思主义帮助工人理解掌握劳动价

值创造原理、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以及如何寻求

解放的道理，为工人营造了一个值得向往与奋斗

的世界，对于工人阶级的思想启蒙和阶级觉悟起

到了精神导向的作用。

由于中国工人群体在文化水平上的落后，中

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工人阅读活动并不是私人化

的读报学习，而是寓于工人识字和社群文化活动

之中，呈现出公共阅读的特点。工人群体在工人

俱乐部和劳动补习学校等场所以读报的方式识字

学习，相互交流。实际上，这种阅读模式与苏俄

革命时期的组织方式一脉相承。列宁也曾经倡导

尽可能普遍地组织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

刊阅读小组作为发动革命的方式。[70]工人群体在公

共读报活动中所接受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动

员和文化教育，更是通过参与到现代政治场域之

中，接受了全新的信息交流模式和社会话语模式。

这有利于促进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生产、思

想流通的工人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原本隔阂

分散的工人群体得以共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

进而融入到由中国共产党塑造形成新的工人共同

体，并产生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组织

工人阅读的原初模式，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不

同历史阶段组织开展基层群众公共阅读提供了路

径遵循。

同时，正如列宁指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

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71]

马克思主义报刊不同于一般商业报刊之处，在于

其革命的实践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创办的工

人报刊，同样具备这一鲜明特色。工人报刊不仅

是工人群体阅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媒介渠道，

还是工人群体参加阅读活动以及参加革命行动的

重要组织者。在历史实践中，工人群体的马克思

主义阅读与行动相互融合，阅读激发了工人群体

的阶级觉悟，为工人运动的展开打下良好的思想

基础。工人运动则为工人争取到更充分的阅读权

力，创造了更为宽裕的阅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

讲，工人报刊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

“宣传者”，也成为革命的“组织者”，马克思主义

书报特别是工人报刊的阅读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

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关键一环。

当然，当时阅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群体

尚未遍布于全国各地，主要还是集中于北京、郑

州、洛阳、开封、武汉、济南、安源等铁路、路矿

等行业产业工人聚集的东部地区，地域和行业不

平衡发展的形态明显，人数也相当有限。这也从

一个侧面昭示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单纯依靠

工人运动谋求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还远未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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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肺炎带来的不确定性激发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求，与这场公共卫

生危机平行发生的“信疫”（infodemic） [1]也引发了人们对低质量信息泛滥的忧

虑。在谣言四起的时代，谣言概念的误用和滥用亦加剧了公共话语的撕裂和混

乱。1月李文亮等 8名医生在微信群中与同行讨论新冠疫情、因“发布不实言

论”受到警方训诫并被部分官方媒体定义为“传谣者”，更说明学界和社会亟需

廓清谣言概念的内涵。但在实际的研究和讨论中，谣言、传言（rumor）、误导信

息 （d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 （misinformation） / 假信息 / 不实信息、假新闻

（fake news） /假消息 /不实消息等概念往往交叉出现，彼此间缺乏必要的区分。

例如，“谣言”是否“显然属于一种纯粹的假信息”“不包含任何真实性，完全

是主观臆造的产物，通常是民众情绪性的表达、非理性的判断”？[2]“谣言”包括

“伪科学、假新闻”吗？[3]谣言与误导信息是什么关系？后者是“西方政府对社会

热点舆论事件进行回应时……策略性地故意发布一些不实消息”吗？[4]还是如一

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误导信息是未经证实的信息、与谣言概念有重叠部分？[5]

在“假信息部分主要由‘谣言’‘假新闻’‘不实信息’等构成”[6]这样的表述中，

“假信息”与“不实信息”在字面上有什么区别？几个概念之间是包含关系吗？

概念的政治与概念的连接：
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与假新闻
的概念的重构
刘海龙 于瀛

摘要 概念不仅使事物产生意义袁 也打开和创造感知空间袁 重构世界遥 谣言概念的滥用及其与传言尧 误导
信息尧 虚假信息尧 假新闻等概念的混用袁 加剧了危机时期公共话语的混乱和撕裂遥 本文试图廓清不同文
化语境中谣言等概念的内涵及概念间的关系遥 研究发现袁 中文语境中的 野谣言冶 概念具有独特的文化与
政治背景袁 抵御了现代西方传播概念的影响袁 成为一个 野反潮流冶 的概念遥 和全球普遍使用传言尧 误导信
息尧 虚假信息等概念细分化对象不同袁 谣言概念的模糊性将许多网民日常行为道德化甚至入罪遥 谣言对制
造者和传播者主观恶意的强调与社交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概念有较大重叠袁 可保留其在特殊历史沉淀下
的负面意涵曰 同时以中性的 野传言冶 对应英文的 野rumor冶袁 从而将公共话语中未经官方证实却不具恶意的
部分纳入后者袁 重新建构言说对象遥 将中国的概念与全球相关概念连接袁 谨慎使用 野谣言冶 概念并以去道
德尧 去政治的 野传言冶 代之袁 有利于公众正常表达的非罪化遥
关键词 概念曰 谣言曰 传言曰 误导信息曰 虚假信息曰 假新闻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刘海龙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尧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袁 北京
100872曰 于瀛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北京 100872

专栏：重要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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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闻”是“由新闻媒体传播的谣言”[7]吗？

概念是使事物产生意义，并对事物的意义进

行解释的语词。通常，概念可以用来理解、观察、

分析与推理，而且是在对事实的了解中形成的。 [8]

概念打开和创造感知空间，在建构人与世界关系

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迦

塔利认为概念是使思维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他

们甚至提出：哲学就是一门创造概念的学问。[9]在

这个意义上，概念就是思维行为。他们充满诗意

地将概念定义为“在某一点上以绝对的飞掠和无

限的速度被巡视的一组数目有限的杂糅成分的不

可分离性”。[10]

概念的形成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在时

间上的传承形成了概念的兴起、衰落、退隐、复

兴、重生、转化等过程，成为探究社会变迁的概

念史的研究对象。而概念在时间中的断裂、与特

定权力的结合，则成为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

的研究对象。

概念在空间维度上的扩散除了自上而下地涓

滴与通俗化、自下而上地驯化与收编外，还表现

在概念的跨文化旅行与跨语际实践上，不同文化

之间除了概念的单向扩散与接受外，还存在着两

个相异文化中不同原生概念的对接，外来概念对

本地概念的侵蚀、兼并、同化，本地概念对外来

概念的收编与驯化等复杂现象。

对谣言及相关概念的概念史考察，除了帮助

我们澄清中文世界混乱的概念使用外，还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研究中西方概念关系的独特案例。

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中国

日本留学生的增多，大量现代西方概念经由日本

命名进入中国。 [11]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

方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涌入，又出现了新一轮外

来概念西学东渐的高潮。但是反常的是，“谣言”

这个概念却并没有受到西方概念明显影响。上世

纪中叶，西方社会科学中的 rumor（传言）概念从

世界大战时期带有负面含义的概念逐渐变成一个

中性概念。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和右翼思潮兴起，

在传言之外，又出现了误导信息、虚假信息、假

新闻等多个概念，代表着学术界和公众对这类现

象的认识更加精细和深入。然而在中国官方和学

术界的概念体系中，边界模糊的“谣言”依然是

描述这类现象的首选概念。①

为何“谣言”这一本土概念能够抵抗西方概

念的影响？如何通过连接中西概念将中国传统的

“谣言”概念再概念化，建立起更精细的描述现实

的概念丛，从而将某些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

传播行为非道德化和非罪化，扩大言论自由的空

间？这两个问题将是本文要探讨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传言与谣言

（一）中文语境下的“谣”及“谣言”

传播学中重要的概念 rumor究竟应该翻译成什

么，它与中文的“谣言”是否是一个概念，一直

是充满争议的问题。郭庆光比较早地提出，西方

使用的 rumor指的是信息来源不明的广泛传播的讯

息，它可能真实也可能虚假。而谣言则有明确的

信源，并且内容虚假。因此他主张将中性的学术

概念 rumor称作“流言”，以区别于中文中常说的

谣言。[12]不过考虑到中文的“流言蜚语”中的“流

言”也有一些负面的意义，接近英文的 gossip，本

文稍作修正，用更中性一些的“传言”替代“流

言”。

但是在目前官方和媒体的使用中，谣言与中

性的 rumor常常不作区分。提到谣言，通常都是负

面的，忽视了现实中还存在无法识别真伪的“传

言”，也没有专门的名词对后者命名。比如 2013年

9月 9日《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

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

淤本土的研究有李若健的叶虚实之间院20世纪 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曳尧吕宗力的叶汉代的谣言曳尧周裕琼的叶当代中国
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曳尧苏萍的叶谣言与近代教案曳等袁翻译作品有卡普费雷的叶谣言院世界最古老的媒介曳尧桑斯坦的叶谣
言曳尧奥尔波特的叶谣言心理学曳尧诺伊鲍尔的叶谣言女神曳尧勒莫的叶黑寡妇曳尧勒费弗尔的叶1789年大恐慌院法国大革命前夜
的谣言尧恐慌和反叛曳尧法尔热的叶谣言如何威胁政府院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曳尧法尔热的叶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
与谣言曳等遥 在政府发布的法律尧文件和新闻中袁使用的也是野谣言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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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可以入

罪。因为传播者无法控制转发和浏览次数，这其

实就等于将传播传言视为潜在的犯罪行为。

有鉴于此，胡泳[13]和周裕琼[14]等人提出，要将

中文的“谣言”去罪化，将其解释为接近于英文

rumor的意义，即中性的真伪不明的讯息。这一主

张尽管动机良好，如果能够被管理部门和社会广

泛接受也有助于提高网络诽谤罪的入罪门槛，却

忽略了中文“谣言”概念背后的历史与政治语境。

上古所谓“歌”与“谣”没有明确的创作者，

系民间抒发情感、表达意见的一种途径。《诗经·

园有桃》篇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诂

训传》解释为：“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意思是

“谣”是不带旋律的“徒歌”。由于没有旋律、乐

器的束缚，表演也更简单，“谣”的表达更加自由，

所以《尔雅·释乐·孙注》：“谣，声逍遥也。”[15]

上古的“谣”其本义是中性的，统治者甚至

可借其“观风俗、知得失”。 [16]清人杜文澜编的

《古谣谚》收录了从上古至清末的“谣”，其中许

多有极高的文学和民俗学价值，并没有现在谣言

的意思。但是随着荧惑说①、天人感应说夸大了这

类民间歌谣的作用，部分具有预言性质的童谣和谶

语成为政治批判、政治预言甚至政治动员的力量②，

威胁统治者权力，官方对这类民间表达的容忍程

度下降，对其进行查处。周作人评论道：“自来

书史纪录童谣者，率本此意，多列诸五行妖异之

中。盖中国视童谣，不以为孺子之歌，而以为鬼

神冯托，如乩卜之言，其来远矣。”[17]这种对可能

制造“舆论”、影响政权稳定的“谣”加以否定的

官方视角也影响了“谣”的意义，慢慢“谣”从

中性概念变成负面概念。[18]

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把传言（rumor）看成世界

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认为“传言”的主要特

征不在于对错，而在于它是社会中流传的未经官

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并把

它看成是一种反权力。[19] ③“谣言”概念的变迁折

射出中国文化中统治者内部、官方与民间话语权

的冲突与争夺。这一对立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沉

淀，已经和“谣言”概念不可分割，改变这种话

语结构与集体记忆无疑十分困难。要摆脱这种思

维定势，表达现代民主社会里完全不同的“广泛

传播的非官方认可的、来历不明的讯息”的意思，

最好是另起炉灶，通过“传言”之类不负载太多

传统意义的新概念来重新建构言说对象，以区别

有恶意的谣言。这就像不宜用中国传统的“舆论”

来翻译英文中的“public opinion”（公众意见）一

样。因此，本文用中性的“传言”来翻译英文的

rumor，保持传统的“谣言”概念的负面意义，将

其视为和英文中 disinformation对应的概念。

（二）作为社会病症的传言

尽管作为学术概念的 rumor 没有中文中“谣

言”那样强烈的负面含义，但是它最初并不是一个

中性概念，生成过程中也受到同时期社会需求和

思想环境的影响。对传言（rumor）的系统研究始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当时的政府和军方对传

言损害士气、威胁信息安全的忧虑催生了理解、控

制传言的需求。与肌体健康 /疾病相关的各类隐喻

将传言描述为一种社会病症，“它们（传言）威胁

军队的信息安全……传播敌意与仇恨的病毒……”[20]

“传言的细菌始终活跃于社会肌体之中”[21]，而抵御

传言的机构则被称为“传言诊所”（rumor clinics）。

研究者认为传言是战争和暴力等社会胁迫时期特

有的现象，战时信息的稀缺和公众情感的高度紧

张导致传言横飞。二战期间供职于马萨诸塞公共安

全委员会的传言控制专家Robert Knapp认为传言是

“未经官方证实而散播的、有关时事的信念立场”。

通过分析《波士顿先驱报》《美国信使》《读者文

摘》等流行报刊上的 1000条传言，Knapp将传言

的特征归纳为：传递模式主要是口口相传，比正

式的传递模式更容易失准、扭曲；内容包含一定

淤叶晋书窑天文志曳院野凡五星盈缩失位袁其精降于地为人遥 岁星降为贵臣院荧惑降为童儿袁歌谣嬉戏袁噎噎吉凶之应袁随其众
告遥 冶叶魏书窑崔浩传曳院野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袁一夜忽然亡失袁不知所在袁或谓下入危亡之国袁将为童谣妖言遥 冶萤惑即火星遥
于叶左传窑庄公五年曳杜预注院野童龀之子袁未有念虑之感袁而会成嬉戏之言袁似或有冯者袁其言或中或否袁博览之士袁能惧思
之人袁兼而志之袁以为鉴戒袁以为将来之验袁有益于世教遥 冶
盂中译本将 rumor错误地翻译成谣言反而表达了作者认为谣言是反权力的本意袁但是却没有传达出 rumor可对可错的特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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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满足情感需求。[22]

随着以实验方法为主流的社会心理学崛起，

传言被视为实验环境下每一传递环节中信息失真

的结果。其中最经典的是心理学家 Gordon W. All-

port 和 Leo Postman 的研究，他们将传言定义为

“具体的（或有关时事的）信念立场，通常以口传

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且缺乏所提供证据的

可靠标准”[23]，总结出“传言的流动量正比于主题

对相关个体的重要性和与当前话题相关的证据的

模糊性”[24]、即著名的 r=i×a传言公式。Allport和

Postman的传言概念成为此后传言研究中最广受引

用的定义。

总的来说，社会心理学取向下的传言是一种

（1）未经证实 /缺乏可靠标准的、（2）有关时事 /

公众关切的、（3）内容为信念或记述的、（4）人际

传播，且由于战时背景被视为一种社会病态行为

（表 1）。与中国传统的谣言概念强调信源的错误和

恶意不同，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传言更强调讯

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及其社会危害。

社会心理学研究取向带来诸多问题。以 Allport

和 Postman的经典传言实验为例，受两位学者各自

研究背景的影响，实验在设计上借鉴了William L.

Stern的记忆研究，且强调了个人性格特征在传言

传递过程中的角色。研究者向实验对象提供一张

日常场景的图片，要求后者根据记忆向下一位实

验对象描述图片内容，以此类推。研究者发现，

通过削平 （leveling）、锐化 （sharpening） 和同化

（assimilation）三种机制，被试对图片的描述变得

更加简短、清晰、方便记忆，且朝着实验对象既

有信仰与偏见的方向发生了扭曲和夸张。但问题在

于，首先，实验室环境中的传言与现实情况不符。

被试中的一方描述图片内容时另一方只能单向接

受、不能质疑或提问，传递的信息缺乏必要的重

复和冗余因此噪音过多，模拟的单一链条传递与

现实中的网络式传播多信源互验脱节。[29]

其次，学者普遍将传言还原为口口相传的每

个环节中发生的信息失真，从认知偏向、记忆能

力和潜在动机等参与者个体特质入手寻找传言诞

生的原因。例如著名的心理学家 Leon Festinger等

人认为“传言往往发生在与当即行为尤其相关的

认知域大致处于无序状态的情境之中”，因为传言

符合人们在模糊环境中已然感受到的焦虑，从而

帮助人们将焦虑合理化。[30]即便意识到传言传播中

的非个体因素，Susan Anthony在研究传言传播与

群体焦虑程度之间的关系时，仍以个体成员焦虑

程度的均值代表群体焦虑程度，将群体还原为个

体的总和。[31]事实上，Allport和 Postman的传言公

式已然包含了情境模糊性等非个体因素，暗示了

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断裂，但其他社会心理学者

补充和修正该公式时显然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引

入个人辨识能力（critical sense）等变量，认为个

体的思维敏锐、意志因素和道德良知能够抑制传

播传言的冲动。[32]

最后，个体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不可避免

地将传言传播视为一种病态的（pathological）非理

性行为。受精神分析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传

言被视为焦虑、仇恨等情感的投射，人们通过发

泄内部张力净化情绪，从而实现低成本的自我安

慰。传言传播者被描绘为缺乏批判思维、易受暗

示、受教育水平低、抑郁多疑的低能者。

将传言理解为个人层面的病态心理和越轨行

为，就难免导向社会控制的结论———“如果人们受

到严密监视，或者传谣会面临严刑峻法，人们或

多或少会自我克制”。[33]在 Knapp提出的六项传言

对抗策略中，“确保人们信任常规传播媒介”“最

大限度培养对领袖的信任”“防止闲散与个人无组

织”[34]不免让人产生极权主义的联想。

（三）作为社会功能的传言

早期的传言概念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创

定义 特征

Allport和
Postman [25]

传言指的是具体的 渊或有关时事的冤 信念
立场袁 通常以口传的方式在人人之间传递袁
并缺乏所提供证据的可靠标准遥

1袁 2袁
3袁 4

Knapp [26] 噎噎有关时事的信念立场袁 未经官方证实
散播开来遥

1袁 2袁
3

Peterson和
Gist [27]

对事件的未经证实的解释或记述袁 在人与
人之间双向 [同时] 流通且涉及某物或公众
关心的某议题遥

1袁 2袁
3袁 4

Schachter和
Burdick [28]

[传言是] 一种不可靠的尧 有时严重扭曲的
传播形式袁 能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扩散至
群体中的几乎每个成员噎噎

1

表 1 社会心理学取向下传言的定义和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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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对揭露战争错误的执着给学界和公众的思想

带来了无法摆脱的影响”[35]，也是其时科学至上的

乐观情绪、行为科学的管理视角的镜像。但随着

战后控制传言的需求逐渐减弱、语境主义和方法

多元主义的崛起，传言概念开始有了其他面向，

并逐渐摆脱了社会病态的形象。其中的代表性文

本是美籍日裔象征性互动论学者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于 1966年出版的《即兴新闻：对传言

的社会学研究》（Impro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与 Knapp等传言管理者不同，涩谷保因

其种族身份曾被短暂拘禁于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

政府设置的日裔美国人“安置中心”，从内部目睹

了混乱困惑的日裔社群传播传言的过程。通过分

析 60个现实案例中的 471则传言，涩谷保发现传

言并非真实内容在连续传递过程中不断失真的个

人创造物，而是普通人试图解读、界定模糊环境

的集体传播过程，“传言是一个被持续建构的事

物，一旦传播过程终止，传言也就不复存在”[36]。

人们需要获取新闻以作出行动决策，当来源于制

度性渠道（institutional channels）的可靠新闻出现

紧缺时，人们就需要依赖熟人之间的辅助渠道

（auxiliary channels）甚至陌生人的小道消息，对情

境作出即兴解读。由于情境模糊性是现代社会的

常态，传言的集体交换（collective transaction）亦

即重复出现的常规行为，而非病态心理下的社会

越轨。

社会学取向强调了传言作为社会话语的三个

面向（表 2）：（1）语境：传言往往诞生于模糊的、

具有威胁性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认知层面的

不确定性带来情感层面的焦虑，由此产生缓解焦

虑的需求和期望[42]：（2）功能：传言为模糊的环境

赋予意义、帮助人们理解并控制潜在的风险。在

一些情况下传言也能发挥群体预警[43]、强化群体文

化常规[44]、界定社会权力结构[45]和增加个人声望与

资本[46]的功能：（3）内容与形式：传言是传播者认

为有用的信息性陈述或假设，以及由此构成的传

播过程。任何社会话语都很难逐字复述，因此传

言很容易包含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内容，Rosnow认

为传言本就是解决问题的集体试错过程，群体可

以通过互动实现自我纠正。[47]

作为自发性的集体诠释，传言蕴含着集体行

动的动能。人们出于某议题或事件上的共同利益形

成公众，为了解释不断变化的环境交换彼此的态度

和信念而形成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确认彼

此的预期，结合既有的文化语境和各自的参考框

架最终形成集体性的诠释。共同的观念和统一的

目标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基础。 [48]Peterson和 Gist认

为传言意见（rumor opinion）是公众意见的一部分，

区别在于没有得到传统渠道的证实，是一种无法

控制的大众力量。[49]在压迫性的环境中，传言提供

了表达不满的社会空间，通过生产有别于官方叙事

的底层叙事，形成集体性的抵抗形式。这种抵抗形

式因其匿名性（“我听说……”“有人说……”），对

寻求液态的、难以追踪的传播方式的“贱民”（the

subalterns）而言极具吸引力。[50]

中文学界对传言的研究体量庞大，但是绝大

多数学者却将“谣言”概念与“传言”概念混用，

学者对传言概念的理解亦出现了上述分野。大部

分学者采纳了 Knapp和 Allport、Postman的定义[51]，

将传言视为社会病症，在经典传言公式的框架下

作出补充和修正[52]，将多维度的复杂因素引入传言

传播模型，指向了更加精确的传言控制。特别是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再一次将健康 /疾病的隐

喻推向前台，公共卫生危机阴影下的传言被赋予“影

响社会稳定” [53]“虚假性、危害性、模糊性” [54]

“社群性、接触性和情绪性” [55]“网络暴力化”[56]

“存在主观恶意”[57]等特征。当然，也有学者采取

社会学路径，认为某些情境下的传言可以是民众

涩谷保 [37] 一同面对模糊情境的人们试图集思广益建
构有意义的诠释的传播过程遥

1袁 2袁
3

Rosnow袁
Yost和

Esposito [38]

传言是在没有可接受的信息时袁 通过自己
和他人的理解袁 在紧张尧 模糊的情境中建
构意义的方式遥

1袁 2

DiFonzo和
Bordia [39]

在模糊尧 危险或存在潜在威胁的情境中产
生和流通的未经证实的相关信息性陈述袁
其功能是帮助人们理解和管理风险遥

1袁 2袁
3

Rosnow [40] 传言是反映个体对世界运转方式的假设的
公共传播遥 2袁 3

Peterson和
Gist [41]

[传言是] 当公众对情境的观点带有情绪且
缺乏权威信息时袁 对有问题的情境进行集
体诠释的产物噎噎是集体 渊collectivity冤 从
人群 渊aggregate冤 中诞生的一种方式噎噎

1袁 2

表 2 社会学取向下传言的定义和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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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OperationNorth Pole袁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精心策划的反间谍行动袁自 1942年起利用在荷兰缴获的情报电台向英国发送
假情报袁利用英国发回的真情报袁在近三年间抓捕与英国合作的荷兰特工共计 54人袁截获英国为荷兰反抗组织提供的大
量物资遥 但亦有英国此举为掩护诺曼底登陆的苦肉计的说法遥
于Operation Mincemeat袁1943年英国策划的一场成功的欺敌行动袁将一具流浪汉尸体伪装成携带军事机密溺亡西班牙近
海的英国少校袁以盟军重点进攻希腊或撒丁岛的误导信息野肉馅冶投喂德国情报部门袁成功掩盖了盟军夺取西西里岛的真
实计划遥
盂OperationBodyguard袁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前袁盟军成功实施的一场大规模欺敌行动遥 通过虚假的电台尧混淆视听的外
交游说尧佯装的军事部署等方式袁使德军误以为盟军选择在加莱登陆尧且即将以北非为据点在地中海采取大动作遥

对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焦虑感的表达[58]，社会抗议[59]

和网络抗争情感动员的手段[60]，朴素的话语资源和

隐退的舆论景观，具有集体自助性质[61]。

概念是构造可感知现实的重要媒介。如果对

传言采取比较宽泛的社会学定义，将其视为公共

话语的一部分，就不宜对公共话语的准确性提出

过高的要求，也应包容其证实或证伪的滞后性。

目前的中文语境下，不太使用中性的传言概念，

而是将传言道德化、政治化，将不属于谣言的传

言也贴上“谣言”的标签，认为是一小撮“别有

用心者”故意散播虚假信息以扰乱社会秩序。对

传播者动机的判断容易滑向无根据的“诛心之

论”，剥夺了普通公众参与公共话语的权利。“不

传谣，不信谣”表达了一种理想，但现实中却对

公众要求过高，容易成为限制言论、打压多元意

见的武器。普通人在表达中也经常使用“谣言”

相互指责，催生了公共话语场中充满敌意的氛围。

因此谨慎使用“谣言”概念，在描述“非官

方信息不同且来源不明的讯息”优先用“传言”替

代“谣言”，将更有利于公众正常表达的非罪化。与

此同时，可以将中文中强调主观恶意的“谣言”概

念，与英文语境中的“disinformation”（误导信息）

概念联系在一起，以突出明确的价值判断。

二、误导信息 /谣言和虚假信息

（一）作为信息战策略的误导信息

故意释放信息、误导接收者的信息战策略古

已有之，但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最早作为军

事情报术语，究竟由何人在何时创造目前尚无定

论。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disinformation取自

两个法语词根，d佴s（移除或删除）和 information

（知识）。Ion Mihai Pacepa和 Ronald J. Rychlak认为

是斯大林创造了这一“法语”词汇，希望以此误

导人们相信这一信息战策略肇始于西方国家。若

真如此，误导信息策略在命名上的有意设计恰是

其内涵的最佳注脚。[62]

早在 1923年，苏联情报部门就开始利用误导

信息作为武器。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1923年 11

月改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副局长的 I.

S. Unshlikht提议建立一个“特殊的误导信息部门，

从事积极情报行动”，这是现有资料中，误导信息

一词首次被用于描述情报策略。[63]

冷战开始后，苏联领导人认为对敌人应采取

非军事的“积极措施”（active measures）策略辅助

军事行动，以公开的对外宣传和外交、秘密的误

导信息和影响代理（influence agents）等策略，干

扰他国政策、削弱民众信任、影响西方国家之间

的关系、损坏敌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声誉。[64]这

往往包括欺骗外国政府与非政府精英和大众，扭

曲他们对现实的认知。误导信息就是其中重要的一

环。1947年，苏联信息委员会（KI）成立了专门的

误导信息部门“Service 5”。[65]1959年，克格勃正式

成立误导信息局（disinformation directorate，简称 D

局）。D局有 40至 50名工作人员，负责筹划克格勃

海外情报站的误导信息活动。1970年，D局更名为

A局，综合统筹苏联“积极措施”。[66]

误导信息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二战时期

德国主导的“北极行动”①、英国主导的“肉馅行

动”②“保镖行动”③都以误导信息为主要策略。

冷战期间为了与苏联对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也开始布局误导信息。成立于 1953年的美国新闻

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t，USIA）就利用

其广播业务（例如美国之音）承担了主要的宣传

与误导信息职能。[67]

不过，这种对抗只是局部展开，直到 1980年，

苏联的误导信息行动才被西方公众关注。1980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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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美国旧金山报刊 Sun Reporter提前发行了登有
伪造的总统审议备忘录的预印件，声称美国支持

南非政府实行种族隔离。该报刊发行人 Carlton

Benjamin Goodlett的另一身份是著名的苏联掩护机

构（front organization） 世界和平理事会 （World

Peace Council）委员。该行动直接促使卡特政府支

持 CIA正面对抗、揭露苏联的误导信息行动。里

根政府则彻底扭转了美国应对苏联误导信息时的

消极策略，成立积极措施工作组（Active Measures

Working Group），以国会报告、媒体简报等方式全

面回应苏联误导信息。80年代冷战末期，随着苏

联情报档案的解密、前情报人员等内部知情人的叛

敌以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有意揭露，苏联误导信息

行动彻底走入公众视野，大量军事情报、政治学及

战争史学者开始关注，意图唤醒无知无觉的“政治

梦游者”。[68]因此，人们常把误导信息归结为苏单

方面的行动[69]，误导信息一词也因冷战意识形态而

被染上强烈的负面色彩———这本身就是误导信息。

回顾不同学者对误导信息的定义（表 3），我

们发现，将误导信息概念与虚假信息、传言等相

关概念区分开的，主要是以下四个核心特征：

1.国家层面的系统化、组织化行为。曾任克格

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的 Leonid Shabarshin

于苏联解体次年公开表示，所有“积极措施”行

动计划均由克格勃上报苏联最高领导机构苏联共

产党中央政治局，获批后方可实行。[76]

2.信息真实性较低。不过也未必全然虚假，甚

至必须包含足够的真实信息，以提升可信度。首

个公开叛敌的误导信息行动执行者、捷克斯洛伐

克情报局误导信息部副主任 Ladislav Bittman揭露，

误导信息其实是真实与虚假的混杂，“必须与现实

或普遍接受的观点至少有部分吻合”。[77]

3.具有明确意图，以误导为目的。虽然在分析

层面，误导信息概念对意图的正当性并无规定，

但考虑到冷战语境，误导信息的意图往往具有强

烈的负面甚至邪恶色彩。[78]其政治目的为，引导目

标相信其所呈现的材料的真实性，由此产生对现

实的错误认知。具体而言，苏联误导信息行动的

目的包括：对外误导外国情报组织与社会精英，

散播错误信息、歪曲或隐瞒信息从而错误呈现共

产主义世界的真实情况及其政策，误导非共产主义

社会，诱使其无意中促成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79]

同时，将美国和北约塑造为国际冲突与危机的罪

魁祸首，离间美国及其盟友，破坏美国军事与情

报部门的声誉，突出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

盾。[80]对内，则集中于遮掩解决内部危机时使用的

非民主和非法手段，使内部反政权活动最小化。[81]

除了上述核心的定义性特征，以下关于误导

信息概念的描述性特征也以很高的频率出现在学

者的讨论中：

1.隐藏真实信源的秘密行为。Snyder认为，误

导信息是宣传活动的子集。苏联集团的宣传活动

分为三类：白色宣传，即由塔斯社和苏联新闻社

以及海外苏联使馆主导的公开活动；黑色宣传，

即克格勃行动，包括散播伪造文件，植入虚假新

闻；灰色宣传则由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公会联

合会等苏联掩护组织主导。误导信息就是与白色

宣传对应的黑色或灰色宣传。[82]这种隐秘宣传活动

通常掩盖真实信源，表面的信源或代理人具备一

定可信度[83]，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是 80年代的

“传染行动”（Operation INFEKTION）。1986年，一

份名为《艾滋———其性质与源头》的 47页论文报

定义 特征

CIA [70] 策略性的误导信息辅助执行国家任务袁
目的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误导敌人噎噎 1袁 3

Shultz和
Godson [71]

秘密的误导信息是一种非归因或错误归
因的书面或口头传播袁 故意以错误尧 不
完整或误导性信息 渊往往混合了真实信
息冤 欺骗和/或误导目标遥

2袁 3

Golitsyn [72]

噎噎散播错误信息尧 歪曲或隐瞒信息从而
错误呈现共产主义世界的真实情况及其政
策的系统性行动袁 其目的是误导尧 欺骗和
影响非共产主义社会袁 损害其政策袁 诱使
西方对手无意中促成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遥

1袁 2袁
3

Nikitchenko
渊转引自

Romerstein [73]冤

特别准备的数据袁 其目的是在敌人的脑
海中制造错误或想象的现实图景袁 以使
敌人基于此作出有利于苏联的决定遥

1袁 3

Boghardt [74]
误导信息指的是苏联阵营的积极策略专
家向外国媒体泄露错误或误导性信息的
多种技巧和活动遥

1袁 3

Klaic 渊转引
自 Tudjman
和 Mikelic [75]冤

[误导信息是] 有意为之的错误信息袁 信
息提供者的目的是损害接收者袁 诱使后
者采取错误行动或产生错觉遥

2袁 3

表 3 误导信息的定义和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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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在第八届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散播，为艾滋病源

于美国实验室的阴谋论提供了活体实验、种族灭

绝等几可乱真的细节，引来 80多个国家的媒体报

道，其中不乏非亲苏的第三世界国家。报告来源

是三名法国医生，Jakob Segal，Lilli Segal和 Ronald

Dehmlow。直到 1992年 3月 12日，时任俄罗斯对

外情报局长的 Yevgeniy Primakov才公开承认上述

阴谋论实为克格勃与斯塔西联手炮制，作者并非

法国医生，而是隶属于东柏林的洪堡大学。

2.通过媒体机构、双面间谍、影响代理、掩护

机构等多种渠道传播。对本国媒体的绝对掌控为

苏联向海外传播误导信息提供了极大便利，塔斯

社在 126个国家设置分社，而 CIA认为克格勃情

报人员占据了塔斯社记者队伍的 70%。[84]通过双面

间谍向敌人提供恰当可信的误导信息也可以直接

影响敌人的计划。[85]影响代理与掩护机构通常合作

紧密甚至有组织上的关联，其中最为活跃的就是

世界和平理事会及其成员。[86]

3.目标对象可以是外国，也可以是本国，可以

是普通民众，也可以是情报机构和决策阶层。[87]虽

然大多数官方定义认为误导信息的目的是欺骗公

众，但其实际操作却有别于此，“公众意见只是潜

在目标之一，很多误导信息行动的目标是精英决

策者”。[88]

（二）社交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 /谣言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作为国家间政

治军事情报策略的误导信息行动淡出公众注意，

误导信息逐渐转变为批判性概念，描述国家内部

的政府或商业宣传。

俄亥俄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R. Kelly Garrett

认为，虽然大多数学者将民主国家公共领域的问

题症结归于回声室效应与受众碎片化，但实证研

究显示网络公民能够接触到不同信息，真正的问

题在于误导信息污染、改变了整个信息环境。[89]拥

有超过 20亿用户的 Facebook通过内部研究发现，

多种误导信息高速流通。Weedon等对误导信息的

定义是：“故意散播的不准确或受操纵的信息内

容，可以是假新闻，也可以包含更难以察觉的手

段，例如假旗行动、向不知情的中间人提供不准

确的引言或故事或有意强化带有偏见或误导性的

信息。”[90]

新技术降低了误导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难度，

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然而，抛开这种技术悲观主

义的表层判断，社交媒体时代误导信息泛滥的深

层原因在于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与极端右翼的崛起。

误导信息并非技术加持下偶然发生的一起起孤例，

而是助燃右翼极端保守运动的庞大信息流的一部

分。[91]后真相文化与右翼政治，既是当前误导信息

的肇因，也是理解它的语境。

后真相不仅意味着谎言充斥着公共领域，更

严重的是真相本身不再是一种合理期望。[92]今天的

专业新闻业受利益驱动，首要关注的是快速稳定

地向全球消费者推送信息，大多数编辑决策无关

信息完整性，追求真相只是提高点击率的手段之

一。建制化信源失去公信力的同时，科技公司过

于庞大、集中的权力也在促使着整个新闻业发生

转变。传统新闻业之外的媒介平台提供了替代性

的传播空间，向大量受众传递令人迷惑的讯息，

这些讯息回流到主流媒体，重复误导信息 -放大 -

回响（disinformation-amplification-reverberation）的

循环。更令人悲观的是，仅凭事实核查与提倡教

育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等手段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

题。公众在信息核实的模式上无力达成共识，甚

至为了维护自我身份认同与政治活动而主动获取

误导信息。外人眼中的错误信息，反而回应了这

些人“更深层的情感真实”，真相与政治虚构的边

界已然模糊。[93]

近年来，极端右翼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其反

政治 /媒介制度、反理性的行动逻辑揭示了民主国

家日益增长的合法性危机。新自由主义下一切社

会问题的答案都交给商业精英与市场，作为公民

参与机制的中间党派逐渐中空。[94]极端右翼政党和

运动希望借助误导信息进一步削弱中间立场，在

此过程中误导信息彻底融入了国家政治。例如在

美国，策略性部署的误导信息部分形塑了美国公

众在多个重要政治议题上的态度[95]，已经成为两党

互相攻讦的政治手段。而社交媒体恰能精准投放，

放大政治欺骗的效果。 [96]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Yochai Benkler等人在《网络化宣传：美国政治中

的操纵，误导信息与极端化》中分析了 2016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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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另类右翼主要指白人民族主义者尧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及新纳粹袁也包括更广泛的激进右翼活动和阴谋遥 热衷于通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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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8, 33(2): 122-139.

国大选期间的媒体系统，发现右翼媒介的生态结

构使得误导信息的传播更加容易，越是封闭、卷

入党争的右翼媒介生态，越会有更多的误导信息

流通。[97]

总的来说，误导信息产生于对信息的错误处

理，存在于任何信息处理系统，这意味着误导信

息是一个内源性问题，根植于媒介的技术特性本

身。[98]因此，不同的技术特性对应的误导信息有本

质区别，从大众媒体时代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必

然会伴随概念的迁移。但同时，西方国家分崩离

析的两党政治又使得冷战时期误导信息概念所包

含的对抗色彩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延续。与前述特

征对应，社交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

1.既包含国家层面的系统行为，也包括普通个

人、经济 /政治群体发布的零散信息。误导信息不

仅从苏联到西方民主国家横向弥散，也完成从国家

层面到社会层面的纵向弥散。就国家层面而言，活

跃于西方政治领域的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 ①

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误导信息策

略仍然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策略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一种信息战手段影响别国政治活动。曾经的

“积极措施”如今改头换面，变为“混合战（hybrid

war）”与“非线性战 （non-linear warfare）”，强调

将传统军事手段与水军、黑客、社交网络机器人

等网络攻击手段互相结合、同期部署，扰乱政治

选举、立法、公众讨论等民主进程。[99]来自伦敦大

学学院、塞浦路斯科技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几名学

者发现，与俄罗斯网络研究机构有关联的水军账

号一直活跃于推特，1,000个受俄罗斯政府资助的

账号短时间内发布 27,000条误导信息，内容触达

大量普通用户。[100]从 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社交

媒体上存在大量机器账号以及高度党争化、协同

化的误导信息。不过，当前的信息战采取的是松

散的网络结构，缺乏苏联时期的策略性与连贯性，

带有强烈的机会主义色彩。[101]误导信息不再是国

家机构单方面操纵的结果，Ulises A. Mejias 和

Nikolai E. Vokuev研究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中的误导信

息发现，普通俄罗斯公民通过社交媒体自助式生产

误导信息，促成了以误导信息为核心的新的信息

秩序。[102]而在美国，事实问责（factual accountabil-

ity）文化的衰落让政客有机会越过媒体的守门人

功能，直接面向公众散播误导信息。康奈尔大学

2020年 9月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是美国新冠爆发初期（1.1-5.26）最大的错

误信息传播者，贡献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所有

错误信息中的 37.9%。[103]

2.信息真假掺杂，重点在于不准确性，甚至有

学者认为全然真实准确的信息可以通过错误暗示

产生误导。 [104]误导信息时常与真实文件或新闻报

道混杂以增强其可信度，或者对事实做偏见性解

读。例如 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 48小

时，揭露候选人马克龙拥有离岸财产账户的

#Macronleaks话题引爆社交媒体。该误导信息实际

孳生于美国另类右翼网站 4chan，由主导者窃取马

克龙的电子邮箱内容后插入虚假文件伪造而成。

3.意图性不再是误导信息概念的核心。对于视

机器识别为救命稻草的信息科学研究者而言，主

观意图无法以简单的技术手段探知，而信息本身

可被识别的特征才是定义误导信息概念的重点。

在相关实证研究中 [105]，学者往往对误导信息、错

误认知 （misperception）、错误断言 （false claims）

等概念等而视之，人的意图隐藏不见，误导信息

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不过技术依赖引来了信

息哲学研究者的担忧，按照 Fallis的定义，误导信

息是有误导功能的信息，而误导功能是一个语用

特征，与具体的意图、文本含义、语境等相关联，

在这些方面算法可能力有不逮。[106]

4.不仅出于政治目的，也兼具经济目的，“以

接收者的利益为代价系统性地帮助信源获利” [107]。

牟利型误导信息网站依靠捏造吸人眼球的误导信

息获取点击量，套取经济利益。例如，一群北马

其顿少年在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运营了百余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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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Trump的网站以散播误导信息。他们对美国政

治兴趣全无，只是利用这些钓鱼网站（clickbaits）

将 Trump粉丝的狂热转化为球鞋和名表。

5.未必隐藏信源。在事实核查与实证标准主导

的时代，信源的既有立场可能会降低误导信息的

可信度，误导信息的败露也会为信源的声誉蒙上

阴影，故此需要隐藏真实信源。如今真相无法越

辩越明，部分误导信息主导者无需藏身幕后，赤

裸相见的误导信息亦不乏信众，漏洞百出的谎言

反而激起支持者的热忱。但同时，在信息的全民

产制时代，有时信源更加难以追溯。相关研究也

更多着眼于媒介在误导信息传播中的作用，真正

的操纵者则在对动机的讨论中成功遁形。[108]

6.通过网络留言板、社交媒体、新闻网站等平

台传播，并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以布赖特巴特

新闻网为核心，这些平台构成了完整的“极端右

翼媒体”生态。很多误导信息最初流传于白人至

上主义者寄居的 4chan、8chan（8kun）、Discord等

网络留言板。经过留言板初步测试的误导信息会

进入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与

计算科学家 Emilio Ferrara在针对政治误导信息的

研究中发现大量使用模式反常的账号，认为可能

存在购买机器账号的网络黑市。 [109]机器账号的协

同活动能够放大错误信息，增加其登上热门话题

的可能性，降低用户阅读到正规新闻的可能性。

此外，部分传统媒体迫于数字时代 24/7全天候发

稿的压力，以自动抓取的方式搜集网络信息，容

易受到误导信息绑架，被后者设置议程。 [110]《纽

约时报》就曾因此卷入到右翼媒体的克林顿基金

会丑闻信息战之中。

7.对象主要是普通公众，特别是选举期间的选

民。2020年美国大选前夕，一份关于民主党候选

人 Joe Biden 次子 Hunter Biden 的调查文件流出，

称其与中国有利益联系。误导信息研究人员分析

后发现，作者瑞士安全分析师 Martin Aspen实为杜

撰人物，照片也由人工智能合成。这份虚假报告

目的是影响焦灼的选情。此外，误导信息的对象

不限于人，一些误导信息甚至以机器为对象。[111]

综上，社交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不再仅仅是一

个军事情报学词汇，其概念外延不断拓宽，开始频

频出现在政治传播[112]，信息科学[113]、信息哲学[114]、

教育学[115]，经济金融[116]，软件安全 [117]，认知心理

学 [118]甚至环境科学 [119]等领域的研究中。在这些研

究中，“误导信息”一词的含义不再局限于组织

化、系统化的行动，还包含一种特定的信息类别。

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误导信息行动的炮制过程、

机构化安排和政治目的，而是具体误导信息内容

的传播、后果与识别，特别是社交媒体等新技术

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些转变之外，政治领域

的误导信息概念也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对抗色彩。

当然，在当前的大量研究与讨论中，误导信息概

念与极端右翼牢牢绑定，甚至被归结为极端右翼

针对民主党与中间派的单方面行动，部分原因在

于美国学界与传统新闻业界普遍偏左的政治立场。

当误导信息背后明确的国家意图和国家作为

主体参与的色彩逐渐淡化，在今天的语境中，它

越来越接近汉语中的谣言概念。因为在中国语境

下，谣言常常带有负面和批判色彩，且具有一定

的恶意。 [120]中国官方对于互联网谣言的负面影响

相当关注，这也和西方讨论 disinformation 时的语

境与意图十分接近。二者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

是都比较强调误导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存在明确

恶意。

（三）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

2018年底，词典网站 Dictionary.com把 misin-

formation（虚假信息）评选为年度词汇，并区分了

它与 disinformation（误导信息）的不同。虚假信息

经常与误导信息、信息作为一组概念同时出现在

信息科学、信息哲学、认知心理学和政治学等领

域的研究中。其内涵相对简单，但亦不乏争议。

虚假信息与信息的区别在于内容的真伪。

Miroslav Tudjman 和 Nives Mikelic 认为，与感知、

解读和评估三种认知行为对应，信息包含数据、

知识和智慧三个层面的完整性。而虚假信息是信息

的否定形式（negative form），是错误的（mistaken）

或误导的（misleading）信息，意味着“信息完整

性的断裂”———在数据层面，信号传递 /接收过程

中出现了错误（技术错误）；在意义层面，符号导

向了错误的认知对象（语义错误）；在决策层面，

信息和行动之间建立了错误的联系（社会错误）。

《新闻界》 ISSN1007-2438 2021年第 12期专栏：重要概念辨析

32



淤2021年 10月 7日检索于Web of Science-SSCI数据库渊https://www.webofknowledge.com冤遥
于2021年 10月 7日检索于 GoogleTrends渊https://trends.google.com/trends/explore?date=2011-10-01%202021-10-06&q=
fake%20news冤遥

相较而言，误导信息是一种反信息（counterinfor-

mation或 antiinformation），是对数据源头的真实性

进行操纵的结果。[121]

虚假信息与误导信息的区别在于意图性。除

了少数研究者将虚假信息直接等同于“编造，营

销和彻头彻尾的谎言”“有意的偏颇、误导或不准

确的信息” [122]，主流认为虚假信息与误导信息在

意图性方面有本质区别。分歧在于，一种观点认

为虚假信息是与误导信息互斥的概念，即虚假信

息是出于偶然、疏忽等“诚实的错误”无意中散

布的不准确的信息（例如[12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误导信息是虚假信息的子集，不对虚假信息的意

图性作出规定———“无论出于诚实的错误，疏忽，

无意识的偏见还是有意的欺骗”[124]，只要语义内

容错误或不准确，就构成了虚假信息。[125]

信息哲学领域虚假信息概念的混乱在认知心

理学领域基本达成了统一———由于在实践层面，

意图愈发难以判定[126]，心理学研究者采取了后一

种观点。学者们不再纠结于虚假信息是否应当摒

除意图性，而是集中于探究事件后的虚假信息对

事件记忆的扭曲（即虚假信息效应） [127]、虚假信

息的免疫[128]与修正[129]等问题。

从公众日常信息接触的角度看，虚假信息的

处延比误导信息更大，二者均是不真实的，但是

虚假信息基本不涉及传播者的主观意图，而误导

信息有明确的恶意。但是虚假信息的处延又小于

传言，后者可真可假。尽管在目前的语境下，虚

假信息也是在社交媒介和大众媒介上流传的信息，

但是从内涵上来看，虚假信息更强调信息质量，

不像传言那样强调信息的流通性。当中文的“谣

言”概念不特别强调信源的恶意、仅强调信息失

真时，也可以翻译成 misinformation。

三、假新闻

假新闻（fake news） 是另一个常与谣言、传

言、误导信息或虚假信息同时出现、甚至被混用

的概念，英文的相关概念可追溯至 19世纪末。早

在 1898年，《纽约新闻报》与《纽约世界报》对缅

因号事件的报道就遭到评论家对新闻造假（faking）

的批评。[130]只是这一概念一直局限在专业领域内，

直到 2016年美国大选，情况发生了改变。为反击

主流大众媒体的批评，当时的共和党候选人 Don-

ald Trump在公开场合和推特中，以“假新闻”指

责《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 CNN等建制媒体

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自由主义偏见），有意歪曲事

实，对他进行不实报道 [131]，引发了学界和公众对

该概念的广泛关注。

以“fake news”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检索，可以发现 2016年以

后相关研究数量激增（图 1），其中大部分研究来

自计算科学与传播领域；而 Google Trends 显示，

在相近的时间节点，全球范围内对“fake news”的

检索数量同时飙升（图 2）。学界和大众对假新闻

的关注，使“ fake news”成为柯林斯英语词典

2017年度热词。

由于定义不清，假新闻概念一直颇受质疑。

普通公众借用该词指代低质新闻、另类 /党派内

容、政府宣传甚至原生广告 [132]，有威权主义倾向

图 1 野fake news冶 相关研究 1990年以来发表量淤

图 2 过去十年 野fake news冶 一词在全球的热度
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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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客则将该词作为钳制言论的工具，攻击令权

力不悦的报道和媒体，将媒体控制合理化。考虑

到该词定义模糊，且暗含言论控制，2018 年 10

月，英国政府正式禁止在政策文件和政府公文中

使用“假新闻”，建议代之以错误信息或误导信

息。但类似举措未能阻止假新闻一词在英语世界

的不断扩散。

为了避免上述混乱，维也纳大学传播系学者

Jana Laura Egelhofer 与 Sophie Lecheler 将假新闻概

念分为两个维度：“假新闻体裁 （the fake news

genre），即故意制造的伪新闻式误导信息，以及假

新闻标签（the fake new label），即将该词作为削弱

新闻媒体合法性的工具。”[133]这一划分方式区分了

假新闻内涵的不同层次，因此本文也依照二位学

者的思路梳理假新闻的内涵。

（一）假新闻体裁

按照牛津词典的定义，“假”（fake） 指的是

“非真实，模仿或伪造”[134]，即从字面上看，假新

闻不仅可以指新闻内容的虚假，还包括对新闻体

裁的“假借”。有学者认为，假新闻的目的不一定

是欺骗，还包括政治讽刺和娱乐效果。[135]事实上，

假新闻最早指的就是一种政治讽刺节目形式———

《每日秀》《周六夜现场》等颇受美国大众特别是

年轻人欢迎的晚间喜剧节目，常常仿照新闻的形式，

讽刺现实、批判权力。这类节目虽然不受新闻节目

的客观性标准限制，但基本事实无误。而在《洋葱

新闻》（the Onion）等新闻戏仿（news parody）中，

虽然事实往往是扭曲或捏造的，但大多数读者对此

心知肚明，因此目的只是娱乐而非欺骗。根据内容

是否虚假、是否有意欺骗等特征，Edson C. Tandoc

Jr将假新闻分为六类：新闻讽刺（news satire）、新

闻戏仿 （news parody）、新闻捏造 （news fabrica-

tion）、照片操纵 （photo manipulation）、广告与公

关、宣传。[136]

但这种囊括一切的宽泛定义与粗糙分类招致

了学者的反对。[137]所指过多可能导致概念的常规

化，使人们陷入似是而非的混乱之中，并对概念

的政治标签化失去敏感。同时现实中越来越多的

假新闻不再出于娱乐目的，而是希望诱使受众将

虚假信息视为依照专业标准、经过新闻调查获得

的可信报道。特别是自 2016年美国大选，越来越

多聚焦于政治领域的假新闻通过社交媒体传播，

大量虚假账号伪造新闻形式发布病毒性帖文，模仿

知名新闻媒体以骗取点击的“捏造网站”（contocted

sites，例如模仿《卫报》的 denverguardian.com）层

出不穷。此时意图无害化的中性描述显然缺乏必要

的批判力度。因此一些研究者围绕着三个特征对假

新闻一词提出了更加严谨的定义（表4）：（1）内容

真实性低；（2）具有欺骗意图；（3）采取新闻形

式。[138]由于前两个特征与误导信息概念有较大重

合，这些定义中的假新闻可以说是采取新闻形式

的误导信息，即体裁层面的假新闻可以被理解为

误导信息概念的一个子集。值得补充的是，中文

语境中的“假新闻”除了故意以新闻形式发布的

虚假信息，还包括媒体因失察而非有意发布的虚

假信息。

（二）假新闻标签

如果说伪装成新闻的误导信息盛行是大众对

新闻机构的信任危机的结果，那么作为一种政治

工具的假新闻标签正是导致信任危机的原因之一。

一些政客将与自己立场相悖的新闻报道定义为假

新闻，指控新闻机构故意欺骗公众，并辅以传播

有利自身的另类真相（alternative truth）。而吊诡的

是，这种指控本身而非其对象才属于误导信息行为。

定义 特征

McNair [139]
出于政治和/或经济目的以真新
闻的形式呈现有意的误导信息
渊对已知事实的虚构或歪曲冤

1袁 2袁
3

Lazer 等 [140]
模仿新闻媒体内容的形式而不
具备其组织过程和意图的伪造
信息噎噎其核心特征是发布者
的意图和过程

1袁 2袁
3

Allcott和 Gentzkow [141] 存在故意且可确证的错误尧 并
可能会误导读者的新闻报道

1袁 2袁
3

Nelson和 Taneja [142] 错误或误导性信息袁 伪装成基
于事实的新闻报道

1袁 2袁
3

Guess袁 Nagler
和 Tucker [143]

故意伪装成新闻报道形式的错
误或误导性内容

1袁 2袁
3

Egelhofer 和 Lecheler [144]
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或获得广告
利益袁 故意传播伪装成传统新
闻的误导信息

1袁 2袁
3

Bakir 和 McStay [145] 内容或语境中包括完全错误或
故意误导的元素

1袁 3

表 4 假新闻体裁的定义和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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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作者 2021年 10月 7日检索于 https://www.thetrumparchive.com/.

路透新闻研究所 2019年的数字新闻研究在埃

及、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英国、挪威、南非、

土耳其、保加利亚等诸多国家都观察到假新闻标

签的使用，但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依然是美国前总

统 Donald Trump。他用假新闻指代一切批评性的负

面报道，以及这些报道背后令他不悦的媒体。

2019年 10月 2日，在与芬兰总统 Sauli V in m

Niinist 共同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Trump向记者表

示他“发明”了假新闻概念，并将之与“腐败新

闻”（corrupt news）画上等号，矛头直指媒体机构。

截至 2021年 1月 8日推特永久封禁 Trump的个人

账号，“fake news”在其推文中总共出现 979 次，

而出现频率最高的指控对象依次是“媒体”（359

次）“CNN”（128次）“NBC”（32次），即指控对象

并非特定新闻报道，而是新闻机构。①假新闻标签

具有强烈的党派特征。相较于民主党及其支持者，

共和党及其支持者更倾向于使用假新闻标签。著

名民调公司盖洛普与骑士基金会的一项联合调查

发现，每 10名共和党人中就有 4名认为，即便新

闻报道的内容准确，只要负面地描绘了某政客或

政治团体，就属于假新闻。[146]

诚然，美国主流媒体基本可以按照红蓝阵营

划分，少见中间媒体，有关报道倾向性的批评也

绝非鲜见。但在假新闻一词如瘟疫般大流行之前，

对报道真伪的判断以事实为基石，相关批评基本

围绕专业性问题展开。健康的媒体批评主要针对

违背新闻常规的行为，通过强调专业主义划定边

界，增强媒体自身的合法性。 [147]而如今，媒体批

评演化为对新闻机构的污名化、对第四阶级合法

性的攻击。畸形的媒体批判成为了民粹主义者话

语库的一部分，以粗暴且情绪化的方式迎合了对

媒体精英、建制的敌意，最终收效明显。皮尤研

究中心（2019）的民意调查显示，对 Trump 的支

持与对媒介的不信任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148]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Andrew Guess 主导

的另一项调查也显示，假新闻标签对 Trump反对

者没有影响，却会显著降低其支持者对媒体的信

任以及对报道准确性的感知。 [149]在信任危机下，

这些人也更倾向于转投假新闻与另类真相的怀

抱。[150]

施加于媒体的负面标签愈加日常化，最终可

能会将媒介审查推向合理化，阻碍新闻业在民主

过程中的正常作用，引起政治话语环境的本质性

转变。对此，Egelhofer与 Lecheler认为目前学界对

标签维度的假新闻缺乏足够的关注与警惕，基本

止于探究政客的标签使用与民众的媒体信任之间

的因果关系，而非系统性的批判与分析。[151]

因此，假新闻的概念是本文所讨论的几个概

念中外延最大的。作为体裁的假新闻既可能是误

导信息、虚假信息、未证实的传言，也可能是政

治讽刺（评论）、娱乐、宣传（公关、广告）；而作

为标签的假新闻，也可能是真实信息。

四、结语

综上所述，谣言、传言与误导信息、虚假信

息、假新闻等概念尽管有相似之处，但是细究起

来它们的历史、语境和研究脉络各有不同。

西方学界对传言概念的系统探讨始于二战后

期美国的社会心理学领域，其对传言的负面病理

学定义与后起的社会学取向语境主义定义分庭抗

礼，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更多地将传言视为客

观社会现象，对其不做过多的道德和政治谴责，

注重对其进行控制与治理。

误导信息最早是以冷战为主要语境的军事情

报学概念，相关研究集中于历史、情报学和政治

学领域，可视为虚假信息的子集（极少误导信息

全然真实）。

虚假信息概念则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后真相

时代的来临有关，强调信息真实性充满不确定，

并且注重对其危害的讨论。

假新闻概念虽然历史久远，但自 2016年才真

正成为学界和公众的关注的焦点，传播领域和政

治学的主流讨论多以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极化和

民粹主义浪潮为语境，以 Donald Trump为代表的

保守派政客对自由派媒体的指责使这个概念失去

了政治批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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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传言、误导信息、虚假

信息、假新闻的实践主体、语境和传播渠道都逐

渐重叠。计算传播研究方法的崛起也加速了功能

和情境的“削平”，以识别低质量信息为目的，只

保留信息真伪等具有操作意义的核心特征，这样

的工具主义导向部分加剧了概念层面的混乱，这

种情况在中西方学界都很常见（例如[152]）。

尽管西方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等社

会科学已经对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和假新

闻有了较多研究，发展起了比较精细的概念认识

体系，但是相比之下，中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

治、法律界、大众媒体仍然在使用单一的“谣言”

概念指称社交媒体时代的这些复杂的信息传播现

象。除了本土的研究外，一些影响较大的学术翻

译著作也依然沿用“谣言”来翻译 rumor。①这在

近代的概念体系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显得十分独特。

“谣言”概念对现代西方概念的抗拒源自于中国传

统谣言概念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政治背景：作为非

官方的民间流传的信息，谣言威胁了政治稳定。

但是随着社交媒体时代公众的表达越来越自由和多

样化，这种简单的官方与非官方的二元对立就变得

不合时宜。目前官方大力整治的有政治后果的谣言

更接近于误导信息的概念，同时也具有虚假信息的

某些特征，这导致许多缺乏政治后果的传言被纳

入到外延和内涵不够清晰、弹性非常大“谣言”

的概念之下。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新的时代和技术

条件下重构“谣言”概念，引入更精细的分类原

则，与全球的概念体系和法律、政治制度对接。

具体而言，如图 3所示，传言是可真可假的

非官方信息，大部分转发传言的网民是为了实现

建构现实的意义、社交、提高个人威望等社会功

能，并且相信所传播的内容，基本没有主观责任，

需要对其非道德化和非罪化。

中国传统的“谣言”概念所指的虚假且有主

观恶意的信息，与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的外

延最为接近。如果仅强调谣言的虚假性而不是其

主观恶意，也可以将其近似等同于虚假信息（mis-

information）。

假新闻则更为复杂，有一部分仅仅是政治立

场不同者所使用的标签，所指的对象很可能是专

业新闻工作者所认为的真实新闻。还有一部分假

新闻仅仅是转述了不明来源和真实性的传言，它

满足了公众建构现实意义的焦虑感，可以通过官

方提供权威信息和专业新闻机构之间的互相监督、

马克思所说的“新闻的有机运动”、提高专业素养

等途径消除。而对于作为虚假信息甚至误导信息

的假新闻，才有必要进行治理。因此，概念的精

细化有助于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并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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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ing Concepts院 the Politics of Concepts and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of Yaoyan, Rumor,
Disinformation, Mis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

LiuHailong, Yu Ying

Abstract: Concepts may assign meaning to events, create perceptual spaces and reconstruct the world. This paper fo-

cuses on the connotations and interrelations of yaoyan, rumor, disinformation, mis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since the abuse and misuse of “yaoyan” in China exacerbates the fragmentation of public dis-

course. Yaoyan is a concept embedded in Chines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s, a concept that counters the trend

and resists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 concepts. Contrasted to rumor, disinformation, mis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 which have distinct references in Western context, yaoyan is a vague concept than tends to moralize, even

criminalize normal online expression. The negative connotation of yaoyan from its emphasis on malicious intention

overlaps with that of disinformation, thus the Chinese counterpart of rumor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as“chuanyan”, a

neutral concept that includes public discourse not officially verified but published and spread with no malicious inten-

tion. Normal public expression should be decriminalized by bridging Chinese concepts with those from other contexts,

limiting the use of yaoyan and replacing it with demoralized, depoliticized chu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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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并非一个价值无涉的概念，也绝非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根据

语言学的符号研究方法，国际传播可以被拆解为“国际”与“传播”两个词汇，

因此国际传播可以从多个面向来进行解读。国家是现代国际关系建构的主要行

为体，也是现代国际传播概念和实践的基础。而“传播”一词在 15世纪时其词

性是“表示行动的名词”，意指“使普及于大众”“传授”的动作，直到 17世纪

末，“传播”一词才引申出了“传播媒介、通讯工具”的意涵。[1]因此传播不仅作

为人类之间信息交换和相互了解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

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环球大航海活动对于新大陆的发现，使得人类社会真

正进入到了全球交往时代。1640年，基于欧洲区域性交往经验的《威斯特伐利亚

条约》将“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国际传播得以形成于这一

以地缘政治和文化差异为区分准绳的国际交流交往规则。基于此，国际传播格局

的划分和国际传播秩序的确立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影响。国

际关系格局发展的历史表明，处于贯穿整个现代史的资本扩张、大国协调和文

明冲突是一个长时段历史变化的绵延过程，这要求国际传播研究回到世界历史

的整体视野中重新理解国际关系的结构性调整，重新把握国际传播概念诞生的

国际传播的实践渊源、概念生成
和本土化知识构建 1）

张毓强 潘璟玲

摘要 现代国际传播概念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袁 并随着该社会的发展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几经
嬗变遥 然而国际传播概念在全球范围的知识旅行袁 其实质是美国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国际化遥 伴随着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袁 基于 野共同富裕冶 现代化发展的底层价值逻辑袁 中国国际传播产生了
不同于美国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遥 因此中国国际传播在具体的概念实践和知识建构中袁 需要保持自身本
土化问题意识的自觉以及遵从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遥 中国国际传播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理念
和长远理想袁 在明晰中国主体性基础上袁 寻求稳定性中国话语中国叙事袁 进而综合运用媒体传播尧 教育
文化交流尧 人员交流等手段袁 让世界了解中国尧 理解中国尧 认同中国袁 塑造传播维护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袁 在全球开展人类信息交流和交往的实践活动遥
关键词 国际传播曰 概念旅行曰 新型全球化曰 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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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对照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具体问题意

识，以此重塑中国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实自觉，

从而生发国际传播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再阐释。[2]

那么，如何在全球视野兼备关照本国国情的立场

上调适国际传播实践，需要回到概念旅行的意义

上对国际传播的定义和研究领域加以重新的界定。
[3]

在知识生产意义上，清晰界定“国际传播”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这样一个具有很强政

治性、实践性的话语的内涵与外延，并在持续演

变的国际交往环境和不断迭代的媒介技术环境中

予以修正，并非易事。对此，学界一直在努力中。

国际传播指的是超越国界的传播， [4]即围绕民族、

国家等行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活动。[5]

关于“国际传播”一直以来存在广义和狭义的两

种理解方式，广义的国际传播指跨越国界的信息

交流现象；而狭义的国际传播则特指借助大众传

播媒介进行的跨国信息交流与传播活动。[6]广义的

国际传播指通过个人、群体、政府等社会主体跨

越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地理性政治边界或不同文

化群落区隔之间关于价值、态度、观念的信息传

递活动。[7]而在引入中国的早期，国内学界关于国

际传播概念的界定采用狭义定义居多，且均强调

大众传播媒介。[8]狭义的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

基本单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面向他者进行的跨

国传播或全球传播实践。总之，当时的国际传播

学研究围绕大众传播这一特殊传播现象与活动而

展开，[9]然而局限于大众传播媒介则意味着传播主

体被限制于国家政府范围内，这一界定强调国际

传播的目的性，因此可以被视为国际政治关系的

表现形式之一。[10]“作为国际传播的公共外交，可

以理解为以现代传播技术手段克服国家间政治壁

垒和文化间交流障碍、通过与对象国公众的沟通

来影响其政府对外政策的国际政治形态。” [11]狭义

的国际传播过于强调世界信息流动中大众传播的

相关范畴，虽然这样的做法可操作性强、难度也

相对简单，但是视野过于狭窄，“有失全面”。[12]英

国学者达雅·屠苏关于国际传播演变的分析揭示了

全球传播软硬件资源优势国家对世界信息资源的

统治现象，以及信息资源相对贫瘠国家对前者的

依赖现象。即便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看似带来了

某些“运用自身话语特色的角色团体”的产生，

但国际传播中最核心的“统治性”与“依附性”

在其概念演化过程中得到了延续。然而全球进入

一个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信息传播技

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使得现实世界将以数字形态

纳入人们的认知范畴，国际关系正在进入进一步摆

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新型全球化”时代。“人

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13]

探究国际传播学科的走向、逻辑与路径，需要回

到学科体系中的“元概念”去探寻答案，[14]国际传

播的内涵与外延正是在这条逻辑理路上延伸着其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的新的想象力。

一、实践渊源、概念生成与其脉络

传播是衡量文明的标准，人类社会交往的发

展扩大了其对传播的需求，国际传播从现实实践

层面到抽象概念层面的发展本身经历了一个长时

段的历史演变。在宗教的全球传播、资本的全球

扩张、战争的发生与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

展理念的全球扩张等动力机制下，国际传播发展

出不同的形态。但是其作为一个知识和概念锚定

及其全球旅行受到了更多和更加复杂的因素的影

响，包括知识生产机制、学科发展机制、政治意

识形态等，从而呈现出更加纠缠和错综复杂的面向。

作为实践的国际传播其起源并不明确，[15]实际

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传递活动古已有之。

古代传统的信息跨国活动都属于国际传播的范畴，

包括外交活动如各国互派使节、首领会盟，或者

民间往来如远洋贸易、海外传教、跨境移民、长

途旅行、对外战争、航海探险等。随着国际交往

的日渐频繁和不断深入，信息的跨国界流动成为

人类全球性活动的基本形态之一。伴随着地理大

发现而来的资本主义全球殖民扩张促进了国际间

的贸易往来，进而推动欧陆大地上工业革命的发

展进程，从而有力促进了传播的国际化。从人类

传播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传播乃国际社会沟通

交流的通道以及国际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 [16]17

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降，“民族国

家”原则的确立使得以民族 -国家为核心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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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与信息传播实践成为现代意义上国际传播的

起源。17、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

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以及殖

民运动时期大规模的信息跨越地域、国界流通的

历史现实成为当时国际新闻报道的主题和国际传

播研究的对象，而有关国际局势的报道和相关的

国际传播研究也成为世界全球化的早期探讨。19

世纪，电报的发明和资本主义帝国对外扩张的加

剧加深了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因素与全球传

播系统的融合。

国家对传播活动的大规模介入始于第一次世

界大战，德国国防军第二号指挥官埃里希·鲁登道

夫（Erich Ludendorff）认为一战的战争本质已经不

再“多样性”，而是基于维持民族生存目的而动员

整个民族力量的“总体战”，为此国家名正言顺地

控制媒介在国内、国际范围进行大众劝服，宣传

战作为“破坏活动”可以在敌国人民中产生巨大

的破坏力量。[17]英国的战时对外宣传和物理切断美

德之间的海底电缆等宣传战、舆论战，成功影响

了美国对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并架空了美国与世

界的联系，最后成功拉拢美国参战。而美国的战

时政治决策被证实受到了基于战时宣传的考虑与

公众舆论的影响，“宣传机构与立法机关之间存在

微妙的关系，行政部门可能会利用舆论刺激公众

以支持自己的政策来达到约束立法机关的目的”[18]。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快了国际传播发展的步

伐，尤其在美国，国际传播的问题不断增加，而

这正是由于世界贸易和全球传播时代背景下美国

领土依然处于扩张状态所带来的。美国是一个典

型的移民国家，“由于美国公民身份的多样性和世

界性，美国的外国邮政服务相对而言实际上比其

他任何国家都要重要。这是美国商业的长臂，借

助于将我们与所有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感情和利益

的纽带，它正在逐渐扩大其业务范围，对邮件和

包裹邮件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美国国际传

播的诞生主要有两个原因：早期的美国人大部分

都是从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的，与母国保持联系的

需要使得美国不得不大力发展跨国电报事业，尤

其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同时由于美国是联邦共和

政体，十三个州各自独立又彼此牵制且都受到美国

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因此十三个州彼此之间以及

与中央政府在国家政治事务的沟通协同成为美国

得以正常运转的关键，州际与州国之间通信的畅

达也迫使美国加快发展远距离通信传输技术。因

而，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早期国际传播事业不仅要

解决国际交往问题，也是其国内交往的必然需求。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诞生并发展于 20世纪

的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直到二战爆发之前，这个

概念依然没有被明确的界定。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

证实了这一点：“同样的问题困扰着定义国际传播概

念的学者，到底什么是国际传播？研究国际传播

的学术共同体是哪些学者？”[20]直到 1922年，“国

际传播”作为一个概念被沃尔特·罗杰斯（Walter S.

Rogers）首次用在了《国际电气通讯》一文中，旨

在说明国际电气通信网络将作为世界的“中立”

系统为实现世界一体化作出贡献，此时“传播的

政治、军事和海军意义正在得到更好的理解；美

国新闻界对影响新闻进出口的通讯很感兴趣；商

业和航运也开始意识到它们的需求”[21]。但其实早

在 1919年 2月，罗杰斯就依照当时美国总统伍德

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要求撰写了一份

措辞广泛、长达数页的备忘录，其中他站在自由

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强调“信息的自由流通”已经

成为世界和平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22]

全球范围内信息的自由流动首先在于突破空

间的边界，也就是罗杰斯所强调的在技术层面要

搭建起供信息自由流动的无边界的国际传播系统。

自 19世纪以来，电报、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技

术的相继问世，为跨国界、远距离、高速度和广

范围的信息传输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些技术先后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广泛运用于战时的信息传递。

作为一个民主的中央集权主义者，罗杰斯对“新

媒介”保有极大的乐观主义倾向，但是他也深知

美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反常地位，即美国新闻业

是私有制的，这导致无线电设施永远无法迅速扩

张到能够满足信息自由流通需求的水平。电子通

讯依然属于公司特权，美国的国际传播活动受到

美国通信技术公司狭隘的、短期的、以利润为导

向的世界观的限制。1927年，华盛顿会议[23]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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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电磁频谱分配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些原则的

划分依然是以美国公司利益的保证为前提，资本

的力量即技术逻辑在早期极大地左右了美国政府

的国际传播决策。

就无线电而言，美国海军如果不依靠英国的

马可尼无线电通信设备，可能就无法与海上的军

舰进行无线通信，因此美国不得不积极参与到无

线电报会议、重新分配电磁频谱会议等国际事务

中去。“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报联盟、海底电缆

和国际无线电联盟”[24]等组织性政治权力主导下的

传播政策与技术变迁等因素如何影响国际传播体

制机制的确立与发展，并以此为美国获取更大的

利益，是当时美国国际传播研究主要的问题意识。

国家政府是国际传播的主要传播主体，因此针对

国际传播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传播范围扩大以

及与他国交流合作等国际事务中国家政府所起的

作用，是当时美国国际传播学者的研究热点。[25]二

战后，关于“如何运用传播技术来促进国家的发

展”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研究在美国得到了极大的

关注和重要推进。理查德·约翰（Richard R. John）

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传播监管经历了从主

权政府监管的自由国际主义向表面上中立规范协

调的技术官僚社团主义的转变。”[26]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美国国际传播的理

论与实践又面临了一个新的现实问题———如何确

保美军能在新近占领的岛屿上与当地的土著居民

沟通合作？美国军方意识到自己对这些土著居民

的语言和文化知之甚少，因此美国政府动员各方

面的专家、学者来研究这些地区的地方性文化。

1944 年美国政府委托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使用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探究日本文

化的诸种模式，由于不了解日本这个对手，美国

政府的顾虑有很多。[27]二战结束后，联合国、世界

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性机构的建立，以及

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自己的海外基地，对这些

机构的管理以及如何推动这些机构在当地能够发

展起来等现实要求，迫使美国政府急需了解当地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研究不同文化背

景下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接受心理是当时美国国际

传播研究的热点，因此跨文化传播就在 20世纪 40

年代到 70年代之间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从国际

传播研究中分流出来的理论体系之一。

另一方面，如何利用大众传播技术实现社会

变革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等相关议题，

是在二战后世界各国重建和变革社会秩序时所共

同面对的历史难题。20世纪 60年代后，以丹尼尔·

勒纳（Daniel Lerner）、E·M·罗杰斯（E.M.Rogers）、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为代表人物的

发展传播学，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发展传播学的核心观点

在于强调传播对提升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作用，

发展传播学被看作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有力理论

工具。发展传播学理论作为知识，既是人类获取

外部世界与自我持存的意义，更是行为决策的依

据。[28]正是因为如此，发展传播学所隐含的前提条

件才能在无形之中发挥作用，即承认美国在世界

范围内“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此现代化在一定意

义上指的是“美国化”的过程。美国鼓动其他国

家在社会经济、信息传播方面的发展并进入到新

自由主义流动逻辑中，其根本目的是为美国的利

益服务。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学习美国发展模式的

过程中经济得到提升，但也在无形中大量接受并

学习了美国文化，从而在完成现代化的过程中形

成了“美国化”。

“当我们对国际化的概念在结晶化的重要时刻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使用的表达方式进行比

较，你会发现存在着大量的词汇来指明世界的整

合过程。”[29]美国社会传播体系和经济的“国际化

过程”事实上浓缩在“国际传播”这个概念中，

并且在日后逐渐形成了三条重要的逻辑。首先是

要突破国界以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即大力发展

媒介技术；其次是要突破文化以实现理解与认同，

即努力改变地方的文化形态，这一条逻辑延伸出

了跨文化传播学；再次是要突破发展以实现“现

代化”，即改变当地的经济、文化、社会形态，这

一条逻辑延伸出了发展传播学。在国际传播的实

践过程中，仅靠技术突破是远远不够的，文化、

发展传播这两条逻辑的加入更有利于当地社会在

经济、文化上全方位地复制美国模式。而这种发

展模式不仅解决了美国自身向外扩张的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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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使得其他国家主动接受美国的问题。总之，

以总体战为核心的西方国际传播问题意识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得以延续，并在二战中形成

了一整套完备的传播规则和逻辑的全球传播秩序。

美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取向倾向于实用主义和

行政管理，其国际传播体系的建构遵循“为美国

获得更大利益”的研究路径进行。[30]

二、概念的延续与变革

事实上，正是伴随着国际传播实践的展开以

及现代知识生产体制对学科边界的划定，传播学

科才得以诞生。从学科和知识生产的角度，国际

传播研究可以被看作是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建制

的“开端”（off-spring），而不是传播学的一个“子

领域”（subfeild）。[31]传播学科的开创者施拉姆所钦

定的“传播学四大先驱”均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围绕战时国际传播实践展开了相关研究，分别

是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关于战时宣

传的内容分析、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

feld）对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作为一个流亡的犹太人基于群体心理的传

播学研究以及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关于战

争期间说服传播改变人们认识、态度和行为的研

究。包括施拉姆本人在 1955年去斯坦福大学任教

后，也开始了自己的国际传播研究，并且他在斯

坦福大学的研究所被认为是当时从事国际传播研

究最有声望的地方。[32]“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实是

全面冷战期间的 50年代，人们看见在美国经验社

会学的翅膀上建构‘国际传播’学科的第一次试

验。”[33]可以说，传播学科的新生阶段是伴随着一

系列的国际传播实践及相关研究成长起来的，而

施拉姆在其最后的著作《传播学的开始：一个人

的回忆录》中预言“传播”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进

一步的知识整合而成为一个更大单位的人类行为

科学。[34]“名称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

着过去与传播相关的单位的区分———它以传播渠

道（出版、电影、人际，等等）为基础，以立于

每一种传播渠道背后的媒体产业为基础———将不

再受到重视，以便有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

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体。”[35]范式指科学界中学术

共同体所共识的研究方法，范式的建立依循着一

定的自然逻辑，不同范式之间的演变与竞争是以

其作为生活形式的“功能性”为基础的。[36]而国际

传播本身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世界各

国的历史现实、国际关系、世界格局的变化都可

能对这个过程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媒介技术手段

的发展也为国际传播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新的可能

性。因此，国际传播概念的演化过程是复杂且多

变的。

国际传播概念的提出是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

会科学知识生产脉络上的一个自然结果。20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国际传播逐步形

成一套实用主义的注重传播效果和社会控制的国

家中心主义研究范式，并经由研究者提炼和推广，

成为现代国际传播研究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然

而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美国国际传播按照技术、

文化和发展传播这三条逻辑的路径却不是一帆风

顺的。首先在跨文化改造过程中，地方性文化对

美国文化的抵抗引发了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其次发展传播虽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巨大的

吸引力，接受美国援助发展本体经济、接受美国

文化等行为看似对美国有利，但实际上美国没有

那么强大的实力去照顾到所有需要发展的国家；

最后在意义突破上，美国同样遇到了问题，地方

意识形态安全需求使得发展中国家并非不假思索

地“拿来主义”。尤其以 1973年的阿尔及尔会议和

1976年的突尼斯会议中，不结盟运动国家提出要

建立国际信息和传播新秩序成为强烈抵抗美国以

传播整合全球意识形态的标志。美国国际传播的

这三条路径在实践中都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显然仅依靠大众传播在内容和媒介技术方面的努

力并不能完成美国建立和维护其“世界传播霸权”

的“野心”。

自国家原则确立到 20世纪后半叶之间，国际

传播一直以民族国家作为总体性实践单元，而在

后冷战时代，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行为遭到了抵

抗，美国开始利用更多的资源投入去影响世界上

的其他国家，政府力量开始以文化、基金等形式

间接介入到国际事务中来。1946年阿肯色州的参

议员威廉·富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针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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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政府在海外的剩余物资问题时，提案

成立一项集教育、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项

目，即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37]直到

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一修正案并由美国国

会加大拨款投入以扩大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

解。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

一直致力于健全国际信息体系，他支持新任美国

移民局局长伦纳德·马克斯（Leonard Marks）关于

建立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缩写为 USIA）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斯使用了

“公共外交”这一新术语来描述自己的活动。[38]该

部门后来于 1953年成立，其目的实际上是为动摇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而大搞舆论

战做准备。1963年，美国广播主持人、当时的美

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默罗 （Edward Murrow）认

为，需要构建一种不仅限于政府而主要是与非政

府组织和个人进行互动的新型国际传播机制，这

个传播机制被他定义为“公共外交”。 [39]当时美国

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反对共产主义”和“凭借

现代化的名义传播资本主义民主”。[40]纵观冷战时

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国际传播媒体对

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舆论战、培育内应势力充当舆

论领袖以及加强国际间人员往来以舆论渗透等国

际传播实践活动，[41]均囊括在“公共外交”这一概

念中。随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指向了世界

舆论格局的转变：美苏关系的解冻、中国的变化，

以及中东问题和越南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新挑战，

美国当局开始意识到世界舆论的转变对己不利。

公共外交概念的出现实则是国际传播概念的新尝

试，它暗含着美国对于地方性抵抗力量解构所作

的努力。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国际宣传在公共

外交这一种软性力量的帮助之下，最终以苏联解

体而获得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借

由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的

话，人类历史已经“终结”，这意味着人类文明来

到了新的节点，那么“现代化的进程最终将通向

何处”[42]成为美国国际传播新的问题意识。

冷战之后，美国试图了解自己在一个“没有

苏联这样明确威胁的世界”中的位置，约瑟夫·奈

（Joseph Nye）在对美国实力进行评估的分析中发

现，传统的经济手段和军事资源已经不足以解释

当下在国际传播领域所发生的现象了，他认为国

际政治性质的变化向“无形的权力形式”倾斜，

民族凝聚力、普遍主义的文化以及国际组织变得

越来越重要，世界权力正在从“资本丰富的国家”

转移到“信息丰富的国家”。于是他提出了“软实

力”的概念，“软实力”依靠国家在文化、政治理

念和政策等三个方面所产生的吸引力来达到影响

世界的目的。[43]也就是说，此时美国国际传播的问

题意识开始发生转向，即如何以相对廉价的成本

继续维护美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世界霸权地

位。因此，曾经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公共外交在

90年代开始逐渐被弱化，主要体现在用于公共外

交和国际广播电台的财政拨款逐年下降。甚至在

1953年作为一个支持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海外利

益的独立外交事务机构成立的美国新闻署也在

1999年被撤销，其对外广播业务由 1994年成立的

美国广播理事会继承，其非广播业务被并入国务

院公共外交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夫·奈的

“软实力”概念是有前提条件的，基于文化、政治

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是建立在美国自身强大国力

的背景下，同时隐含着美国模式处于当时世界文

明现代性发展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美国国际

传播主要依靠自身发展模式的魅力去吸引他国而

起到影响世界的目的。

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震惊全球，对美

国公众的心理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发了美国

深刻反思。基于自身强大实力的软性吸引力似乎

并非如约瑟夫·奈所言的那么强大，事实上“9·11”

事件让美国意识到地方性文化的抵抗力量依然存

在并且不容小觑。在 2000年竞选时还倡导谦逊外

交政策的小布什总统（George Walker Bush），在事

件发生之后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并先后入侵

阿富汗和伊拉克，但由于人们对战争合法性的质

疑使得“美国在全球的吸引力急剧下降”，[44]因此

约瑟夫·奈意识到靠软实力的吸引力就妄图影响世

界的想法是幼稚的，于是他在 2004年完成的《软

实力：世界政治成功的途径》一书中指出，软实

力需要通过公共外交实践才能加强其吸引力，“利

用信息和文化搞外交”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45]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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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之前的这

一段时间，公共外交政策的回归与软实力的加强

并轨为美国国际传播的主要框架，这也成为后来

“战略传播”这一概念得到系统关注的缘起。2004

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发布《战略传播研究报告》

对“战略传播”作如下定义：“政府使用分析工具

了解全球态度及文化；推动民间组织开展国际对

话；为决策者、外交人员、军事领袖就政策对舆

论之影响提供咨询；透过传播策略来影响人们的

态度与行为。”[46]这一定义表明战略传播旨在绘制

观念和影响网络，而由美国军方提出也暗示了军

事领域在战略传播实践中占据核心地位，这表明

美国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回到了战争逻辑上来。

当前美国国际传播实践在对华政策上一改以

往软性的传播路径，转为硬性的以信息战、舆论

战的形式。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国际传播政策制定的一个

重要影响因素。美国开始意识到国际传播的三条

路径在中国均失败了：技术方面，中国为防止国

际金融犯罪、审查儿童色情等不法行为而建立了

过滤互联网国际出口内容的软硬件系统的集合

（俗称“墙”），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在技术上阻隔了

美国不良信息的大量入境；跨文化传播方面，一

方面中国强大的地方性文化抵抗美国流行文化的

入侵，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中的概念在中国地方性

知识中被吸收和“在地化”，中国依靠“摸着石头

过河”走出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国内社会也越发

趋于稳定。中国的发展引起了美国的不安，自

2018年 3月 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全面关税起到 2020年 7月 22日美国命令中国

关闭其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领事馆等一系列围

绕打击中国行为的展开，表明美国政府对华转为

“敌对”态度。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

夫（John Ratcliffe）甚至公开宣称中国是“当今美

国面临的最大威胁”。[47]美国对华发动舆论战的意

图早已暗含于混合战、公共外交政策、对抗外国

政府虚假信息、战略传播政策等美国官方的指导

性政策文件中。[48]2017年 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

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看成竞争对手，

“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力和利益”。[49]2018年，美

国广播理事会更名为美国国际媒体署，并且在

《2020年国际媒体署绩效与责任年报》中国际媒体

署重新制定对华舆论宣传规划，其中重操战时广播

宣传模式的意图明显：特定任务要求新闻可突破

审查制度；对抗他国“虚假”信息与卫星和无线电

的干扰；研发开源反审查工具以规避互联网的技术

封锁；扩大与受众的社交媒体与数字互动；等等。[50]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并席卷全球，特

朗普政府非但没有携手抗击疫情，反而联合其他

国家对中国展开舆论战妄图将病毒源发地的责任归

咎于中国，尤其以总统特朗普为首在境外社交媒体

“推特”（Twitter）上大肆宣发对华不当言论。

不仅是对华发起舆论战，实际上“在伊拉克

战争、叙利亚内战、颜色革命等事件中，美国方

面散布了诸多不实消息，实际上仍是‘二战’期

间心理战模式的延续”[51]。由此看来，国际传播这

个概念自 1992年诞生以来，在美国经历了由战争

逻辑到接触、发展、改变逻辑，再由接触、发

展、改变的逻辑回到战争逻辑。在跨越将近一整

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在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媒

体力量以及意识形态的认知方式等方面占据着

一定的优势。但不管是发展传播学的路径，还是

舆论战的路径，“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是美

国发展战略的第一要义，美国国际传播的最终目

的始终是改变全球以及维持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

益。美国的自由主义实现了信息的国际民主化，

然而正如德布雷所言：“地球村首先使中心村全球

化。……它使美国的民主模式世界化。” [52]美国国

际传播的问题意识始终围绕扩大“中心村”的中

心性为核心，世界网络能力的增强并不能溶解中

心的力量而是服务于扩大中心性，因此带有美国

色彩的文化产品被世界化后并不足以成为世界文

化。[53]

三、本土化实践范式转型

纵观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从被迫应对

国际舆论的“恶意抹黑”到如今在全球传播格局

中积极主动“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国际传播本土

化实践范式转型的实质是中国构建国家认同和制

度转型的标志性符号。[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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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求文明进步和国家独立的国际传播逻

辑———1949年以前

我国现代国际传播实践主要源自于二战时期

的反法西斯运动，此时中国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

是基于追求文明进步和国家独立的逻辑。在抗日

战争中，共产党、国民党、中国报人、国际媒体

在华记者共同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国际传播事业

的发展。[55]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积极组建外交部交际

处、海外工作团、国际宣传委员会以及参与或领

导民间宣传机构等开展对外宣传工作、传播中国

共产党的主张，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

事业的同情和支持。[56]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会

议期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向国际社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

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宣言调整对外方针

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

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

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57]。

除了借助国际媒体的力量，中国也积极主动

建立自己的对外宣传网络。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

际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报》于 1935年 5月在法国

巴黎创刊；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同时

每周三以日语播报对日军的广播节目。在抗日救

国的历史背景下，宣传被赋予革命性意义，宣传

不仅可以唤起民众救亡图存意识以争取民族独立，

同时可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支

持，宣传“这个概念在向大众普及的过程中，被

赋予了积极的意义”[58]。抗战胜利后，中国进入国

共第二次内战时期，但是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并

未有太大变化，本文不再赘述。

（二）冷战信息对抗与共产主义宣传的国际传

播逻辑———1949年到 1978年

新中国的成立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

义运动的胜利果实，但是结果的胜利并不意味着

“一劳永逸”。恰恰相反，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

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还处在动荡的

余波之中未能平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各种敌视和封

锁政策，冷战对抗格局已然形成。冷战作为一种

特殊的国际现象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二级分化格

局，“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为准绳的分庭抗礼

构建了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59]。中国作为社会主

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美苏争

霸”的信息战对抗漩涡之中。面对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反华势力的舆论渗透和抹黑宣传，中国共产

党利用对外广播积极应对。建国初期的对外广播

任务主要由中央电台承担，首先恢复日语广播，

并逐步开办英语广播节目和针对越南、缅甸、泰

国、印度尼西亚和朝鲜的外语广播节目以及针对

东南亚地区华人华侨的地方方言广播节目，随后

中央电台还组建国际广播编辑部专门负责对外广

播节目的翻译、采访、编辑和播音。[60]为应对当时

复杂的国际舆论局势，1952年发布的《国际广播

编辑部调整工作方案》（草案）中，党中央要求对

外宣传中对敌人的造谣污蔑不作针锋相对的驳斥，

着重正面宣传党和政府形象。[61]塑造积极正面的国

家形象是当时刚独立的新中国的国际传播诉求，

西方国际主流舆论对中国形象的抹黑严重影响了

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正常建交。冷战背景下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抵触情绪相当激

烈，为打破偏见，新中国积极加入到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洪流中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加强社会主

义制度的对外宣传，向世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毛泽东主席在指导《人民日报》就国际问题进行

研究时曾指出“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成为了建国初期对外宣传的基本战略。[62]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

中国国际传播之基调在于对外介绍中国，中国国

际传播的工作原则包括党性原则、正面宣传报道

原则、内外有别原则和外外有别原则等均是在这

一时期确定并延续下来的。上世纪 70年代是中国

的对外关系获得转机和重大突破的关键历史时期。

国际关系的改善为恢复“文革”以来中断的广播

电视对外合作和交流创造了条件，因此即使在

“文革”期间对外广播节目的语种也在不断发展，

截止 1976 年我国对外广播所使用的外语达到 39

种，基本覆盖世界五大洲。[63]

（三）后冷战模式与现代性发展的国际传播逻

辑———1979年到 1999年

1978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打开了新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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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新局面，也为新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

提供了新契机。以对外开放促进中国国内体制改

革，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格局。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陆续恢复外交关系，此时

的中国急需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在

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中国对外宣传事业发展出

新形态：“对外宣传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要反复宣传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让世界人民了

解‘中国最爱和平’。”[64]但此时，冷战仍未结束，

世界舆论格局依然处于信息舆论战和意识形态对

抗的状态之中。为适应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满

足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1991年 1月中国政府成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旨在推动

中国媒体向世界全方位说明中国，通过指导协调

媒体对外介绍中国，并广泛开展对外交流活动。[65]

同年 7月，为进一步扩大广播电视对外合作交流，

中央电视台成立对外中心，与美国洛杉矶熊猫电

视台及北美卫星电视建立供片关系，开创海外电

视宣传节目之先河。而由于当时中国自身的社会

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种种举措表明这一阶段中

国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处于民族独立和冷战对抗

的前两种逻辑纠缠和演变之中的后冷战模式。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

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

术。”[66]198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发展中国

家政府的联合推动下，发展传播学的引入使得中

国传播学界开始在国际层面研究传播问题。[67]谋求

发展是当时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基点，由此中国国

际传播的问题意识主动地纳入到现代性发展的逻

辑基础上。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逐渐发展、美

国实力的逐渐下降以及新型媒介技术的兴起，有

着其自身深刻历史烙印的发展传播学“走到了它

的尽头”。[68]90年代中后期，中国传播学界开始对

其进行了反思，实际上发展传播学脱胎于殖民理

论，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统治逻辑，因

此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

（四） 主动全球化下深入沟通的国际传播逻

辑———2000年到 2015年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到了一

个崭新的阶段，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入全球化

的进程中。2001年被称为中国全球化的元年，对

外开放取得初步成效并进一步加快步伐，意味着

中国正在全方位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也推动着中国国际传播来到新的历史阶段。江泽

民主席强调，中国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区域及全

球范围的经济技术合作，实行公开、透明、平等

的贸易和投资政策，进一步推动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的对外开放。[69]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对外宣

传工作旨在“让世界了解中国”，然而仅仅了解中

国并不足以让外界与中国构建良好的公共外交关

系。积极主动全球化的中国社会急需通过国际传

播构建国家认同、“向世界说明中国”，以便与世

界进行深度的沟通与交流。因此，中国高度参与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带来了中国国际传播新的问题

意识———“作为全球化版图的一员，中国到底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2003年，胡锦涛在全国思想工作

会议上指出：“要逐步形成同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

的对外宣传舆论力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

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70]对外宣传舆论力量的塑

造是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要素，这意味着中

国国际传播指导思想开始融入“软实力”的思考，

并在外宣工作相关的政府文件中逐步呈现出类似

“国际地位”“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和“影

响力”等“软实力”理论的相关话语表述。[7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成为中国国际传播

改变国家形象历史转折的关键契机。信息的公开

透明与舆论表达的多元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沟通

交流搭建了畅通无阻的管道，2007年 1月 1日国

务院颁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

在华采访规定》生效，中国新闻宣传部门有效的

组织为外国记者营造了宽松的采访环境，为西方

媒体的报道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然而 2008年

中国国际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在奥运会召开前夕，

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恶意误读，给

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带来了不良影响。[72]在

危机事件来临时，利用沟通技巧帮助中国政府巧

妙化解的专业公关公司进入了中国政府的视野。

公共关系理论随之逐步融进中国国际传播的问题

意识中来，2004年外交部设立专门负责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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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后，又于 2009年设公共外交办公室；同年

7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首次明确

提出“要运筹好大国关系，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

外交”，[73]这是公共外交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到中国

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体系中，此后公共外交在制

度建设和工作机制上不断完善、完备。

国际舆论的恶意抹黑，让中国政府意识到过

去依靠新闻媒体“以我为主”自说自话式宣介中

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对于构建中国正面国际形象

的效果不佳。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传播过程

中所产生的误读、误解现象，使中国逐步意识到

分析国际受众心理、文化特征的重要性。新世纪

以来中国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经济”

走出去后紧跟的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大

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并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以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009年 7月，国务

院发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是新中国对文化

产业领域的首个规划文件，其中对于跨文化传播

的重视暗含着中国国际传播问题意识的转变。

在经历了 2008年国际舆论的风起云涌之后，

中国关于“提升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工程

被提上日程并稳步推进。2009年是中国媒体在国

际舞台崛起的一年，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新格局

悄然形成，以电视媒体和新媒体为主导，以中央

级新闻媒体为核心的“现代国际传播体系”雏形

初现。[74]同年，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全国第一届对

外传播理论研讨会”标志着中国国际传播的问题

意识逐渐由“对外宣传”转变为“对外传播”，但

问题意识还是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提升国际传

播媒体的技术层面上。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将媒体融合上升至国家

战略，中国国家驱动下的媒体融合范式成为国家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助推器”。[75]

（五） 积极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国际传播逻

辑———2016年至今

然而截止目前我国国际传播能力还有很大的

进步空间，针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建议在政策

规划和学科研究上依然主要针对媒体。2016 年 2

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社以及新华社视察时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

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

的外宣旗舰媒体。随后中国环球电视网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简称“CGTN”）于 12月

31日开播，截止至目前已在全球 160多个国家和

地区使用，在全球拥有超过 1.5亿粉丝，该平台通

过 CGTN Digital提供数字内容，全球用户在 CGTN.

com、CGTN App、“优兔”YouTube、“脸书”Face-

book、“推特”Twitter、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均可访

问。[76]然而中国国际媒体力量虽耕耘多年，但传播

效果依然不佳，这说明仅依靠“建设世界一流媒

体”是不够的，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势在必行。随着 5G、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国际传播媒

体朝着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方向加速发展。

技术赋权之下国际传播“内”与“外”的区别日

渐模糊，基于国家主体的“对外传播”概念显得

不再适用，更具包容性的“国际传播”提法开始

频繁出现，并进入全民参与的时代。

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中国现代

国际传播新体系已经初具雏形，然而提升国际传

播能力是一场“总体战”，除了国家及其媒体，社

会各方力量的加入也是必要的，公共外交、软实

力等概念在知识生产领域被纳入到中国国际传播

研究中，各高校纷纷成立相关研究机构培养对外

人才、知识创新与积累来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不仅高校，还有政府、媒体和互联网公司成立的

中国智库在科学研究和资政献策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并通过国际媒体、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以“请

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式发出中国声音、传

递中国价值。同时，中国政府为深化双边关系在

海外设立文化中心，通过加强与世界友邻的文化

交流与合作来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截止至 2021 年，中国在海外共设立文化中心 35

个。[77]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高度发展使得移动智

能终端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国际传播的媒

介环境正在悄然发生转变。传统媒体主导下的国

际传播实践通常以国家及其主要媒体为主体，然

而伴随着中国社会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深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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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数字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国际传播的

主体不再局限于一国政府及其主要媒体，基于地

方的民间组织及个人在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等国

际交流行为的频繁发生为国际传播引入新主体。[78]

2016年，中国百度贴吧“李毅吧”网友因台海两

岸关系而“出征”海外社交网站“脸书”，因利用

“自制表情包”“八荣八耻”全文、“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全文等内容大量发布评论，被中国网民

称为“帝吧出征”。基于特定的媒介技术而形成的媒

介域或话语网络，通过确立某一知识的社会交往

场所和环境等级将深刻形塑社会的表达结构。[79]反

父权式的话语表达暗含着数字全球化时代个人与

国家融为一体，网络一代追寻自我价值的同时内

嵌于国家认同的发展脉络之中，在这场跨文化传

播的“征战”中凸显了中国“90后”对自我身份、

国家认同的爱国青年共同体的想象。[80]长期处在统

一部署和集体协商下形成的官方话语体系风格严

肃规范且强势，对比之下，基于民间群体自身独

特价值的观点表达呈现出活泼灵动的话语特性令

人耳目一新。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汇聚民间智慧

的话语表达能够减缓国际舆论场上官方话语表达

呈现的强势冲击，补充民间话语体系和民间国际

传播实践有利于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朝着多元

性、亲善性、接近性的方向发展。[81]

世界来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键

转型时期，中国凭借自身现代性发展的实践路径

和理论归纳，提炼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

球治理新理念，并向世界发出了“一带一路”

“海上丝绸之路”等具体畅想。2017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全面阐释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随后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届会

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了联

合国决议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作为中国新

世界主义价值理念，[82]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

问题意识朝着积极引领新型全球化方向纵深发展。

四、中国问题意识及其底层逻辑

上世纪 90年代末，随着“对外传播”和“国

际传播”等概念的引入以及相关研究的发展，国

际传播研究开始在大陆兴起并快速得到发展。但

是直到目前，中国国际传播围绕着“传播的本土

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张力，还处在中国文化主体

性抵抗与传播国际化的现代性发展本土实践探索

的逻辑基点阶段。[83]当下中国国际传播的总体问题

意识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不

同，西方国际传播基于资本全球扩张的需求所展

开，产生了跨文化传播、发展传播、公共外交、

软实力、战略传播等多个理论分支。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际传播问题意识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

之准绳，在当下中国社会崛起之时呈现出“全球

范围内国际关系和国家生存方式的对垒和竞争的

框架”。[84]从“尼克松访华”到“拜登政府对华政

策”的调整轨迹来看，美国国际传播在技术、文

化与发展传播的三条基本逻辑之余还同步坚持两

手并重原则，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令美国感

到不安，为维持和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

国极力“打压”中国营造对华不利的国际言论，

并将中国探索出的非西方现代性路径视作异端；

另一方面，美国又希望通过国际传播将自身的价

值观念、意识形态输入中国，“吸引”中国进入到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性发展逻辑。当前，世界

范围内探索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的

基本准则、价值都是西方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资本主义不断拓展以强化其统治地位，企图在世

界范围内固化以欧洲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原型的

统治价值，正如马克思（Karl Marx）所言：“它按

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5]但现在

应该在这句话后面加一句：“并要求全世界都按照

它的面貌进入到它所创造的世界中去。”对此，中

国国际传播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破”与“立”两

条基本路径，一方面，长期处在负面国际舆论环

境之中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更不利于中

国的国际交往与国内自身的发展，因此中国国际

传播将长期处于破除西方不利言论的国际舆论战

状态中，中国国际传播强调国际话语权正是处于

这一舆论斗争的逻辑体系下；另一方面，有别于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使得中国现代性发展在底

层逻辑上就不同于美国，因此中国国际传播必须

建立主体性，不仅要有国际话语权，同时也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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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价值观念。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际传播领

域中国一直走在积极与世界产生联系的底层逻辑

之上，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

党新闻舆论工作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从

国际大局出发向斯诺敞开心扉“让世界听到我们

的声音”，促使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走向世界；邓小

平在判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基调后，指出对

外宣传即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外宣工

作应该联系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江泽民的“双

了解”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改革开

放的条件下展开，坚持改革开放建立在中国了解

世界，同时世界了解中国的基础上，而对外宣传

则是中国与世界彼此相互了解的桥梁；胡锦涛则

部署并逐步建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大外宣

格局”，对外传播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有力武

器；为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习近平则

提出国际传播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美国国际传播问题意识的演变过程表明美国国际

传播的实践与概念之间的勾连呈现出一个历史回

旋的趋势，而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与概念的发展脉

络却呈现出一脉相承且持续前进的态势，中国国

际传播至始至终旨在建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轨迹其实质是中国社会

现代性发展的缩影，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国际传

播实践与理论基本围绕着以下三个基本问题意识：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是国际传播的立身之本；

融通中外是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叙事体系的

关键所在；抵抗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价值体系是

国际传播的努力方向。这三个基本问题意识均表

明中国国际传播还未呈现出攻击性，且这三个基

本问题意识基本被融进了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破”

“立”之对抗与沟通的两条逻辑之中。2021年 5月

31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

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

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表层话语体系形成同我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中

层逻辑体系为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稳定营造有力外

部舆论环境，在底层价值逻辑体系为推动人类命

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86]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

明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国际

传播的目标，这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底

层价值逻辑在于构建人类共同繁荣为根本目的是

相适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国际传

播研究范式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实践虽呈现出与

美国国际传播实践的某种相似性，但基于概念的

问题意识和价值逻辑却完全不同，中国国际传播

是在适应自身发展逻辑的前提下，以世界和平共

处、走向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为基调。综上，中

国国际传播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理念

和长远理想，在明晰中国主体性基础上，寻求稳

定性的中国话语、中国叙事，进而综合运用媒体

传播、教育文化交流、人员交流等手段，让世界

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塑造传播维护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全球开展人类信息

交流和交往的实践活动。

五、余论

主体性的增强使得中国有能力表达自己的

“个性”，不再亦步亦趋，而是在实践中生成了自

己的理念。中国国际传播之根本在于让世界看到

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并信任中

国。中国凭借自身的发展实践走出了一条不同于

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然而

这条道路与世界的联系是分不开的，中国国际传

播强调把握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的关系意在指明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其实践的问

题面向是要从西方中心主义国际传播逻辑中跳出

来，从一个更加宏观的全球文明视阈上展开。正

如 CGTN的口号“看见不同”（See Different）那样，

从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来说，需要尊重西方知识

界发明这一概念所产生的历史实践现实，但是在

具体的概念实践和知识性建构中，务必保持中国

国际传播问题意识的自觉，并遵从社会主义理想

的现实。

民族发展道路的不同带来了民族性格、民族

文化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

美国社会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美国优先，因此无

论是“公共外交”“软实力”以及“战略传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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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相关概念的提出，均以其国家利益为出

发点。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基于“民族国家”

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概念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

然而中国则不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这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特征。[87]当然在应对

国际舆论的恶意攻击时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需要具

备防御所必要的攻击性，也就是要面对西方基于

自身文明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对于中国国家实践行

为的诸多误判而展开的斗争，总的目的仍然是要

沟通和协调立场，共同发展。基于不同的问题意

识产生不同的研究范式，那么所指向的是不同的

国际传播理念与国际传播概念的发展。中国国际

传播国际主义特性在媒介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展

露无遗，数字全球化时代下国际传播的重心下沉

加速促进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

由流动，中国国际传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明交流互鉴”等理念，归根结底在于打造真正

意义上信息自由平等的流动，打破以民族国家为

核心的地缘政治式、地缘经济式的国际传播格局，

以交流和交往解决人类面临的共通问题，国际传

播越发成为全球范围内人们日常交往生活中的自

然而然发生的事务。人的介入依托于身体感知对

信息的处理，是区分信息与新闻、比特与符号，

场景与意义、价值的关键所在，也是传播学科的

立足根本。[88]新型全球化下的国际交往是国际传播

重心下沉和再中心化的过程，基于人的交往互动

作为当下中国国际传播最核心的节点，需要回到

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的理路上来重

新考虑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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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70年代以降，伴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兴起，劳动过程中的情绪控制问

题逐渐显现。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通过泰勒制中工人脑力和体力的

分离来研究工人的“去技术化”和劳动过程中的控制问题，[1]由此情绪控制开始

受到关注。随着女性的情绪付出被认为具有劳动价值，情绪从家庭劳动中被剥离

开来成为被售卖的商品，导致资本开始操纵旨在满足顾客情感需求的公共劳动。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其著作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中提出情绪劳动 （emo-

tional labor）概念，通过对航空公司空乘人员提供微笑服务的研究发现，除了体

力和脑力劳动外，这些服务业工作人员要遵从公司的相关规定付出情绪劳动，以

保证乘客始终感受到来自空乘人员的正面情绪。至今，我国的情绪劳动研究颇为

丰富，并且其理论关注的议题也愈发广泛。值得注意的是，在情绪劳动研究中对

emotional labor的翻译方式并不统一，情绪劳动的概念所指较为模糊，尤其是在

翻译上与另一概念 affective labor混淆，这引起了学界文章中混用、误读甚至误用

的现象。尽管两个概念外形相似，议题也多有交叉，但在理论来源、概念内容上

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概念的误用、辨析及
交叉性解释 1)

郭小安 李晗

摘要 情绪劳动 渊emotional labor冤 与情感劳动 渊affective labor冤 是当下比较热门的议题袁 与之有关的研究
呈现迅速增长之势袁 本文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梳理袁 发现目前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存在着一定程度上
混用和误用的情况遥 本文在各自梳理两个概念的学术脉络基础上袁 尝试对若干相似概念进行辨析与澄清遥
研究认为袁 从情绪与情感的差异来看袁 情绪强调主体对事物反应的外在表现袁 情感强调主体内生的感受
以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曰 从劳动过程来看袁 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在商品属性尧 剩余价值剥削过程以及所
依附的物质媒介存在差异曰 从劳动控制来看袁 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分别代表着 野规训社会冶 与 野控制社
会冶遥 不过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性袁 可能是劳动控制程度与方式转型所导致的同一劳动过程的
不同面向遥 未来情感劳动尧 情绪劳动研究能否良性发展袁 既取决于概念的清晰度与规范性袁 也取决于概
念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袁 它既要遵循各自的学术脉络路径袁 划清概念边界袁 也要正视概念相互交叉后的裂
痕与合理性遥
关键词 情绪劳动曰 情感劳动曰 学术脉络曰 概念辨析曰 交叉性解释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郭小安袁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尧 博士生导师袁 重庆 401331曰 李晗袁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
生袁 重庆 401331

1) 基金项目院 重庆市 2019 社科规划项目 野新媒体时代司法审判中的民意吸纳研究冶
渊2019BS033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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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区别，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各自成体系。与

情绪劳动相比，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这一概

念源自于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奈格里（Negri）、哈特

（Hardt）的同名论文《情感劳动》，属于“非物质

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延伸概念，用以形容人

与人在真实或虚拟的交流与沟通过程中所付诸的

情感实践。[2]情感劳动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一般

讨论劳动者的主体性以及生产情感客体中产生的

剩余价值。显然，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分属不同

的理论范畴，但现实中时常会出现“张冠李戴”

的现象，概念的混用乃至误用对相关研究的深化

与规范化带来一定程度的干扰。因此，本文将从

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的概念溯源出发，梳理两个

概念的不同的思想脉络，并结合研究现状中出现

的概念误用现象进行辨析和澄清，并探讨两个概

念交叉性解释的可能性及原因。

一、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概念溯源与学术脉

络梳理

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事实上隶属于不同学科

范畴，其学术发展脉络可谓大相径庭：从学科归

属来看，情绪劳动来源于社会学、管理学对服务

业中情绪调节行为的考察；而情感劳动则是政治

经济学研究中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一

个分支概念，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下资本

对人情感的控制和剥削过程。就理论来源而言，

情绪劳动借用了符号互动论分析框架，将社会中

符号互动过程当作情绪劳动发挥作用的基本机制；

情感劳动被看作典型的非物质劳动，借用福柯提

出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理论，认为在其中人

的身体被看作生产与消费的工具，其劳动过程即

是生命政治的生产。

（一）从情绪的商品属性到符号互动：情绪劳

动（emotional labor）的理论来源

在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

man Feeling中，霍赫希尔德研究情绪在空乘人员

工作中的作用，进而提出情绪劳动的概念，其中

情绪包含两种属性，即商品属性和社会符号属性。

首先，情绪具有商品属性，员工通过调节情绪在

情绪劳动中交换报酬，表现为“管理自己的情绪

以便创造一个公众可以观察到的面部表情和肢体

语言”[3]。员工具体的调节策略分为表层表演（sur-

face acting）和深层表演（deep acting），前者指员

工调整顾客可见的情绪表现，但员工的真实情绪

与其外在表现截然不同；后者是员工主动调节内

心情绪感受，转变为合适的外化情绪传递给顾客。

顾客消费的是情绪劳动带来的情绪体验，员工也

利用情绪劳动向组织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因此

情绪表演得越逼真，顾客就越满意，员工就更容

易获得高报酬。总之，情绪劳动概念建立在情绪

商业化的前提之上，在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即

20世纪后期以美国为代表的阶段）之后，劳动力

中包含的不只是相关方面的劳动技能，同时也包

含作为一项服务内容的情感成分。[4]原本属于私人

领域的情绪表演进入到公共领域，霍赫希尔德认

为这一能力进入公共领域中被商业利用，成为实

现商业利益的工具。[5]

其次，情绪具有社会符号属性，这解释了员

工个体服从情绪劳动组织规则的原因。霍赫希尔

德借用符号互动理论作为分析情绪劳动的理论框

架，将社会中符号互动过程当作情绪劳动发挥作

用的理论基础。社会行动具有符号性和互动性，

一方面个体通过各种符号、诠释来解释自我与情

境，并希望获得认同；另一方面个体通过语言、

手势、姿态、外表等手段向他人传递自我的信息。[6]

个体需要在社会互动中做出符合他人或社会期望

的行为才能获得认同，因此个体通过“印象管理”

使他人产生对自己的某种印象。所以，情绪劳动

不仅是一种符合组织规范的情绪表达，也是一种

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自我展演。情绪劳动产生作用

的方式就是建立一整套情感规则，即“通过建立

管制情绪交换的权利和义务的感觉，来指导情绪

劳动的一套法则” [7]，使员工不得不按照规则处

事，其中不仅包括工作规范，更包含社会互动的

规范，员工对服务对象、同事、上级的情绪展演

需要符合社会的情感规则。情感规则使个体尽量

呈现出他人所期望的情绪状态，从而避免诸多风

险。

情绪劳动就是劳动过程中对情绪两种属性的

综合利用，情绪的商品属性表现为劳动者的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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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即顾客所需要的情绪状态；而其社会符号

属性则体现在劳动者对情绪规则的遵守状态，即

员工所做的心理调整。目前国外学者围绕情绪的

两种属性的相关研究中，主要从以下角度使用情

绪劳动的概念：（1）Ashforth和 Humphrey认为情绪

劳动是“表达适当情绪的行为”[8]，即根据职业要

求的表达规范来表现适当的情绪。（2）Grandey则

认为情绪劳动是“为表达组织期望的情绪，进行

的必要的心理调节加工”[9]，将情绪劳动解释为一

种心理努力，包括主体为调节情绪行为而进行的

目标确认、计划、监控、信息反馈等内在心理活

动，强调个体为调节情绪而付出的努力。（3）

Brotheridge和 Grandey则认为情绪劳动既包括符合

行业要求的外在情绪状态，又包括员工为调节情

绪所做出的心理努力。[10]这三种概念使用方式，或

强调情绪的商品交换属性，或强调情绪的社会符

号属性，或将二者整合起来，尽管各有侧重，但

它们都将情绪劳动解释为员工对情绪进行管理和

表达组织期望情绪的一种途径。伴随着服务业和公

共事业的发展，Brotheridge和 Grandey的整合主义

路径逐渐被广泛接受，员工进行情绪劳动不仅迫于

组织规范，也是出于展演个人形象和遵守社会规范

的目的。尹弘飚也认为，情绪劳动不仅是一种被动

的“受外力所迫不得不做”的情绪管理，还包含着

出于个人道德要求与情感交流目的的个人意愿。[11]

情绪劳动的提出不仅揭示了现代服务业交换

情绪的使用价值这一性质，情绪的社会符号属性

还提醒人们注意情绪劳动自我异化的倾向。霍赫

希尔德提出当情绪不再属于劳动者私有，而是成

为一种商品为组织所有，情绪劳动即发生异化，

体现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过程的异化。[12]王鹏

的观点与之类似，也认为当情绪管理不再是属于

私人的行动而成为获利的工具时，情绪已经发生

了异化。 [13]情绪规范的强化使得劳动者逐渐依赖

“深层表演”，外部强加规范的“内眷化”使情绪

劳动理论不可避免地指向情绪的异化与脱轨。[14]对

于个人而言，在商业逐步收编情绪时，人们将个

人情绪控制能力与金钱、社会地位相联系，真实

情绪被排挤至生活的边缘，情绪控制能力甚至成

为一种宝贵的职业资源，广泛的情绪劳动也因此

成为现代社会的独特景观。

综上所述，情绪劳动主要是围绕着劳动过程

中各主体的行为以及互动来探讨组织情绪规范的

作用机制、劳动者的反应与抵抗乃至劳动控制引

发的后果等问题，展示了情绪规范如何使劳动者

一步步从“表层表演”走向“深层表演”。情绪劳

动研究通过剖析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情绪整饰过

程，来展示劳动者如何运用情绪资源与组织、顾

客乃至制度互动，进而细化情绪体制以强化情绪

的使用价值同时减少情绪耗竭的负面影响。

（二）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情感劳动（af-

fective labor）的理论来源

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属于非物质劳动的

延伸概念，是在奈格里和哈特对马克思“一般智

力”的进一步解读基础上，提出的以人类交际和

互动的情感性劳动为面向的非物质劳动。[15]情感劳

动的产生和发展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联系，

对其的研究和分析离不开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

深刻理解，具有鲜明的政治经济学色彩。

情感劳动作为后现代的重要劳动方式，其与

传统的劳动在形式与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差别。伴

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劳动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

变迁，从工业化生产和雇佣形式，转变为以知识、

信息、交流和情感（affect）为主要的交换内容和

产物的劳动。[16]现代化的生产和劳动形态是围绕着

物质交换进行的，相比之下，在后现代的生产中

知识的分享、情感的认同与额外附属的物质利益

同时发生，其中知识、情感、信息等都是不可触摸

的非物质。基于此，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oto）

提出“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概念，指

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所付出的劳动，

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信息相关的劳动，它

直接指向劳动过程的改变，直接劳动所需的技能

逐渐变成控制论、计算机管控以及信息沟通的技

能；二是与文化相关的劳动，即文化与艺术、时

尚、品味、消费指南以及更具策略性的公众舆论

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非物质劳动的形式是集

体性的，也可认为它仅存于网络和交流的形式中[17]，

在集体中劳动者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某种程度上

劳动者成为了自身的管理者，而非物质劳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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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文化、信息等方式连接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

间的关系。

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哈特 （Hardt） 和奈格里

（Negri）对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进行以下几种更

为具体的分类：第一种非物质劳动出现在已被信

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讯技术的一种大工业生产中，

生产被视作一种服务；第二种非物质劳动带有分

析的创造性和象征的任务；第三种非物质劳动涉

及感情的生产与控制，并要求（虚拟的或实际的）

人际交往，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18]哈特和奈格里

认为在非物质劳动中，情感劳动是其中最主要、

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包括情感的生产、对生产

过程的控制，其产品也是情感———一种生活状态

的底色、生成与外界的联结感与归属感。[19]情感劳

动生产的最终形式为社会网络、组织形式和生命

权力，以及集体的主体性 （collective subjectivi-

ties）、社会性（sociality），甚至是社会本身。[20]哈

特和奈格里借用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认为当人

不再被视为鲜活的个体而是被视为肉体的工具时，

人的身体就成为了生产与消费的工具，在这样的

社会中，生产就成为了生命政治的生产。生产者

由于相互协作的不断增强而具备了摆脱资本和自

主生产的能力，不仅生产了客体，也再生产了劳

动者之间的主体性，“在其生产能力和行为直接就

具有政治性的意义上，这种生产是政治性的；在其

再生产生命形式的意义上，它是关涉生命的”[21]。

情感劳动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劳动者的主体

性是得到解放还是被剥削的问题。奈格里和哈特

等自治主义者认为如今生产力、财富和社会剩余

价值的创造通过语言的、交际的与情感的网络采

取了合作的互动性的方式，非物质劳动（情感劳

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

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22]情感劳动强调

的是劳动者主体性的生产和解放过程，是一种劳

动者可以在劳动过程中分配自己所拥有的情感资

源生产情感产品、在劳动实践中获得满足感并构

建社群网络的劳动形式。泰拉诺瓦（Terranova）通

过分析网络用户自主发布的原创内容认为，网络

用户并非受剥削者，甚至是反抗互联网商业化浪

潮的先锋。[23]林磊认为数字新媒体语境下的情感劳

动带来了个人的自我增值（self-valorization），它不

仅不是资本带来的异化，恰恰是反抗异化的自主

性生产，为社会与文化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与新

的可能。[24]

不过，伴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对互联网经济

的考察，更多的研究者发现在情感经济中劳动者尽

管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受到更为隐蔽的剥削，[25]

组织主要通过塑造劳动者的“共识”来实现情感

劳动的控制，[26]具有生命权力资源的劳动者被纳入

情感消费体系中，不断地被资本剥夺剩余价值。

在数字化技术无孔不入的时代，每个人都已经或

者都将可能成为互联网产业的情感劳动者，网民

所遭受的劳动剥削比传统工业时代的劳动剥削更

加彻底。[27]杨馨以 L后援会中粉丝参与的情感劳动

为例，指出粉丝在情感劳动中没有形成统一的阶

级意识，也没有形成文化上的自觉，即便粉丝主

动地“轮博”“控评”“做数据”，也不意味着获得

了主体性的解放，粉丝的这类情感劳动只获得了

主动性（agency）。[28]尽管现有研究对情感劳动的看

法有上述分歧，但无论如何，情感劳动都是以赋

予劳动者适当的自主权为前提的，在劳动过程中

劳动者具有有限的或完全的主体性。

二、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本土化过程中的概

念混用与误用

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概念外形相似，且都属

于“舶来品”，在本土化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误用与

混用现象，本文将梳理概念的研究现状，勾勒其

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并结合典型文献分析在使

用过程中概念误用与混用现象，对其原因进行剖

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概念的辨析与澄清。

（一）情绪劳动发表及其翻译混用情况

在中国知网（CNKI）以“情绪劳动”为主题

词进行检索，我们得到了 2004年至 2020年的中文

学术文献总数，共为 665篇 （图 1）。可以发现，

在经历早期缓慢的自然增长后，情绪劳动的相关

研究在 2009年前后迅速升高并维持在较高水平，

在 2013年和 2016年分别达到两次小高峰，其中

2013年左右的论文主要关注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

的情绪劳动状况，2016年左右的论文开始关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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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行业的情绪劳动状况（如教师、社会工作

者等），这表明在情绪劳动理论研究中学界不再将

情绪劳动局限于“窗口式服务”的行业中，而开

始拓展其适用对象的范围。伴随着互联网生产方

式的快速发展，相关研究中涌现出互联网催生出

的新职业，如外卖员等，至 2019年，情绪劳动的

研究议题和对象基本固定，不再有进一步地拓展。

整理后发现，emotional labor的概念边界比较

清晰，学界对其使用基本准确，但对其的翻译有

“情绪劳动”“情绪性劳动”“情感劳动”等；相比

之下，学界普遍对 affective labor的概念使用比较混

乱，主要将其翻译为“情感劳动”或“情动劳动”。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都可被翻译为“情感劳动”，

因此长期以来有关以“情感劳动”为题的研究都

难以摆脱与“情绪劳动”混淆的误区，甚至有的

文章更是张冠李戴，将霍赫希尔德提出的情绪劳

动（emotional labor）的英文标注为 affective labor[29]，

出现了概念误用。因此本文主要梳理以“情感劳

动”为题的文章，对其与“情绪劳动”概念混用、

误用以及交叉的情况做统计分析，并从中剥离出

正确使用概念的文章，总结出混淆的状况和原因。

（二）情感劳动文献混用的典型文献分析

在中国知网（CNKI）以“情感劳动”为关键

词检索文献，去除和主旨不相关的文章，得到自

2005年至 2020年共 114篇中文学术文献（图 2）。

值得注意的是，以“情感劳动”为主题的论文直

到 2013年才真正指向“affective labor”这一概念，

也就是说，2005-2012年间的“情感劳动”实际上

都指“emotional labor”，即情绪劳动。尽管马丹曾

指出情绪劳动理论对家政工行业解释力不足，对

于家政工与雇主的情感关系无法做出较好的解释，

但其文章依然沿用情绪劳动的研究路径，[30]这表明

情感劳动理论在当时还未进入我国学界的视野，

因而并未就二者的差异做明确的区分，此类论文

共 27篇，占总数的 23.7%（图 3）。

直到 2013年，在龙良富的文章中才引用奈格

里和哈特的观点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和情绪

性劳动（emotional labor）不同，情感劳动（affec-

tive labor）表达了特定思维模式下的行为方式，其

本质是生产或支配情感”[31]，但文章并未使用“非

物质劳动”理论或生命权力理论对研究对象展开

情感劳动过程的解释，依然选择在经营管理制度

中情绪规则的路径下对家庭旅馆经营的劳动行为

做归因研究，实际上落入了“情绪劳动”研究的

窠臼，属于两种概念混用的状况。2013年至 2020

年的相关文献中，依然有大量的情绪劳动研究被

冠以“情感劳动”的主题，这类文献共 55篇，占

总数的 48.2%（图 3），这说明尽管情感劳动概念

已经引入国内，但国内学界并未对其使用做规范

及区分，概念的使用比较随意。经过笔者的甄别，

这些检索出的以“情感劳动”为主题的论文中真

正讨论 affective labor 的仅有 22 篇，占总数的

19.3%（图 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因情感劳动未进入学界

视野和随意使用概念外，情感劳动与情绪劳动混

用的文章中出现了交叉解释的情况，既使用了情

绪劳动的理论，又对该理论不足之处（如主体性

缺失、缺少关系视角等）做进一步的解释，走入

了情感劳动的研究视角。如郭景萍对情感资本社

会学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作者提到社会行动者

总是受情感需要（而非规范需要）的驱动与社会、

他人互动，从而获取情感资源以获得情感回报，

同时介绍了在情感资本主义转向研究中，描述情

感资本在后现代社会的新形态与运作机制，[32]这篇

文章较早地将情感作为人的主体性资源看待，属

于对情绪劳动理论研究的补充和发展，但并未明

确提出情感劳动的理论。还有一些文章研究新兴

的职业产生的情绪劳动现象，对其部分的劳动过

渊数据来源院 根据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整理冤
图 1 主题词 野情绪劳动冶 文献历年发表篇数

分布示意图 渊2004-202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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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使用了情感劳动理论解释。这类交叉解释的文

章共有 8篇，占总数的 7.0%（图 3）。

当然，也有文章是较为彻底地混淆概念乃至

误用，除了前文提到的张冠李戴的案例外，一些

文章做文献梳理时将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误认为

同一个理论，称之为“情感劳动”，甚至将霍赫希

尔德、奈格里和哈特当作同一个理论的不同阶段

的代表人物。 [33]这类文章仅有 2 篇，占总数的

1.8%（图 3），尽管数量不多，却反映了概念认识

不清的现状。

（三）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文献的相似议题与

交叉解释

如上所述，翻译外形的相似导致概念的随意

使用只是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出现混用情况的原

因之一，除此之外，两个概念的议题和解释路径

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相似议题的研究容易混

用概念。以“情绪劳动”为主题词的论文的主要

议题是讨论与人交际行业的员工（如教师、护士、

图书管理员、服务行业员工等） 情绪劳动问题，

基本的关注点是情绪劳动过程中的表演策略、情

绪规范等，也讨论情绪劳动在工作过程中的中介

作用以及引发的情绪耗竭、工作满意度变化等后

果。经过筛选后的“情感劳动”相关的 22篇论文

主要在非物质劳动或者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的层

面讨论情感劳动的表现形态以及情感劳动在劳动

过程中的主体性生产与剥削。情感劳动的主体中

既包括由互联网平台催生的新职业（如网络主播、

外卖员等），也包括在情绪劳动中亦被广泛研究的

服务业员工（如家政工等），这一方面说明情感劳

动是伴随着经济形态发展产生的新型劳动形式，

与互联网在社会经济中的广泛使用密不可分；另

一方面说明情绪劳动的主体也极有可能同时进行

情感劳动，两种劳动形态存在交叉的情况。

在互联网催生下的新兴行业中，尽管也存在

情绪展演现象，但情感劳动是其劳动过程的本质

属性。以胡鹏辉的《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为例，

作者认为情绪劳动“不再必然导致主体的自我异

化，劳动者在数字媒介空间的情感劳动（原文如

此，指 emotional labor）也可能是劳动主体自我满

足与自我享受的过程”，并且“作为网红经济的新

兴代表，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本质上可以视为服

务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34]网络主播的工

作不仅仅是根据组织或社会规范对内心情绪进行

调节、展演，也是主动生产与观众的情感联结、

赋予自身以主体性的情感劳动过程。

传统服务行业由于其管理方式的更新迭代，

出现了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交叉并存的现象。如

苏熠慧和倪安妮的《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

化机制分析》中，作者认为家政公司在培养育婴

家政工的过程中有意调用员工的“母亲”身份，

使其在顾客家中工作时从劳动者身份转化为家人

身份。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并不是为了

迎合行业规范调节自己对雇主表现出的情绪，而

是在雇佣关系之外产生一种情感联结，以一位母

亲或家人的身份参与到对婴儿的照顾中。作者也

提到“每当工作结束，育婴家政工需要抽离原先

渊数据来源院 根据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整理冤
图 2 主题词 野情感劳动冶 文献历年发表篇数

分布示意图 渊2005-2020冤

渊数据来源院 根据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整理冤
图 3 主题词 野情感劳动冶 文献概念使用情况

分布示意图 渊2005-202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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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感情。这一过程往往充满痛苦和失落”[35]，

霍赫希尔德的情绪劳动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让

为了薪资而被迫调整情绪的劳动者对顾客产生情

感联结显然是不符合情理的。因此，这一劳动过

程中情感劳动也与之相伴，家政工在劳动过程中

生产了与雇主、雇主孩子的情感联结，“母亲”的

身份是家政工生命权力的体现。

综上所述，目前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的研究

很大程度上存在混用、误用的情况，这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本土化过程中出现概念的漂移，使得认

识上带来了一定的混乱。而且现实中一些工作形

式客观上存在两种劳动过程都存在的情况，这导

致一些特定议题的论文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混用的

情况。

三、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概念辨析与澄清

如上，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二者在概念体系、

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但通过

对国内相关论文的梳理后发现，目前在二者的概

念使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和误用情况，本文

将从情绪与情感的差异、劳动过程的差异等方面

辨析二者的差异，并思考二者在控制方式上的转

化与联系，反思它们在概念上的联系性与其合理

解释维度。

（一）情绪与情感：Affective与 Emotional的辨

析

结合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的英文表达可以发

现，emotional labor 和 affective labor 分别调用了不

同的情感资源，二者的词根分别是 emotion和 af-

fect，因此其英文释义便可以用以区分情绪劳动和

情感劳动的差异。在《韦伯斯特英语词典》（英）

中，emotion 的涵义之一为： the affective aspect of

consciousness，即“意识的情感方面”，这里的 e-

motion既指“情绪”也涉及“情感”，所以情感劳

动与情绪劳动的翻译误区主要来源于两个词义上

的接近。词典的释义主要指的是词语的日常用法，

在 emotional labor 和 affective labor 的概念使用中，

emotion和 affect实际上存在区别，需要在心理学和

哲学层面做一定的区分。

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对情绪 （emotion）概

念曾有过多方位的界定，无论是生物模型、认知

模型或是社会建构论，对情绪的定义都与认知行

为密切相关。Izard和 Malatesta认为情绪由神经生

理基础决定，但受到认知影响的心理过程；[36] Ka-

gan则认为情绪是由表征外部刺激、思想和情调三

者变化关系的上位系统，[37]将情绪建构成为认知的

结果；Dickson等认为情绪是与个体的社会和生理

情境有关的许多成分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自我组织

系统，[38]强调社会或社会文化对情绪的影响。情绪

也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肢体动作

和面部表情等，会伴随一定的身体运动表征。[39]综

上所述，情绪具有一定的构成维度，对事物的认

知以及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其必不可少的要素。因

此情绪劳动中的“情绪”本质上是生理的，受到

认知的影响，也是社会化的结果，它能够被外界

所感受并且可以被量化，个体能够通过调节对客

体的认知或改变身体表现状态调节情绪的种类或

表现方式。

情感与情绪共同构成了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

体验，都是在有机体的种族发生的基础上产生的，

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40]有所区分的是，

情感是一种人日常状态的底色，感知对象是感觉

的附属品，是前认知的产物。情感是态度在生理

上的一种复杂而稳定的生理评价和体验，如道德

感、价值感、焦虑、幸福等，更倾向于行为目的、

人的主体价值体验，因此，“情感往往在描述人的

高级社会性的活动时才加以使用”[41]。在柯林斯辞

典中，affect 做动词解释为：一是“影响；使改

变”；二是“（情感上）打动，震动”。Affect作名

词则解释为情感的有意识的主观方面。因此结合

以上释义，affect具有相互影响的含义，是主观上

与其他个体建立起有意识的联系的一种行为。

综上，affect 可以被翻译做“关系”或“情

感”，强调情感所体现的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关系

的构建，情感劳动之情感即是此意。斯宾诺莎

（Spinoza）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身体与身体

的相遇产生了情感，情感则是使人们从现有的组

织化经验中脱离出来，重新获得新的感性经验的

生成流过程，是一种“存在之力（force）或行动之

能力（puissance）的连续流变”[42]。德勒兹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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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认为情感就是通过多种多样的差异性

强度对身体状态所产生的作用，不再是“刺激 -

反应”的单向度功能，而是一种前个人知觉的、

无序的身体力量的连续流动。它来源于身体的生

物性本能，是生命通过我们身体推动的非组织化

的微观知觉，能够带来欲望的生成和主体性的生

产。

结合情绪和情感在心理学和哲学上的解释，

可以看出在情绪劳动中，“情绪”是劳动者对某种

事物的反应，包括身体反应和心理认知，劳动者

可以通过调节外在表现和改变认知来调整情绪；

在情感劳动中，“情感”是劳动者内生的一种感受，

它代表了劳动者对某件事物的复杂而稳定的生理

评价和体验，也代表劳动者与其他个体的联系。

（二）生产与剥削：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劳

动过程辨析

从抽象的概念转向具体的劳动过程，情绪劳

动与情感劳动在生产与剥削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

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二者在商品属性、剩余价值

剥削过程和依附的物质媒介上的差异。

首先，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商品属性不同。

尽管二者都是资本对人的心理资源的商品化过程，

但情绪与情感的内涵差异决定商品属性的不同以

及资本对人的影响的层次差异。朱阳、黄再胜运

用马克思对劳动和使用价值的定义，指出情绪劳

动与情感劳动一样，都是直接满足了人们的特定

情感需求，不过情感劳动中情感的使用价值不仅

仅是满足了人的需要，而是由资本生产出的商品

提供了其有用性，其劳动产品进入商品市场，创

造出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 [43]相比之

下，情绪劳动并未将情绪直接赋予使用价值，其

作用依附于物质商品的增殖过程中，因而情绪劳

动生产的商品属于物质领域，如银行柜员的“微

笑服务”是为了销售其核心付费业务，殡葬行业

的“丧葬情绪”则是为了销售其劳动力资源，情

绪整饰的背后都依托着物质商品的售卖。情感劳

动是劳动者的情感直接产生使用价值，情感联结

与情感社会关系通过技术手段或管理手段得到建

立和扩展，其商品是情感本身，因此属于非物质

领域。在情感劳动的生产与消费中，情感消费者

消费的是非物质劳动给其带来的情感上的满足感、

群体价值的认同感，物质的呈现方式 （如直播、

视频、文字等物质形式）是获取非物质的情感体

验必要途径，乃至于具体的物质产品 （如直播节

目、视频内容、文学作品等物质产品）是情感体

验的副产品，这是与情绪劳动完全相反的逻辑。

其次，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

过程不同。情绪劳动属于传统的劳动方式，其资

本增殖建立于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劳

动力价值和劳动产生的价值存在一定差额，差额

被资本家获取，这一过程中资本完成了对情绪劳

动者的剥削。由于情绪劳动的生产不改变生产资

料的物质性质和使用形式，劳动者的情绪整饰并

不会因为劳动过程而改变或者消失，[44]也因此情绪

劳动并不赋予劳动者主体性，情绪的价值无法满

足劳动者自身需要也无法成为生产资料为其所有。

相对的，情感劳动过程将劳动者的情感进行深入

加工和处理，使之满足人的需求，劳动者的生产

资料吸收一定量的劳动，成为情感劳动产品。资

本参与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使情感劳动

产品的使用价值更符合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借用

某种关系扩大情感联结的规模并强化其作用。情

感消费者购买了情感产品的全部价值，但是资本

对市场资源的调配使得劳动者不能完全获得其价

值，这个过程造成了价值增殖，成为资本剥削情

感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方式。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出

尽管奈格里和哈特认为情感劳动是解放的一种方

式，但资本的强大调配能力却使得剥削更为深入

和隐蔽。

最后，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依附的物质媒介

也不相同。情绪劳动者往往扮演着组织代表的角

色，其身份是“雇员”，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顾客

是间接的关系，其受到资本而不是顾客的直接控

制，如空姐的微笑服务，其服务标准是由组织直

接制定的，顾客对空姐的控制力较弱，这使得空

姐对于顾客的要求有多样的抵抗方式。[45]情感劳动

虽然直接生产情感产品，但情感的非物质性使其

必须在一定的物质媒介下才能转化为情感商品。

朱阳等认为互联网提供了这一物质媒介，使转瞬

即逝的情感固定在媒介之上，从个体产品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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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产品。[46]但要进一步认识到，雇佣方式的改变

也提供了情感产生使用价值的物质媒介。在新福

特时代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处于退场地位或隐形

地位，劳动者往往与消费者直接接触，资本拥有

者也竭力培养某种“责任感”使劳动者的“雇员”

身份转化为某种情感关系联结者的身份，如前文

提到的育婴师的情感劳动过程，员工并非是被雇

佣者的角色而是实实在在以一位母亲或家人的身

份参与到对婴儿的照顾中。[47]

（三）从规训社会进入控制社会：劳动控制的

深化与转化

劳动过程的差异必然依托于迥异的劳动控制

手段，所以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区别还表现在

其劳动控制方式的不同上，在过去的研究中，二

者基本分属福特主义和新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

福特主义制度最早由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提出，是一种以资本密集、泰罗制劳动

组织和消费品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生产方式。[48]在福

特主义视角下，情绪劳动试图提供一个标准化的

情绪体验产品，那么其核心问题则是组织和社会

在劳动过程中如何规训劳动者，以及探讨其内在

的作用机制。情感劳动则是新福特主义背景下新

型生产方式的产物，它强调员工责任自主、团队

集体合作、技能丰富化，要“在没有控制的情况

下实现控制”，在情感劳动中，如何获得、利用和

控制员工所拥有的以前不被重视的情感联结，以

便尽可能发挥员工的潜能[49]成为其核心问题。

不过，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这种劳动控

制的分野越发模糊，情绪劳动在新福特时代的背

景下也在逐步从控制身体向控制情感转化，这种

转化趋向促使情绪劳动分化出不同的种类。陈玉

佩对情绪劳动做了更进一步的细分：情绪劳动可

以分为“顾客导向型”和“专业导向型”两种理

想类型，商业服务工作劳动者（如空乘、售货员、

服务员等）遵循的是顾客导向的情绪规则，劳动

者需要让顾客在消费过程中获得满意体验，因而

要对劳动者的情绪表达进行规范，进而追求利润；

专业服务工作者（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医务工

作者等）在情绪劳动中遵循的情绪规则是源于其

职业的道德规范，是专业导向的情绪规则，最终

目的并非单纯地追求服务对象的满意，而是促进

服务对象的福祉。[50]专业导向型情绪劳动中情绪展

演具有更多的自主性，情绪表达建立在对职业伦

理的认同之上，并通过劳动实践不断加强对情绪

规则的认同，这种认同表现为对服务对象的“责

任感”“关怀”，并且情感实践深深植入劳动者与服

务对象的人际关系中。实际上，这与情感劳动的

劳动过程极为相似，专业导向型情绪劳动中生产

对职业伦理的认同感的过程，以及生产与服务对

象的情感联结的过程可以被认为属于情感劳动的

范畴。

以上两种情绪劳动的分野，代表着情绪规范

在劳动过程中控制程度的加深，这与社会生产方

式整体迈入新福特主义时代有关，情绪劳动也因

此出现了与情感劳动较为相似的情况。当新的组

织控制形式产生时，即非物质劳动依靠的信息、

情感逐渐成为劳动控制的对象时，情绪劳动的行

业也会向更深层次的情感控制转型。尹弘飚发现

教师在应对情绪规范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但最

终会走向强化既有规范的结果，这是因为“权力

进入了教师的情绪领域，并且开始支配教师的情

绪活动。情绪成为最细微和局部的社会实践和权

力的大规模组织相联系的地方”[51]。潘冬冬和曾国

权更是认为要从福柯治理术的角度理解情绪劳动

的过程，关注情绪劳动中劳动者的主体性建构。

在情绪劳动中，社会主体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能

动性，不过这种主动性并不代表本体论的自由，

而是一种治理术的结果，权力不再是压迫性、结

构性的，而是不断建构和生成的、关系性的。[52]梅

笑认为情绪劳动的从业者并非简单的“被剥削

者”，而是具有能动的“情感管理者”。在探讨情

绪劳动的自主性时应当增添关系视角，即认为劳

动者具有自主选择策略以推动建立平等而有意义

的社会关系的能力。[53]

情绪劳动的这一控制深化过程，与哈特和奈

格里所著 《帝国》中描述的控制社会发展的过程

保持一致。被福柯概括性地称为规训社会（disci-

plinary society）的权力运行范式是整个资本主义原

始积累时期都普遍出现的方式，“规训力量的统治

手段是建构思想和行为的参数与极限，它预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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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行为，禁止反常行为”[54]。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形态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

的历史过渡，“在控制社会中，控制机制变得越来

越‘民主’，越来越内存于社会领域之中，这种机

制通过公民的大脑和身体传播，统治的社会融合

和排斥行为因此也越来越内存于主体本身”[55]。权

力借助信息网络在全社会的普及和连接，把人们

驱入与生命感受和创造欲望无意识的间离中，所

以控制社会的特点是规范化手段的强化和普遍化，

控制的效力范围远超出各种社会机构构成的构架

严整的场所。

生命权力是控制深化过程中被重点吸纳的权

力形式，它是创造生命的力量，是集体主体活动、

社会性和社会本身的产物。[56]奈格里和哈特引用福

柯这一观点，认为规训社会中，由于规训行为借

助相对封闭的、地缘化的量化的逻辑，控制生命

权力的效果并不全面，规训严格规定制度但并不

能将个人彻底地编排入生产性实践和生产性社会

化中。[57]顾客导向型情绪劳动便表现为这一阶段的

特征，规范与个体的关系静止不动，表现为权力

戒律对个体的入侵以及个体对其的反抗。相对的，

专业导向型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将劳动者的主体

性提炼出来，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中，这时权

力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

越了社会关系的全部。

值得注意的是，情感劳动生产的最终形式就

包括社会网络、组织形式以及生命权力，主体性

作为产品被资本利用也作为再生产的养料供劳动

者使用。因此，当情绪劳动在新福特时代的劳动

控制方式下，出现了受微观权力影响的情感管理、

人际交往乃至情感联结，传统的物质生产与非物

质生产过程同时存在时，就会与情感劳动存在一

定的交叉。这代表着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发展的必

经之路，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仅仅依靠加强身体

或表情的控制并不能产生更高的利润率，让劳动

者自发地控制情绪甚至主动建立与顾客的良好关

系成为更优的盈利模式。例如施芸卿发现与传统

的售卖良好情绪体验的情绪劳动不同，美容师行

业从制度设计到劳动过程都围绕着“引入潜在顾

客”“固化顾客关系”和“稳定和深化顾客关系”

来展开，低（无）底薪提成制是该行业最基本的

制度设计，使劳动者的收入与其经营顾客关系的

能力捆绑在一起，决定了美容师的劳动过程必须

以“制造熟客”为根本目标。[58]低（无）底薪提成

制的设计使情绪劳动失去了其“售卖情绪”的性

质，实际上劳动者并没有单纯因为情感整饰而获

得报酬，只有建立了良好的“熟客”关系才能够

将报酬拿到手中，劳动者主动生产社会关系，将

所有的“生命权力”都纳入到生产，将提供情绪

体验的服务转化为自发生产情感联结的服务模式。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获取更高利润率的管

理方式成为可能。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工

厂的作用被逐渐放大，生发于互联网中的新型职

业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交性，而借助互联网由人际

互动产生的流量则具有经济价值，那么其价值也

借助虚拟或真实的社交关系得以展现。在新兴的

人际交互产业中，情绪劳动的工作场景被消解，

原本表现出的“顾客 -服务者”角色模式被相对

平等的角色关系模式所掩盖，情绪劳动者在其中

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资本雇佣关系的隐形使得

情绪劳动失去了其“职业性”，利润更多地依靠建

立人际关系而非提供专业性的服务，与情感劳动

相同，顾客与劳动者进入了情感共赢的状态：顾

客从交际中获得了较好的情感体验，劳动者从交

际中也获得了满足感、幸福感等情感报酬。

四、概念的交叉性解释及反思

通过情绪劳动控制方式深化的分析可以进一

步反思，尽管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在理论源流、

内涵和劳动过程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组概念，但这

并不意味着二者不存在可交叉性。一方面，从情

绪和情感的关系来看，情绪作为个体情感的表现

方式，二者作用于个体时并非泾渭分明。另一方

面，从劳动控制方式的深化和资本主义发展方式

的角度来说，深度的情绪劳动可以转化为情感劳

动。Oksala将情感劳动分为以下几类：（1）非商品

化的照顾工作，生殖劳动而非生产劳动；（2）商品

化的护理工作或生殖劳动；（3）有报酬或无报酬的

不直接复制劳动力而旨在产生的劳动。[59]在该定义

中，情绪劳动也可被算作情感劳动的第二和第三

专栏：重要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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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刘芳儒认为从范畴上来说，情感劳动包

含但不限于情绪劳动。[60]不过这容易将研究者引向

情感劳动包含情绪劳动的误区，使得在使用概念时

出现混乱，实际上情绪劳动中有情感劳动的形式，

但情感劳动不一定是情绪劳动，二者是交叉的关系。

结合对两个概念理论源流和内涵的辨析，更

印证了上述论断，发现由于研究对象的交叉以及

资本对生命权力的深层次的需求，使得两种劳动

过程呈现出融合的态势。奈格里和哈特曾指出，

“经济中的服务业呈现出更丰富的生产性交流模

式，大多数服务确实基于信息和知识的不断交

流”，而“诸如‘面对面’服务或邻近服务之类的

类别经常被用来识别这种劳动（情感劳动），但对

它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的面对面方面，实际上

是情感的创造和操纵”[61]。也就是说，在对情绪劳

动的研究中并不排斥将其作为情感劳动来看待，

但这里的情感劳动是作为广泛的背景而存在的。

在他们看来，情感劳动从来都存在于资本主义生

产中，但在经济后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吸纳并提

升了情感劳动，使得情感劳动不仅直接生产资本

且处于顶级劳动形式的等级。

总之，单纯以情感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分

野来看，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分属不同的研究领

域，在概念的使用上需要注意避免混用与误用的

情况发生。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生产技术和

管理制度的发展，情绪劳动存在向情感劳动转化

的情况，这代表着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向

“控制社会”的转化与深化，是人的生命权力被进

一步纳入资本生产过程中的体现。非物质劳动是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体现为

以情感、文化生产等为主的劳动形式占据主导作

用，那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一的情绪劳动

也必然要进入到情感劳动的背景之中。在目前的

生产力发展趋势下，情绪劳动代表的福特主义控

制方式并不能产生更高的利润率，寻求更深层次

的控制是提升利润率的需求，而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使得优化的控制体制成为可能，使控制对象从

肉体走向灵魂。各种形式的非物质劳动（信息的、

情感的、交流的和文化的）倾向于作为所有劳动

过程的一个或大或小的组成部分，分散在整个劳

动力和所有劳动任务中，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对旧

式的生产劳动进行简单的再定义，而是一个具有

新的张力的生命政治概念。 [62]在交叉解释的路径

下，劳动者在从事情绪劳动时，他可能从工作中

获得满足感或者从工作中获得对所在社群的归属

感，这时他也确实地进行了情感劳动；另一方面，

情感劳动者深层次地嵌入资本主义生产中时，他

也同时具有劳工的性质，面对平台或资本的隐性

控制也会存在情绪劳动的情况。因此在概念的使

用中，情绪劳动应当代表着一种更为具体、微观

的劳动过程概念，它重点展示的是劳动者在劳动

中的具体行为和由行为而导致的后果，而情感劳

动则是更为宏观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深层控制形式，

它在研究具体劳动过程的基础上是为了揭示资本

如何利用情感从而将人完全地纳入社会工厂之中。

在这一趋势下，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可能同时存

在于同一劳动过程的不同层面中，这要求此类研

究中对劳动过程的分析要更为细致。

将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纳入交叉性解释的路

径，代表着二者概念本身存在的内在勾连，是数

字劳工、新福特主义等研究在数字社会、后现代

社会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结果，交叉性解释使得

二者在对新型剥削方式的研究上更具解释力。情

绪劳动是一种对劳动者情绪的剥削过程，其向情

感劳动的转化尽管弱化了组织对身体的控制，但

也不能消解其剥削的本质，恰恰相反的是，情感

劳动体现了更深层次的剥削。哈特曾认为在情感

劳动中“情感、客体和生命权力的生产是自主的

价值循环，或许解放提供了巨大的潜力”[63]，但由

于情绪或情感的商业化，以及情感交流的平台被

资本掌握，哈特所认为的情感劳动的主体解放力

量就无法得到有效释放。情感被纳入生产秩序中，

在数字化社会中，拥有情感资源的劳动者也沦为

抽象的数据，而劳动者却在情感的有限赋权下，

心甘情愿地为平台或资本提供情感劳动，自愿地

交出自身的生命权力。在这一过程下，资本剥削

和剩余价值的内涵获得了拓展，劳动者的情感资

源或者说生命权力被资本无偿占有，其剩余价值

也通过资本掌握的信息交流平台以及大数据效应

被资本和组织攫取，仅仅讨论劳动者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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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抵抗方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对整个生产制

度做细致的分析。因此，对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

研究中，要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不仅要做好概

念规范使用，还要在交叉解释的视角下对借助新

控制方式产生的情绪劳动做进一步的分析，创新

其研究方法，拓展情感劳动的研究议题，更深刻

地分析内在的生命权力剥削状况。

总之，一种概念或理论越受到关注和追捧，

越需要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严苛检验，未来情感

劳动、情绪劳动研究能否良性发展，既取决于概

念的清晰度与规范性，也取决于概念的包容性与

开放性，它既要遵循各自的学术脉络路径，划清

概念的边界，也要正视概念的相互交叉后的裂痕

与合理性。在本土化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将概

念与现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进行勾连，提升理论

的解释力与说服力，以丰富我们研究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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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Labor and Affective Labor: Misuse, Discrimination and Cross-interpretation of Concepts

Guo Xiaoan, Li Han

Abstract: Emotional labor and affective labor are hot topics at present, the related research shows a trend of rapid

growth. This essay found that the mixed use and misuse of emotional labor and affective labor to a certain extent

through combing the relevant domestic literature.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academic context of two concept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distinguish and clarify a number of similar concepts. Specif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

ence between emotion and affect, emotion emphasizes the external expression of the subject's response to things, while

affect emphasizes the subject's endogenous feelings and the connection with other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process,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emotional labor and affective labor in terms of commodity attribute, the exploita-

tion process of surplus value and the material media they depend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control, emotional

labor and affective labor respectively represent "disciplinary society" and "society of control". However, the research

founds that the two concepts also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intersection, which is caused by the labor control degree dif-

ference and mode transformation. Emotional labor and affective labor may exist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ame labor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uture researches on emotional labor and affective labor depend

not only on the clarit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concept, but also on the inclusiveness and openness of the concepts. It

should not only follow their own academic context and path, draw a clear conceptual boundary, but also face up to the

cracks and rationality after the intersection of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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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在其著作《新闻的要素》第四版再版

序言中写道：

野每一代记者袁 创造属于他们时代的新闻遥 变化不是缓慢发生的遥 在社会和
文化变迁中袁 新闻一时就变了 渊occurs in fits and starts冤遥 噎噎2021年袁 传媒商业
模式变局中袁 脸书 渊Facebook冤尧 推特 渊Twitter冤 等平台媒体正在区隔尧 而不是
整合社会遥 社会中的种族不平等尧 观点极化尧 仇恨言论等问题袁 与这个时代的新
闻编辑室文化不无关系遥 噎噎我们更要反思究竟什么是新闻的要素袁 什么是新闻
的基本原则遥冶 [1]

在这位资深新闻工作者的诫告中可以读出：其一，新闻行业正在经历突变而

非渐变，平台媒体（platisher）的崛起是最大的变因。其二，新闻业的变革，不

仅在商业和技术，更在人心———一代新闻从业者内心深处对新闻要素、规范原则

等本质问题的认知，构成这个时代“编辑室文化”的根基。第三，虚假消息、观

点极化、仇恨言论、种族不平等带来的社会撕裂，并不仅仅是社交平台的责任，

这个时代的“编辑室文化”也难逃其咎！反思道德困境、重建数字新闻规范，才

可指向新闻事业的永恒追求：尊重真相，核查事实，知晓民众，增进公共利益。

信息生态设计者：数字新闻治理的第三种
规范性站位 1)

仇筠茜

摘要 全球化的数字新闻业态中袁 媒介伦理的规范性理论受假消息尧 仇恨言论尧 价值极化的挑战遥 重建数
字新闻治理的规范理论袁 需对治理主体 渊谁治理冤尧 治理原则 渊怎么治理冤 和治理站位 渊治理主体间关系冤
做出阐明袁 并重点考察社交媒体平台在数字新闻治理中的角色遥 分析推特 渊Twitter冤 和脸书 渊Facebook冤
两大平台的内容治理袁 本文归纳出平台数字新闻治理的两种规范性站位袁 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从
野协调者冶 向 野规制者冶 站位的偏移袁 但无奈却引出了更严重的价值协调困境遥 鉴于此袁 野渊信息生态冤 设
计者冶 渊Designer冤 作为数字新闻治理的第三种规范性站位被提出袁 该站位倡导以新闻真实和公共价值为
前提袁 以 野主体责任链条冶 透析新闻伦理困境中的主体责任袁 重视 野参与的透明度冶 的程序及机制建设袁
并结合具体语境持续就分层与分布尧 规制与协调尧 全球与地方张力做出可解释的尧 负责任的权衡遥
关键词 数字新闻曰 新闻规范曰 设计曰 价值观曰 透明性曰 平台媒体曰 假新闻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仇筠茜袁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袁 北京 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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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新闻治理的规范危机与重建努力

如果无法理清新闻伦理的责任主体及主体间

关系，并将信息价值观落实到制度设计中，上述

愿景都不过是苍白的口号。

在传媒作为机构的条件下，全球各国的专业

规范和价值判断都以“新闻工作者伦理守则”和

各新闻机构的伦理守则为基础共识，[2]对抄袭与图

片篡改 [3]、有偿新闻 （或有偿不闻）、隐私等相关

伦理难题做出判断[4]。归纳起来，传统新闻伦理问

题涉及六个方面：准确与核实、独立与附庸、欺

骗和造假、图像篡改、信源保密、特殊情况 （如

人质和自杀）。记者遇到伦理困境时，往往会依据

一套职业共同体认可的伦理准则来做出权衡。这

套规范准则（norms）有层级关系，其中最高的准

则被称为原则（principle），是对某个时代的新闻

职业精神的凝练。历史上，新闻伦理原则发展经

历五个阶段：[5]

第一阶段袁 对真相负责袁 起源于古登堡印刷
机被新闻业采纳后的 16和 17世纪袁 新闻记者和编
辑允诺只印刷基于事实的尧 不偏不倚的真相袁 同
时承认真相发掘只能是一个 野渐进的过程冶曰
第二阶段袁 对公众负责袁 源于启蒙运动时期袁

认为新闻的功能是为公众提供公共事务讨论论坛袁
该原则后来成为西方新闻业 野第四等级冶 观念基础曰
第三阶段袁 对自由负责袁 源于 19世纪的自由

主义运动袁 包含言论自由尧 新闻自由等观念曰
第四阶段袁 对社会发展负责袁 源于上一阶段

过分自由的新闻业的批判矫正袁 分化出两派院 一
派强调通过 野客观性冶 准则来实现新闻的社会责
任袁 同时将政府介入新闻业[6]合法化曰 另一派认为
客观性无法真正实现袁 也无助于民众真正理解公
共事务尧 推进社会变革袁 因此强调 野阐释的冶 新
闻实践袁 [7]催生了调查性新闻和行动主义新闻[8]遥
第五阶段袁 主客体多元袁 新闻伦理面临规范

危机遥 全球化尧 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袁 自由主义尧
客观主义等新闻伦理原则受到挑战和质疑遥 野数字
时代的新闻生产袁 大都不在新闻编辑室内遥冶 [9]新

闻业规范的挑战来源于媒介生态变迁袁 特别是互
联网 渊1990年前后冤尧 社交媒体 渊2005年前后冤尧
算法平台 渊2015年前后冤 的 野入侵冶 [10]袁 带来 野杂

糅传媒系统冶 渊Hybrid Media System冤 [11]袁 新闻伦
理甚至一时无法回答 野谁负责冶 的基础问题遥
数字新闻生态（Digital News Ecosystem）指在

特定地理空间、围绕特定议题，由个体、机构、

技术形成了聚合体（Ensemble）。这个概念突破以

新闻机构的简化论，将不同维度的行动者纳入分

析对象，拓宽研究视野。[12]以生态视角切入，数字

新闻的规范危机与重建努力围绕治理主体、治理

原则、主体间关系三方面议题展开。

（一）治理主体：分层还是分布？

治理主体问题关心伦理困境中究竟“谁来负

责”的推理过程。换句话说，在多元行动者网络[13]

中，新闻伦理规范由谁制定、由谁执行、适用于

谁？例如，当民众、业余记者、自动写作机器人、

平台公司都参与了新闻生产和传播，那么是否存

在一套适用于不同行动者的准则？

目前，研究者主要采用分层思路来切入规范

主体解析。常江将数字新闻伦理分为三个层次：

宏观层面，“社会责任”仍然是最高原则，可遏制

数字新闻业可能出现的反民主倾向；中观层面，

以“人本主义”原则遏制功利主义的蔓延；微观

层面，强调从业者自身的美德。[14]那么如何界定从

业者？徐笛按行动者的权力大小和职业道德标准，

从高到低进一步分层：专业记者、业余记者、自

媒体记者、普通网民。分层思路颇具启发意义，

同时也引出更多问题：互联网平台型公司的责任

主体地位如何界定，在以上分层框架中未能展开

讨论；其次，分层框架指出不同层次应该遵守的

伦理原则，但没有讨论如何操作化。

有学者主张采用“分布”而不是“分层”思路

来界定数字新闻治理的责任。研究者康斯坦丁·多

尔 （Konstantin D rr） 借鉴技术社会学研究中的

“分布式主体性”（Distributed agency）思路来分析

数字新闻业伦理问题。[15]技术哲学中，认识主体性

（agency）有四条路径：人类是主体性[16]、状态改变

是主体性[17]、操作是主体性[18]、技术是虚构的主体[19]。

分布式主体性 （distributed agency） 正是借鉴了

“操作是主体性”思路，用做了什么来倒推其应该

负责的程度。这个思路将技术也纳入了责任主体

的分析范畴，因其也有独立于人类的操作性。[20]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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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究竟“谁设计”信息生态成为责任主体分析

的关键。新闻信息生态是由计算机工程师、专业

新闻从业者、平台运营者等等多元行动者协同“设

计”出来的，那么他们必然共同承担起伦理主体的

责任。目前国内外的管理规定默认“平台”的决策

权最大，也因此成为了数字新闻治理的首要主体。

（二）治理准则及落实：客观还是透明？

关于准则的变化，规范危机体现在：（1）鉴于

社会建构主义、相对主义对传统“新闻客观性”

提出的挑战[21]，“透明性”是否能成为数字新闻治

理的规范性准则？（2）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伦理的

原则及规范是否适用于数字时代的新闻实践？

关于如何落实，规范危机体现在：（1）平台媒

体应该是新闻伦理的执行主体吗？数字新闻业治

理中什么情况应诉诸他律（行政和法律），什么情

况应诉诸自律（道德与伦理）？（2）平台化条件下，

民主与自由主义所鼓励的“公共参与”原则是否

有变化、如何执行？如果传统新闻原则有新闻机

构和行业协会执行，那么数字新闻的伦理原则应

该由谁来执行？

“新闻客观性”要求区分观点和事实，平衡、

据实地描述新闻事件，从历史上看极大地推动了新

闻业的繁荣和发展。[22]但是数字新闻生态中，新闻

业的持续性危机正在由“不存在的纯粹客观性”[23]

转变为技术乌托邦主义导致的价值极化或价值虚

无。[24]中西学者都提出以“透明性”来代替“客观

性”，成为新的伦理标准。 [25]Weinberge写道：“以

往我们相信作者，是因为我们认为作者是客观的。

现在我们相信，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过作者对消息

源和价值观的交代，评价他是否客观。” [26]Groen-

hart 和 Bardoel 将新闻的透明度划分为产品透明

（生产过程本身）、行动者透明（记者自身信息的

透明）和对话透明（记者与公众互动的透明）。 [27]

这些探讨仍然没有跳脱传统新闻机构、专业新闻

从业者为主的视角。既然“平台媒体”是分布式

主体中的首要主体，那么平台层面可以如何履行

其“透明度责任”呢？

（三）主体站位：协调还是规制？全球还是地

方？

主体站位处理的是主体如何看待自己、如何

看待自己和其它主体间关系的问题，即规范主体

对“我是谁”的认识与阐明。例如，推特、脸书、

谷歌等超级平台，既是治理规范的制定者，又同

时是被治理的对象。再比如，新闻行业协会和相

关行政部门既出台新闻规范，同时又受制于平台

的内容生态规则。规范主体站在全球还是地方、

规制还是协调的角度来阐明自身站位？

“协调者”和“规制者”是新闻治理主体站位

的两极。传统理念认为，从业者及其行业协会应

是承担规范的主体，在自由的前提下以“协调者”

站位开展治理，但随之而来的煽情、垄断等问题

促使新闻界开始采取“对社会负责”的价值理念。

当下，平台公司既是制作和运营新闻生态的“协调

者”，也是关停账号、出台和执行规则的“管理者”，

那么平台的作为这两种站位的权力边界如何划定？

全球化背景下，新闻伦理原则是否能够超越

主权国家利益，弥合不同文化的鸿沟，形成世界

主义的全球媒介伦理？[28]跨越国界生态中，治理主

体站位的另一组两难是全球与地方。持“世界主义”

价值立场的研究者认为，不论是新闻生产者还是

消费者，都是人类，伦理原则相通，所以新闻伦

理应该寻找跨国、跨文化的终极原则，如人类尊严

（Human Dignity） [29]、人权（Human Rights）、[30]美德

（virtue）、关爱（care） [31]之类的终极价值观来指导

信息传播。批评者从前提和可行性提出质疑：一

方面，主权国家、民族国家所掌握的政治和文化

逻辑是“逆全球化”的，因其实施“网络空间主

权”治理思路[32]本质上还是基于国家主权和领土主

权，[33]实质上削弱、而不是增强了全球化伦理的前

提。另一方面，高度抽象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与数

字新闻实践的距离太远，其操作性和约束力都难

与平台媒体鼓励的流量逻辑的紧迫切近相平衡。[34]

以上分析了数字新闻学正在经历规范危机和

重建的努力，主要聚焦在规范主体是分布的还是

分层的、规范原则是“客观性”还是“透明度”、

主体站位是全球的还是地方的这三个方面展开，

并且明确了“平台媒体”的首要地位。

二、数字新闻治理的两种规范性站位

下面以推特平台的内容治理为例，进一步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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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数字新闻治理的两种规范性站位。以推特平台

为代表的平台型媒体在数字新闻治理中的主体性

站位表现出从“协调者”向“规制者”滑动的趋

势。

（一）规制型治理和协调型治理

推特平台最新一版的“规则和政策”中，[35]各

种条款以超链接层层罗列，数量庞大，将法律法

规、伦理道德、企业价值观编织在一起。与数字

新闻内容相关的部分规则列举如下：服务条款

（terms of service）、隐私政策（privacy policies）、版

权和合理使用政策（copyright and fair use policies）、

广告政策 （advertising policies）、数据政策 （data

policies）、社区指南或社区标准（community guide-

linesor community standards）、内容变现规则（Con-

tent Monetization Standards） [36]、开发者条款 （de-

veloper terms）、规则的制定与执行 （Law enforce-

ment guidelines） [37]等不一而足。这些规则为平台提

供了“一种自己的判例（a sort of jurisprudence of its

own）”，[38]每个普通公民的新闻信息消费都在不知

不觉中被这些新的“看不见的手”所笼罩。

从技术 -社会角度分析技术标准（standards）

治理的技术哲学理论有助于透过层层政策看清背

后的规范原则，只需要将技术标准替换成平台内

容生态治理的规则和政策 （rules and policies） 即

可。Werle等以标准的合法性来源（legitimacy）为

依据，将全球范围内对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的治理划分为两种思

路：规制型的技术标准（regulative standards）、合

作型的技术标准（cooperative standards）。[39]

“合法性”指治理对象服从这些标准的程度。

越能被遵守的标准，合法性越强。规制型治理以

减少技术的负外部性为目的，依靠政府或其它政

治实体在其执法权力范围内进行强制性推广，一

般以划定上限、事后惩罚为手段。例如，环境治

理通过强制、惩罚来减少工厂的污染排放。规制

型站位会导致囚徒困境，如企业偷排污染以额外

获利，因此无法保证普遍社会意义上的共赢。[40]

协调型治理为上述囚徒困境提供一种解决思

路。协调型治理不依靠强制性规范，而是靠界面

说明（interface specifications）和协议 （protocols），

以减少不同行动者间分歧、增进整体生态的协作和

兼容。技术公司通过弱化政治力量、强化市场经

济规律来提高规范的“自我执行”（self-enforcing）

约束力。[41]

类似的，数字新闻的治理主体的规范性站位

也可以划分为协调者和规制者两种站位 （表 1）。

需要重申的是，数字新闻的治理主体是“分布式”

的，存在于多元的新闻网络中不同主体间关系中。

考虑到当下“平台新闻业”的传播格局，暂以

“平台”作为治理主体来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用非此即彼的二分

思路来理解这两种站位，而要将之视为两种“理

想型”，是构成主体站位的光谱两端。这个模型为

我们理解推特和脸书在数字新闻内容生态及社区

管理的规则提供了坐标。

（二）数字新闻生态的“协调者”站位

协调者站位强调新闻媒介服务于公民和用户

的角色，以言论自由、平等参与为规范原则。平

台公司的“内容治理是建构和组织社区参与的机

制，以促进协作、预防滥用” [42]。“社交媒体、互

联网站和其它所有在线平台对用户生产内容的有

组织的筛选、过滤和排序。” [43]每个平台都会根据

自己的社区氛围、经济利益、价值取向来制定规

则，并在新闻内容的认定、筛选、过滤、排序中

执行这些规则。

脸书特别强调其“提供个性化体验”“赋予表

达的力量，对关心的事情发表见解”，以及“在全

球范围内提供服务”承诺：[44]

野希望用户能够坦诚地谈论他们关注的问题袁
即使一些人可能会不赞同或觉得反感遥 在某些情
况下袁 我们允许发布有新闻价值和符合公共利益
的内容袁 即便这些内容可能在某些方面违反了我

协调者 渊Coordinative冤 规制者 渊Regulative冤
治理的目标 合作且兼容的新闻生态 减少平台的负外部性

合法性生成
多利益攸关方的协商和
同意袁 市场逻辑为主遥

层级性的政治实体政
策袁 政治逻辑为主

规范的形式 自我执行约束尧 行业自律 法律法规尧 行政命令
生效的领域 工业尧 市场 政治实体尧 政权
社会经济影响 负外部性外化 负外部性的内化

表 1 数字新闻治理的两类规范主体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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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社群守则遥 当然袁 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袁 我
们会以国际人权规定作为判断依据袁 权衡内容的
公共利益价值与伤害风险遥冶 [45]

虽然人权、公共利益作为更高一层次的规范，

其在隐私政策、数据使用政策中也为言论自由划

定边界条件，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脸书的条款中读

出其对用户体验和自由表达的重视。在自由价值

的引领之下，脸书深入到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也引起了大量纷争。其中最近一个案例发生在

2018年的缅甸。虽然缅甸的互联网普及率约四分

之一，[46]但并不妨碍持自由理念的脸书网一进入该

国就成为人们直接或间接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

径，同时也悲剧地成为了“仇恨言论”滋生的沃

土。脸书上针对缅甸罗兴亚人（Rohingya people）

的仇恨言论一度转化为线下的敌意和斗争，致使

该国的罗兴亚人中近 50%（约 73万人）在两年间

逃往邻国孟加拉国。[47]一位联合国独立事实核查任

务负责人判断，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对“助

长仇恨言论”传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平台确实有反对暴力、反

对仇恨言论的条款，但是在这一人道主义灾难中，

这些政策并没有得以执行。[48]

脸书的内容生态“设计”是平台负外部性的

主要原因。澳大利亚法学专家 Suzor认为，虽然脸

书的内容治理规则并没有直接歧视罗兴亚人，但

在其平台架构设计中，对流量的追求、对“参与”

的无差别对待都应承担责任。此外，脸书作为

“全球的”媒体在进行“地方的”内容策展中，不

得不雇佣大量缅甸本地的工作人员，这些内容策

展者带有显性或隐形的偏见，将本来就是边缘人

群的罗兴亚人推向更远的边缘。从结果看，社会

的已有偏见和歧视被写进了平台规则。[49]

平台是规制者，又是被规制者，但归根结底

还是一个公司。其自由言论的价值主张背后，是

对流量、用户参与和用户数据的孜孜以求。其

“协调者”定位与其说是以公共价值为目的的多利

益相关方的协商，不如说是秉持自由主义市场经

济理念的全球化扩张逻辑中的必然选择。罗兴亚

人危机最大的启示是：时刻反思平台宣扬的“人

人参与”的真实意涵，将参与的质量和后果纳入

考察，警惕平台逻辑将人人参与演变成多数对少

数、主流对边缘的驱逐。

（三）数字新闻生态的“规制者”站位

与协调者相区别，规制者站位以社会责任、

稳定和共识为规范原则，采取更高程度的介入，

以降低技术的负面外部性。随着全球影响力的不

断增强，平台正部分地代替国家或政府职能，以

更强硬的手段介入到仇恨言论、虚假信息的治理

中。不过，平台公司不断扩张的、缺少监管的权

力可能进一步卷入全球政治的动态变迁中，加剧

与国际政治体的摩擦，[50]引起广泛担忧。

推特平台于 2021年 1月 8日关停了美国第 45

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期为 2016-2020年）的

推特账号“@realDonalTrump”，可以说是平台作为

内容治理者的站位从“协调者”向“规制者”变

动的典型例证。在推特做出决定后，脸书（Face-

book）等其它社交媒体也关停了特朗普的个人账

号。推特对“永久关停 @realDonaldTrump账号”[51]

给出约 700词的说明，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渊1冤 决定及依据院 特朗普的账号涉嫌煽动暴
力尧 美化暴力袁 有悖于平台的 野公众利益框架冶
渊Public Interest Framework冤 价值观袁 为防止事态
蔓延袁 决定关停其推特账号曰 渊2冤 事件回顾院 列举
两条特朗普的推文遥 一条重申自己的竞选理念袁
暗示选举计票舞弊袁 号召支持者 野集结起来袁 对
抗不公正冶曰 另一条声明自己拒绝参加下一任总统
的就职典礼遥 推特平台认为其言论违反了平台于
2019年就已经公布的 野美化暴力政策冶 [52]袁 而且
与两天前美国国会大厦暴力袭击相关曰 渊3冤 事件评
估 渊Assessment冤袁 对上述推文中的具体措辞进行文
本分析袁 引用后台监测到的数据 渊有可能组织第
二次袭击尧 扩散仇恨言论冤 作为其社会影响的证据遥

置于更长的时间周期来看，推特的主体站位

不断从“协调者”滑向“规制者”。与脸书网类似，

推特自 2006年创建时就将“表达自由权力”作为

价值观写在服务条款和公司愿景中，这一理念也

沿用到新闻生态治理方面。针对特朗普作为国家

总统的虚假言论，推特出台相应办法，给特朗普

的很多发帖也都打上“待核查”“不实”的标签。

推特针对用户出台的大量治理规定中，不断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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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珍惜且尊重每一位用户的表达自由权力，

只要不违反“推特服务条款”和法律，推特绝不

主动启动内容审核，不编辑或删除任何内容。在

此理念下，特朗普通过推特平台获得了超出以往

历任总统的新闻发布权力。自 2009年 5月开设个

人的推特账号，至被关停为止，特朗普在 12年时

间内共发表了约 5.7万则推文，粉丝数量达 8890

万。在他 2016年参加总统竞选期间，共发表推特

8000余则，2020年 6月某一天的推文数量就达到

200则，其中不乏虚假和错误信息。[53]因为他擅自

发布信息的做法，白宫新闻办公室无奈取消了例

行的每日新闻发布会。

在 2021年关停其账号的决定中，推特开始采

取更加积极的角色介入到新闻内容的生态治理中。

该平台两年前就公布过针对世界领导人发言的平

台规则说明，重申其致力于通过公开、参与，让

掌权者及其手中的权力受到监督。[54]特朗普正在走

司法程序起诉推特公司对自己的制裁违反了美国

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结果尚未定论，而推特关停

特朗普账号的真实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分析我们不难推断，“协调

者”和“规制者”两种立场都存在固有弊病。协

调者追求流量和市场，追逐无差别的“参与”，难

以遏制恶意复制、边缘群体更边缘，难以兼顾全

球进程中的本土化的调试。规制者站位过分放大

平台权力，却缺少相应的监管和制衡，然而关停

一个账号也无法抵挡极端观点涌现。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秉持何种理念来设计平台。

有研究发现，特朗普的话语风格与推特平台的设计

有高度的“结构同质性”（structural homogeneity）。

欧特和迪金森（Ott & Dickinson）分析特朗普的推

特文本后发现，其话语风格表现出极强的法西斯

的、极权的、煽动性的、简短修辞的“白色愤怒”

（white rage）特征。无独有偶，推特平台的设计思

路正也推崇简短的、强迫的、情绪化的文本。[55]特

朗普的白色愤怒修辞恰好是推特设计者期待的表

达，这种结构同构性对其粉丝（以受教育程度较

低的白人男性为主）形成情感共振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效果。类似地，假新闻、仇恨言论等治理难

题，也是一个存在于平台的基础设施架构、政策

和程序中的系统设计问题。[56]

三、设计者：数字新闻治理的第三类规范站位

解铃还须系铃人，设计问题还需以设计的思

路拆解。因此，在协调者和规制者之外，数字新

闻业的治理主体应考虑以第三种站位———（信息生

态）设计者———来思考数字新闻业的价值危机和

规范悬置。新闻信息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强公共

性，那么社会责任、公共利益、透明度就是公众

对信息生态设计者的必然期待。治理者也是设计

者，可通过厘清责任主体、落实规范原则，将公

共原则落实到规则制定和执行中，并接受社会和

第三方专业协会的监督。

（一）“主体责任链条”判定责任

设计者视角下，新闻生态中的多元行动者都

可能是伦理困境的主体，但主体责任的大小取决

于其在系统中的决策权大小。“主体责任链条”纳

入了设计者站位并提供推理思路：[57]

链条的第一层考虑因果关系（causality），即拉

图尔所说的网络关系变动、以及变动过程中形成

的价值观“转译”。 [58]带来因果关系变动越大的主

体（不论是机器、人类还是程序）就应判定为更

多的责任。在特朗普账号关停案例中，推特显然

判定特朗普作为行动元是这一层因果关系的主体。

但依据这个三层链条推理，他未必承担全部伦理

责任。

第二层考虑行动者的自由度 （contingency）。

在行动者是具有选择的空间、而不是完全执行系

统命令的情况下，行动者在哪些选项之间做出选

择？ [59]例如，缅甸针对罗兴亚人的仇恨言论案例

中，脸书雇佣的缅甸当地的内容审核员是否有接

受“反仇恨言论”（counter-speech）教育的机会，

以提高自身对此类言论的敏感度？平台设计的算

法程序是在给出的选项中做选择、还是可以自己

演算出其他选项？平台给当地的内容审核员留有

多大的自主性空间？

第三层次考虑系统目的的可解释程度（inten-

tionality）。行动者是否可以对自己的决策作出反

思，对选择背后的道德推理和所服从的原则作出

有意义的解释？[60]例如，在特朗普推特账号关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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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推特对其行为的目的（维护内容生态健康、

减少负面社会影响）及其背后的原则（反对美化

暴力、世界主义的公共价值）做出阐明。

（二）“参与的透明性”作为设计准则

新闻学规范理论是对“（理想的）新闻应该是

什么样的”这一本质问题的追问，新闻伦理规范

在界定“如何负责”这一问题时，必须对诸多新

闻原则形成伦理体系的结构进行阐明，同时需保

留批判立场，邀请公众对自己所属的媒介环境和

新闻生态进行评价和批评。新闻生态的设计者可

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入，让“透明性”成为具有自

我约束力的规范准则：

首先，以真实为最高追求，设计并完善“参

与透明性”指标作为实践标准。数字新闻生态中，

“真相”被重新定义，不仅是定义者变多元，而且

定义的方式和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真相的定义成

为多个主体的拼贴、动态连续的过程。不过，在

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流瀑”中大家明确意识到，

专业的新闻报道受到再多挑战，也不能偏离“真

实”这一生命。杜骏飞曾指出：“什么全媒体、融

媒体、智媒体，不能报道真正的新闻，就都是假

媒体。” [61]因此，数字新闻也好，算法推荐也罢，

新闻类信息的“真实”仍然是规范的最高标准，

为公众服务仍然是最高追求，此为信息生态设计

的起点。新闻信息系统的设计必须同时以透明度、

责任度作为主要目标和评判标准，[62]以社会公共价

值为标杆，批判分析平台鼓吹的“参与”究竟是

谁的参与、什么性质的参与，将“参与度”纳入

“透明性”原则的设计和监管中，避免这一理念流

于浅表的“策略性仪式”[63]或效果有限的“调节神

话”。[64]

第二，以规范化的程序和第三方监管来落实

“参与的透明性”。谷歌、脸书、推特开设透明度

中心（Transparency Center），专设网页、播客、官

方账号为出口，公开平台在制定和执行规则中的

动向，尝试以“可理解透明度”[65]标准对公众予讲

清规则。推特平台的透明度逐渐流程化，每个月

公布前一个月内删除账号的数量、规则变动、向

其他组织或个人公开数据的情况。此外，程序化

运作还在于有通畅的申诉渠道，还要杜绝“答非

所问的模板答案应付”，否则参与和开放都只是让

人沮丧的口号。[66]《法外之地：控制我们数字生活

的隐秘规则》一书认为，既然平台已在事实上承

担了“公共信息的基础设施”的角色，那么应该

做到在五个方面，这个列表也可作为对平台“参

与的透明度”进行评估的维度：[67]

渊1冤 评估结果 渊monitoring impact冤袁 包括对整
体结果 渊信息生态影响尧 隐私尧 言论自由冤 和部
分结果 渊具体事件及边缘人群冤 的监测与报告曰

渊2冤 对规则作出解释说明 渊informing rules and
policies冤曰

渊3冤 扩大透明性 渊greater transparency冤袁 特别
是落实到定期报告尧 公开质询等程序中曰

渊4冤 将最小伤害原则设计到平台架构中 渊mit鄄
igating harm by design冤 ;

渊5冤 充分可达的申诉流程 渊scalable due pro鄄
cess冤遥

第三，因为平台公司有天生的不透明倾向，

缺乏制衡的平台权力无法切实履行，所以设立第

三方组织的监督就成为必要。如同 20世纪 50年代

的“报业委员会”（press council）一样，第三方机

构定期对“参与的透明度”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和考察，才可逐渐将透明性准则转变为分布式主

体均可以自觉承担的“消极义务”。

四、结语

“数字新闻生态”的多元行动者格局中，个体

（专业记者、公民和领袖等）、群体、机构 （新闻

单位、商业企业、行政部门等）、甚至算法技术等

都成为了伦理困境推理中不可忽视的角色，谁是

责任主体是伦理推理的首要问题。针对“谁负责”

问题，本文提倡采取分布的视角来分析数字新闻

治理的主体，并采用“因果追溯———选择自由

度———目的解释”的主体责任链条，对具体语境

中的主体能动性进行分析。在“硅谷平台公司收

编新闻业”[68-69]浪潮中，平台媒体公司是本文例证

分析的主要对象，其内容生态治理有“协调者”

和“规制者”两种站位，在全球化过程中表现出

向后者靠拢的整体趋势。

针对“怎么负责”，本文提倡采用“参与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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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性”作为规范：“参与”不等于转赞评，而应以

公共利益为准则分析参与的质量、参与对边缘及

弱势群体的包容度；预防“透明”流于浅表，注

意以社会责任为准则来分析透明实践的结果。更

重要的是将“参与的透明性”规范通过流程设计、

平台设计，落实到新闻生态治理的结果评估、解

释规则、最小伤害、申诉流程等环节中。

主体站位指治理主体对自己和其它主体间关

系的认知。“信息生态的设计者”站位可以对“协

调者”和“规制者”站位及其固有负外部性的纠

正。设计出发点是后真相条件下对“真相”的不

懈追求，设计重点在于如何结合具体语境充分考

虑技术特性与新闻文化的结合，难点在于如何在

全球与地方、规制与协调、分布与分层等选择中

做出权衡。

虽然中国语境下的数字新闻治理实践与本文

分析对象有一定距离（例如中国数字新闻的治理

现状更靠近“规制者”而非“协调者”站位），但

是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在

新闻信息生态治理中寻找并执行世界主义，实现

新闻伦理原则的全球对话，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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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Ecology Designer: A Third Normative Position of Digital Journalism Governance

Qiu Yunxi

Abstract: The spread of fake news, hate speech, value polar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re posing challenges towards the

normative theories of media ethics in current digital news ecosystems. Efforts of rebuilding the normative framework

require clarification of the governance agency (who governs to what extent), governance principles (how to govern), and

governance position (relationship among agents). This thesis then employ two case studies, namely, Twitter shut down

@realDonaldTrump account (2021) and Facebook’s role in violence against Myanmar Rohingya people (2016-2018),

to analyze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plays in digital news governance. We concluded that platform adopts two

normative positions in content governance: "coordinator" and "regulator".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platform gov-

ernance has shifted their position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yet yield to more ethical dilemmas.In view of this, a third

normative position of " (information ecology) designer" is proposed to advocates three governance ideas. Firstly,the

premise of truth-seeking and public responsibility, which is the start point of designing, should never compromised.

Secondly, "three stage responsibility chain" can be used as a model of accountability reasoning. Thirdly, "transparent

participation" is raised as a modification of transparency and objectivity as a guiding principle, according to which a

accountable designer/governoris expected to make explainable and responsible trade-offs among stratification/distri-

bution agency, regulation versus coordination, and globalization versus localization in a context-rich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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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思想报告中，我想阐述的是：作为数字文明图式的一部分，万物互联

与虚拟社会的来临，正在重置传播网络中的个体、结构与系统属性，由此，实践

性的“交往”视角，也将重置我们对传播的思考方式。

互联网以来，人类传播的一个根本变革，是人、信息、媒介与社会的“脱域”

式融合，这种融合包括：（1）在传播的本体上，是媒介与社会的融合；（2）在传

播的客体上，是虚拟与实在的融合；（3）在传播的主体上，是人与物的融合。

这里，“脱域”（disembedding）一词借自吉登斯关于“社会系统脱域”的讨

论：“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

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吉登斯认为，脱域是由时空分离引起的，它意味

着社会关系得以超越地域关系和地方性维度，以跨越时间 -空间的方式得以重

组。[2]

将脱域作为一个对数字社会变迁路径的预言，这意味着：数字社会被视为一

种脱域融合的媒介化社会。互联网革命所打破的枷锁之一，正是传播在时间 -

空间上的束缚：一方面，异步传输、历时性会话成为数字沟通的常态；另一方

面，人类跨越空间（包括距离和地域）的交流能力，比之于历史上的任何媒介时

期都更为深广，且具有前所未见的虚拟性。

一、数字交往：全时性与虚拟化

在“脱域”融合的深处，蕴含着数字技术对人类时间体验的突破，呈现多样

性、可扩展、甚至重置的时间线。以下三例，或有助于理解这一点：在虚拟沉浸

中，你将在拥有不止一个自我的同时，也拥有不止一个今天；在仿真实验里，“关

数字交往论（1）：一种面向未来的传播学 1）

杜骏飞

摘要 数字时代的本质之一袁 是人尧 信息尧 媒介与社会的脱域融合遥 在此基础上袁 万物互联与虚拟社会的
演进袁 使 野传播冶 转向 野交往冶 要要要一种具有数字实践性的交流-行动遥 数字交往论是以交流-行动的同
一性与实践的泛在性袁 对两种重要的交往哲学 野精神交往冶 与 野交往行动理论冶 做出回应遥 数字交往论的
视角袁 是要将新传播视为一个即时实践的尧 虚实混合的交流系统袁 这将有助于重新发现理论遥
关键词 脱域融合曰 交往曰 数字交往曰 精神交往曰 交往行动理论曰 虚拟社会曰 元宇宙曰 全时性曰 数字交往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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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战秦琼”这样的跨越时空的竞赛将是可能的；在

数字意义上，人的意识被认为是可以永生的。[3]

就此，我要重提早期研究中的“全时性”问

题。全时性（timelessness）作为一个定义数字时间

的概念，是我在 2001年提出的，其理论维度有三：

“全天候，全历史，全过程”。其核心是：“满足受

众对于时间向度上的无限跨越的渴望。”[4]同一时

期，我还曾谈及：“全时新闻以时间战略实现了空

间战略”，“全时新闻并不针对网络新闻或传统新

闻，而是针对一切面向未来的媒介新闻”。[5]作为

一种理论假设，全时性的概念被大量引用过，其

思想维度也已在其后的二十年里被渐次证实———

回首数字社会的进化历史，也正是传播在全尺度

上打破时间体验的历史；并且，可以想见，虚拟

传播时代还会因脱域融合的加速，呈现出更为极

致的全时性。

数字时间的魔法，使人、媒介与社会在传播

中重新集结。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说：“正如

所有的历史转型一样，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与

我们存在的物质基础，即时间与空间的重新定义

有关”，“时间和空间本质上是相关的。在社会理

论中，空间可以被定义为共时社会实践（time-shar-

ing social practices）的物质支持”。[6]这一原理，多

少有点类似“时空洞”（wormhole）的隐喻：时空

洞的俗称是“虫洞”，指宇宙中可能存在的、连接

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2019年 8月，一项物

理学的科学报告论证说，我们所发送的信息可以

通过连接不同宇宙中的“虫洞”传递到另一个世

界；但遗憾的是，研究表明，它只能交换少量信

息。[7]相比之下，互联网传播的“时空洞”就慷慨

得多了：全时性的时间革命、虚拟化的空间革命，

它们交相震荡，人、媒介与社会的结构重整因之

水到渠成。

脱域融合，带来了数字实践的普遍化。数字

社交、远程工作、虚拟生存等互联网应用，已由

传播搭载社会行动进而逐步成为数字社会行动本

身；由此，这史无前例的传播时代，先是在客体

上融合了虚拟与实在，继而，又因为物联网与人

联网在广义交流网络中的驳接，从主体上融合了

人与物。———回望旧传统里的传播，这些对立的

范畴都曾受限于各自的场域，但数字技术的巨变，

却改写了社会生态的底层逻辑，使它们跳脱边界，

融为一体。

数字时代继起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之后，

其所面向的，是更为激进的文明变迁。我们正在

看到的是：（1）数字化逐步打破时空障碍，线上工

作与（线上 -线下的）混合生活成为典型社会场

景；（2）计算机系统对人的了解程度，逐步在超越

人对其自身；（3）人工智能正在使人获得最大解

放，但也在累积数字伦理的悬疑。

紧接着，在信息技术急速演化的地平线上，我

们看到那些正在逼近的数字图景———包括但不限

于：（1）功能算法主导着数字社会的运行；（2）具

有全新分布式架构的区块链技术在独立王国中划

定安全边界；（3）加密数字货币尝试搭建虚拟经济

体系；（4） 5G及更高速的通讯传输支持更大规模、

更高质量的数字交互。

而以未来趋势而论，人类交流的远景，极可

能是基于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尤其是前者：

在人类的科技实验室里，微创脑机接口技术、非

侵入式的脑波操控，正风起云涌地推动人类加入

虚拟交往之境。在非人的一端，志在连接一切智

能设备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早已获得普遍

应用，工业互联网 （Industrial Internet）作为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石，更是在人、机、物、系

统之间的全面连接上日渐走向科技成熟。

2021年，被 IT业视为“元宇宙”（metaverse）

元年，对元宇宙的通用描述是：通过虚拟增强的

物理现实，呈现收敛性和物理持久性特征的，基

于未来互联网，具有链接感知和共享特征的 3D虚

拟空间。[8]———2021年 3月，美国游戏公司 Roblox

作为“元宇宙第一股”成功上市，其在招股书里给

元宇宙产品定义了 8个属性：（1）身份；（2）朋友；

（3）沉浸感；（4）低延迟；（5）多元化；（6）随地；

（7）经济系统；（8）文明。 [9]颇具历史戏剧性的一

幕是，就在我改定本文的此时此刻，2021年 10月

28日，扎克伯格发表《创始人的信》，详解 Face-

book为何更名为 Meta。他说：“下一代计算平台将

更加身临其境，这将是一个具体化的互联网，你

置身于体验之中，而不仅仅是看着它。我们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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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元宇宙，它将触及我们所创造的每一款产品。”
[10]我的解读是，他是在代替我们宣布：在数字时代

的进程里，一个“观看”（信息传播）的时代快要

结束了，而一个“体验”和“行动”（虚拟实践）的

时代才刚刚开始。

在元宇宙这一系统中，其技术支柱是区块链、

游戏、网络算力、VR显示，但它带给这个时代的

真正的震荡，不在于产业的热浪，而在于它被赋

予了文明演化的意义，甚至被称为人类的下一个

百年叙事，“通过数据仿真和设计，元宇宙继承了

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同时作为更高级的虚拟世

界———可编辑开放、孪生拟真、高沉浸度社交、

创造性游玩等，自然是虚拟世界原住民必然的进

化方向”[11]。元宇宙的理论叙事尚在萌芽之中，产

业、技术演进也还有待观察，但可以想见，一种

建立在虚拟 - 现实相混合、甚或相平行的生活，

将召唤人类前行，而它的基础，也必然是人类数

字传播行为的突变。

就此而论，那面朝未来、只待花开的新传播

之中，将不仅搭载人类行为，且能通过变换虚拟 -

实在边界来重置意识。这样的数字实践，也已不

再是单纯的信息流动，而是一种交流 -行动复合体。

———我称之为：“数字交往”。

二、数字交往与交流的行动性

增强、代理社会实践的“数字交往”，固然也

可以只是信息流动，但它的主要面貌却是基于虚

拟社会形态的行动。互联网的强应用性和全时性

场景，正在逐步将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引向增强

现实（AR）、混合现实 （MR）、虚拟现实（VR），

及至更具技术多样化的扩展现实（XR）。在那些情

境中，由于信息与行动实现了一体化，数字传播

的对象物因之成为嵌入了实在行动的“超信息”。

以“交往”而非“传播”为对象，意味着：在

一个理想型的数字时代，交流 -行动是常态，而

单纯的信息传播是非常态；在绝大多数生活场景

中，交流 -行动是最小分析单位，而非在时间中

继起的不同客体。

暂且不论尚在实验中的前沿技术，只观察那

些早已成为现实的数字社会场景：（1）在线投票，

不是以在线交流辅助投票，而是一次完整的、有

实践性的投票行为；（2）在线购物，不是以在线交

流辅助购物，而是一次完整的、有实践性的购物

行为；（3）网络举证（例如新闻爆料、法律举报、

事实核查等），不是以在线交流辅助举证，而是一

次完整的、有实践性的举证行为。如此等等。

我们还可以谈及那些更具行业替代感的应用：

（4）因应疫情危机，线上教育正在相当程度上代

替线下教育；（5）因应医疗资源的短缺，远程医疗

正在边远地区代替跨境行医；（6）因应金融服务效

率、数据管理的需求，网络银行正在大部分金融

业务领域代替门店经营；等等。

无远弗届、细大不捐的数字传播，看起来正

在重构人类世界的生存图景。

这是我将那种数字化的交流 -行动称为“交

往”的原因：传播不可逆地走向生活的虚拟映射、

虚拟伴生和虚拟替代，并且，这种超信息方式的

交流 -行动，会无止境地迭代下去———你大概已

经听到了：在虚拟和现实这两个相向而立的“传

播”话筒里，正传来“数字交往”那逐级放大的

啸叫声。

在对话“交往”哲学之前，我们要以传播学

视角，对虚拟社会中的“数字交往”做出定

义———不过，“虚拟社会”在这里有一个注脚，我

曾提到，Web2.0以来的网络社会，是人类基于计

算机网络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虚拟社会是以互联

网传播为背景的社会生活总体。”[12]———藉此，我

对数字交往的定义为：虚拟社会中的交流 -行动。

数字交往基于信息，但因为对行动的拟真和

替代，具有了直接的实践性；同时，也因处在社

会情境之中，具有了生态性。抽象地说，它是一

种虚拟社会条件下的人类基础行为；具象地说，

它是一次面向环境或面向自我的交流 -行动。

并且，以我之见，这一基于虚拟空间交流本

身的行动之力，与班尼特（Bennett）（《新闻：政治

的幻象》的作者）、西格伯 （Segerberg）所提出的

“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 是共通的，而

“连结性行动”是他们在讨论“数字媒体与有争议

政治的个人化”时提出的。[13]在回应西德尼·塔罗

（Sidney Tarrow） 的评论时，班尼特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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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结性行动是根据生活方式要素（lifestyle elements）

的含义组织个人行动，从而导致问题的个性化。[14]

另一位评论者 Brayden对“连结性行动”概念作过

一个更为显豁的评论：社交媒体是在改变人们参

与行动 （engage in activism）的方式，而不仅仅是

对传统交流的简单扩充；顺便，他还对社会学家

竟然迟迟没有（在理论上）解释社交媒体的行动

意义发出了抱怨。[15]———他大概不知道，其实，传

播学在交流的行动转向理论上的作为更少一些，

只是无人抱怨。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 1970年代以《实

践理论大纲》首先提出了“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这一概念，他的“结构主义建构论”（stru-

cturalist constructivism）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结构化”（structuration）等论述，被视为实践理论

的基础。1990 年代，科学技术论 （STS） 领域

“实践转向”的理论浪潮中，夏兹金（TheodoreR.

Chatzki）等人主编出版了论文集《当代理论的实践

转向》，拉图尔（Bruno Latour）发表了对科学社会

作哲学分析的《我们从未现代过》，林奇（Michael

Lynch）以《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对科学实践进

行了社会学解读。这些都是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

转向实践论的响亮的声音。

在媒介研究领域，2013年，最具代表性的、自

承借鉴社会学实践理论的库尔德利（Nick Couldry）

提出，要将媒介视为实践，以考察媒介对生活和

社会的影响，在这里，他指向了媒介研究的实践

转向；他的建议是，媒介研究要把以媒介为面向

（media-oriented）的实践行为作为研究的起始点，

既发现需要探索的庞大阵容的事物，又找到了有

用张力的源头，也就是那种对媒介进行理论抽象

的本能。[16]不过，如果把本文的“行动”主题也视

为实践转向之余波，那么，我的建议是：要以实

践化的“数字交往”覆盖既往的“传播”，而不仅

仅将实践作为起点。我认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数字交往论的实践转向才真正具有范式转变的可

能。

顺便说一句，许多人都注意到，库尔德利

2020年在接受中国学者常江的访谈时，就数据生

产和消费问题指出：“即使是那些最普通的社会互

动，也已经像种子或肥料一样，通过数据化来不

断创造出生产要素中的剩余价值。”他是要藉此批

判“大胆而又狡猾的公司”将所有人的日常数字

化生活纳入一个数据化的工业体系。[17]不过，这类

数据资本主义批评与既往的资本主义批评一样，

容易忽视数字劳动这一语义建构下的数字生活本

身的价值。不错，同时，在资本和平台那里，数

字交往生活的数据被商品化，是一个被动的、事

后的、乃至被泛化的价值“剥削”过程；然而，

不要忘了，从交流 -行动的同一化意义上来说，

大多数社交媒体、虚拟沉浸中的那些数字交往者，

在“数据剩余价值”的生产之前，已经完成了自

己的数字实践，即时性地实现了自己的数字交往

价值。因此，数字正义所要诉求的核心其实是数

字侵权，而不是剩余价值。

在夏兹金那里，实践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

设想实践是具身的、是以物质为中介的各种系列

的人类的活动。[18]我同意他关于具身性与物质性的

判断，但很明显，虚拟现实中的数字实践早已不

只是“以物质为中介”；数字交往的情境决定了：

叠化“数字体验”与“数字实践”的人，能以交

流 -行动作为生存的本体。简言之，数字交往不

是什么“朝向”实践的交流，作为同一化、内隐

化的媒介行为，它就是交流 -行动本身，也因此

直接涵盖了物质与精神。

杨国斌将网民抗争行动演绎为“连线力”，其

中，亦在指向网络言说本身的行动性：作为一种

开放的现代化工具，人们无法不使用网络，然而

通讯技术本身便已成为抗争的手段、利益和竞技

场，其中，“议题机会与议题共鸣”亦成为其中的

主要路径。[19]固然，类似于邻避运动所呈现的———

网民通过互联网赋权进行资源动员，建立虚拟抗

争空间与现实抗争空间之间联系，从而形塑社会

运动的路径，属于在当下技术条件下更典型的

“连线力”，[20]但可以想见，随着虚拟时代的来临，

以及万物互联对“行动网”的塑造，作为交流 -

行动复合体的数字交往将成为新的常态实践。

“连结性行动”与（互联网技术意义上的）“连

线力”，本质上都是在反映数字交往的行动性。卡

斯特的断言是：“联网即信息”，他并对此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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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锐利的批语：“其实我们自己也清楚，技术是

一把双刃剑，既然它能被解放者所用，也必然能

为压迫者所享。互联网的连接和断线、容纳与排

除，都取决于其程序和布局。” [21]我以为，虚拟传

播时代的实践，迟早也会证明：“交流即行动”；

同时，我们或许也都有同样的预感：在一个“交

流即行动”的时代，数字交往意义上的传播理论，

很可能将关涉人类对未来生存的理解———尤其是

虚拟实践的正当性。

三、虚拟交往维度与变换的连续统

以社会行动的视角看，当一个主体采取行动

影响其他个体的行动时，这种行动就是社会行动。

既然人的行动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属性，那

么，作为数字实践的“交往”，也必然成为社会行

动的局部，同时也必然受社会环境所影响。于是，

个人、群体、阶层的意识，与数字社会里的交往

律（包括虚拟空间的算法与实在空间里的制度），

都必然要制约着交往人。

数字交往论，应当建立在这一社会生态性的

认知基础上。

从演化的逻辑来说，数字文明的建构过程，

是数字社会与数字传播互相调适、直到实现同一

性（identity）的过程。我并且认为，在一个实在与

虚拟、人与自然、有机与无机共存的广义社会生

态里，存在着共同演化的过程。

整体论哲学主张，对于高度复杂的系统，应

该以整体、系统的视角来考察。在当代，复杂系

统突现论正在成为整体论的一个新范式，它使突

现性与整体性、因果性与层次性、信息与控制、自

组织与进化等系统整体论的核心概念更加清晰。[22]

我始终认为，数字社会是一个文明裂变、并无限

趋向于维度转变的复杂系统，且最适合以生物系

统的环境演化来类比。在高度实践化的虚拟交往

条件下，这种整体性就更具有哲学上的解释力了。

实际上，数字交往论的视角，是要将传播视为一

个动态的、整体的人类行为，因此，它只有在下

述理论背景下才是可能的：（1）以整体论哲学看待

数字世界；（2）以共同演化观念展望文明的未来；

（3）以社会行动视角观察人类交流。

也因此，数字交往论的思想逻辑可以表述为：

（1）数字传播 -数字社会是整体性生长的；（2）媒

介与人是数字交往端的一体两面，数字交往中的

人成为社会媒介自身，他们是交流意义上的“行

动者”，也是行动意义上的“传播人”；（3）虚拟的

数字传播与实在的社会行动是密不可分的，那种

冉冉上升的新传播，只可能是一个即时实践的、

虚实混合的交流系统。

数字交往的一个前所未有之处是：以虚拟来

“照见”（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从光照或反光物

中映现）现实。我们已经熟知数字交往对人类现

实行动的种种增强与替代，而事实上，数字时代

走向未来的一个更惊心的趋势是，交流 -行动将

具有创建性，即：它不仅是增强和替代，还可以

是无现实性的创建式发生。并且，就虚拟现实技

术的多通道发展趋势看，迟早你将脱去 VR头盔，

在头脑中自由地打开或封闭对外界的视觉、听觉，

建立你所需要的意识与感觉，借以实现形形色色

的、合乎自己理想的数字交往。

从逻辑上说，数字交往必然会有 4 种维度：

（1）交流 -行动涉入现实世界；（2）交流 -行动涉

入虚拟世界；（3）交流 -行动涉入虚拟与现实混合

的世界；（4）交流 -行动同时涉入多重的精神空

间，并维持个人世界的多重实践。

当交流 -行动演化至此时，实际上已变换了

存在与意识的“连续统”，最终走向人类的复杂性

生存。“连续统”在数学的集合论中，是指一个拥

有多于一个元素的线性序集，且该序集符合“稠

密、无洞”的特性。多重世界里的行动，意味着

人类变换自身存在里的“连续统”；多重世界里的

交流，多重交流 -行动在个体上的分立，又意味

着人类变换自身意识里的“连续统”———这几乎

意味着人类精神基因上的革命。无疑，这场革命

也将通过社会关系的裂变，重新构造社会，直到

重新定义文明。

如果要在哲学的本质上洞察这种变换连续统

的能力，那还是因为人类交流具有了“全时性”

———它击穿了时间的线性和单调，也同时占据了

交流的即时和历时，展现了对时间的终极掘进；

进一步地，因为数字交往的本质是交流附着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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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上，因而，“全时性”得以拥有一种类似于数

据后台支持应用程序的能力，即：以时间的统合

力支持数字人类对空间映像的变换力———包括：

（1）体验；（2）理解；（3）记忆；（4）支持；（5）增强；

（6）替代；（7）延伸；（8）交叉；（9）平行。

四、马恩交往论与数字交往的物质性

从上述有关数字交往与数字时空观的讨论出

发，我们回到词源上，以省察 communication一词

与“交往”意涵及交往理论的关联。

如王晓东所说，交往理论是当代中西方哲学

视域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余波所及，几乎各主要

学科都涉及其中，“实践哲学的交往研究，主体间

性理论，关系本体论，对话理论，他者问题等，

构成了其直接的理论形态。当代语言哲学，哲学

解释学的理解问题，公共哲学中的公共性理论，

社会学中的冲突论和符号互动论也是其间接的表

现形式”。[23]本文讨论数字交往论的哲学逻辑，自

是无法作面面俱到的对话，这里仅对两种重要的

交往哲学理论做出回应。

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论。马恩的交

往论的出现，远在“传播学”发端之前。1995年，

政治哲学学者曹卫东就“交往”这一跨学科概念

的发轫，做出了如下评判：

野 Communication（Kommunikatio n / kommu鄄
nikaciia冤冶 一词袁 源自拉丁文 野Communicatio / com鄄
municare冶袁 本意比较简单袁 指人与人之间相互联
系与沟通遥 起初流于口语袁 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袁
才把该词引入哲学和社会学领域袁 使之上升为概
念和范畴袁 逐渐成为一个显词遥 一个多世纪以来袁
野交往冶 概念播散到了几乎所有学术领域袁 有关
野交往冶 的研究更是诸多学科的必然课题袁 并形成
了独特的 野交往理论冶 野交往学冶袁 在哲学史和科
学史上甚至还发展成为 野交往理性冶遥 [24]

此文中，关于由马恩引入交往（commerce）一

词之说不确，最早的引入者或为赫斯（Moses Hess）

———毕竟，在 1844年以前,作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导

师之一的赫斯即提出过“货币是人的交往类本质

的异化”的观点。[25]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至少自

马恩时代始，哲学上的“交往”即是指人在与其

他人的相互联系中的存在方式。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把自己称作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意在阐述交往是生产的前提，是人的存在方式，

交往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26]

也有学者不同意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的“交往形式”范畴视为后来的“生产关系”范

畴的雏形，认为交往形式是一个比生产关系更宽

泛的概念。 [27]曹浩瀚基于文本分析，总结这里的

“交往”一词具有三层不同的含义：物质的交往；

物质生产过程以外的社会交往；共同体的交往。[28]

当然，更为辩证的一种阐释是：《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的交往范畴，在具体语境中有着不同的理

论指向，其意涵是与交往主体的生存状况密切相

关的。[29]

就本题而言，我所认同且接受的阐释是：回

到哲学整体，在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体认马恩的

交往逻辑。张一兵指出：在马克思的哲学新视界

中，他始终是从两个逻辑视角去观察世界，一是

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是人在自己的物质创造中

改变自然，是物质交往；一是人与人的改造关系，

是主体际互动，是精神交往。[30]陈力丹写道，马恩

著作里的“交往”（der Verkehr） 一词含义广泛，

“马克思特别指出，与这个德文词相对应的英义词

是 commerce。它既指物质意义上的商业贸易、交

通运输，也包含精神意义上的各种信息的传通”[31]。

为此，他提出过一个总体性的概括：“从（交往）

这个概念论证的问题看，它包含了这个词的全部

含义，指个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间的物质

交往和精神传通。”[32]

以往，大约也是因为交往的含义广泛，我们

身边的传播学文献习惯于只在马恩提出的“精神

交往”意义上讨论传播，除了以“精神交往”统

摄马恩有关人类交流的全部思想[33]之外，也会将马

恩的精神交往论标签为现代传播学派分支。 [34]自

然，这些具有选择性和建构性的理解，源自特定

的时代背景和学科背景。

我们现在是要讨论“数字交往”的实践性。

我以为，如果这个虚拟时代要对马恩的交往思想

发出回响，“数字交往”概念亦应同时指向“物质

传播学研究 《新闻界》 ISSN1007-2438 2021年第 12期

84



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层面。毕竟，在马恩

那里，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的起源，也是决定因

素，“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真接与人们

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

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

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35]。只有

将二者相联系，以物质或行动的实践性通观精神

交往，才可能对应于数字交流的由虚入实，以及

数字生态整体环境中的脱域融合。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如果在这个朝向未来的

数字世界上，物质与精神的边界已日渐模糊———

正像虚拟现实所象征的那样。那么，数字交流的

概念深处还是精神吗？是精神，但更多的，却是

实践性，这种实践性是有意图、有方向的，是朝

向人与社会之间的行动的，也是朝向人自身的改

变的。

在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主观与客观这

类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曾引发持久的思想论战，

进入当代以来，学术界则又对这种对立视角产生

了许多深刻反省。例如，生成结构主义理论的创

建者之一布迪厄一向反对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

论，他指出，这些对立是“人为地造成”的，是

虚假的对立，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

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36]

一个清楚的事实是，数字交往是主观精神，

又是比传播更为广延的客观实践———按照一般性

的认识，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

但究其本质，实践又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如杨

国荣分析“实践智慧”时所言：“实践智慧以观念

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既凝结

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关于世界与人自身

的知识经验，二者同时又渗入人的现实能力。” [37]

数字交往论以交流 -行动的同一性回应了精

神交往论。就本题而言，正是在这种主观与客观

的统一性上，交流与行动形成了交往契合，并嵌

入了数字社会脱域融合的缝隙。

五、交往行动理论与数字交往的泛在性

数字交往论要回应的另一种交往哲学是哈贝

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按照吉登斯的分析，“哈贝

马斯对劳动和交往的区别界定，其源头可追溯到

他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这一

分析受惠于洛维特思想”[38]。作为马克思以来的社

会交往理论的主要对话人，哈贝马斯的“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被译为“交往行动理论”

“交流行动理论”，或“交流行为理论”，其概念都

指向两个词义的结合：交流，行动。

不过，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提出

“交流”和“行动”，重点在于阐述一种社会批判

理论，是要以“交往合理性”来弥补“工具认知

理性”的不足。如芬利森（J. G. Finlayson）在牛津

通识读本《哈贝马斯》中所阐释：“他想要表明，

首先，要充分解释社会，就必须把交往行为概念

放在首位；其次，在现实世界中，所有成功的行

为都取决于达成共识的能力。”[39]

哈贝马斯说，“交往行动”所要研究的是行动

者借助表达而呈现的他与三种世界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种关系往往存在于表达与（1）客观世界

（作为真实论断可能涉及的所有实在的总体）；

（2）社会世界 （作为一切合法调节的个人内部关

系的总体）；以及（3）主观世界（作为发言者特

有经历的总体）”[40]。看上去，他的“交往行动”

所指涉的，既是向外认知，又是内在精神，既是

社会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是 （交流与认知的）

社会行为。但哈贝马斯建立这一框架，主要是为

了阐明：交往行动本质上是实现主体相互理解的

理性，“一方面对传统理性展开了深刻批判，另一

方面又力图以交往行动为基础进行理性重建”[41]。

为此，他特意强调交往行动的内在性：“交往行动

的概念所涉及的是个人之间具有（口头上或外部

行动方面）的关系，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

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 [42]自然，他

所说的“语言”不单是传播学所说的语言表达，

而是包括着交往这一“行动”，“内在于语言和语

言使用之中的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又重

新出现于社会化的、无论如何使通过交往而社会

化的个体之间的整合方式之中”[43]。

也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

化》《交往行动理论》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

著作中，对“交往”概念的理解内含一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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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概念是三个维度内涵的综

合统一，它既是行动，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还

是社会关系结构的体现”[44]。

如前所述，我以为，数字时代已不再是物质

生产与精神生产截然两分的时代，更不是可以在

理论上能将开放实践研究与交流行为研究截然两

分的时代了。在数字符号足以拟真社会行动、增

强社会行动、替代社会行动，甚至创建社会行动

的空间里，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互嵌”早已成为

可能；而交往与生产的关系，无论是在物质生产

领域、还是精神生产领域，都已彼此交融。因而，

数字时代的交往叙事，是要跨越三种界限：（1）物

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界限；（2）社会实践与交流行

为本身的界限；（3）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就本题而

言，数字交往论是在这三种越界意义上，实现交

流与行动的脱域融合；自然，它也需要在这三种

意义上，使用“交往”这个概念。

数字交往论以交流 -行动的同一性和泛在性

回应了交往行动论。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概念

指向性的根本差别：在交往行动论那里，交往作

为“关系”“语言”或“行动”，本质上都是要达成

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行动，但它并不包括更多的

交往 -理解以外的实践。而指向交流 -行动的数

字交往则不同：（1）数字交往是一种内嵌行动的交

流，亦即交往本身即是实践；（2）数字交往不是一

种“主体的内部活动”，它几乎无所不包地指向各

种社会实践；（3）虚拟社会中的这些交往的实践意

义，往往是在交流的同时即得到完成。

六、结语：重新发现传播理论

回到建立“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

work-theory，ANT）的拉图尔之所说，ANT是对塔

尔德（Gabriel Tarde）联结原则的延续，即：社会

的本质在于 association。[45]我以为，站在数字交往

的立场上，传播的本质正持久而稳定地向 associa-

tion演进，那种面向未来的传播学也必将转向对

association的整合与解析，而“交往”———才是对

它的最好翻译，并且，也是这个词在传播学中的

真正涵义。

马修曼（Steve Matthewman）在评价行动者网

络理论时说：“ANT让我们对正在形成的科学和技

术能够获得有价值的见解，它使我们注意到技术

的重要性和非人类能动者的重要性。而这有助于

阐明权力的行使方式，社会秩序是如何建立的，

社会又是由什么组成的等问题。”[46]———这大概也

可以视为我对数字交往研究的期许，即，以一种

面向未来的交流 -行动理论来阐明数字社会前景：

让传播理论跟上且超越人类传播技术的步伐，重

视人与万物与环境的数字化而又实指化的对话，

指涉人在数字交流中的建构力与行动力，并最终

让社会哲学也能在传播研究中获得抽象而有意义

的启迪。

这一期许是建立在数字交往的实践本质之上

的。简言之，如果的确存在一种向 ANT致敬的数

字交往理论 （digital-association-theory，DAT），那

么我希望，它的意义能将像 ANT越过“标准社会

学”那样，越过标准传播学的“人类交流”，而试

图抵达虚拟传播时代的“普遍行动”。

所以，对数字交往的理论抽绎，会是一种试

图借助数字未来的图景以抵达“行动转向”（action

turn）范式的传播学。传播研究需要尝试“行动转

向”的原因，正如 Reason等人所言，是因为它有利

于“提高研究的有效性、实践意义和变革潜力”[47]。

2014年，在《传播学的解放》一文中，我和

合作者周玉黍曾分析过当下传播研究的困境：这一

学科的危机来自效果研究范式化、经典理论教义化、

学科界定狭隘化等束缚；“传播学所需要的不是自

我振兴，而是彻底解放，这就要求学术界致力于：

再定义传播与传播学、重新发现理论、让学科向

外生长”。 [48]就此而言，本文有关“数字交往论”

的讨论，也是我对这一学术观念的自我实践。

我时常在想，此时此刻，在数字文明史诗般

的变迁中，如果有一天，我们终于能“将传播视

为一个动态的、整体的人类行为”，“将传播视为

社会活动的核心要素”，[49]那么，对于数字传播理

论体系来说，将是一个新的、有意义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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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用计算技术、计算方式甚至计算思维来讨论信息传播学已经成为

人文学科数字化的时尚。

对物质对象的数量关系的把握，一开始就是人类的基本技能之一。把人们对

时空感知的信息传递和接受方式纳入一种数学性质的研究，源于社会科学的量化

研究在上个世纪所衍生的一个研究方向，即把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所伴随的各种

感觉比例（sensory ratio）的量化。这项研究的开创者是 20世纪 70年代后期两位

斯坦福大学的学者乔恩·巴威斯（Jon Barwise）和约翰·佩里（John Perry），他们

使用的数学框架被称之为情境论，包括空间位置、时间位置、个体、有限关系、

类型等概念。[1]从线下的物理感知到线上的虚拟现实，在不断腾跃的互联网时代，

对物质现实进行量化的压力和需求催生出今天的计算机算法思维 （computing

thinking）。[2]就科技创新的规律而言，算法与智能的结合代表着一种科学探索的

潜力，在对信息进行分类和排序的操作中验证猜想或发现意外。

在技术受限的时代，人们无法搜集和处理所有的信息，决策机制中的信息源

和决策方式都是相对简化的。而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有的制度运行、社会治

理、产业生态和日常生活都被纳入数据化的运行机制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计算

在绘制着人类存在的图示结构，包括自我意识的定位、社会传播的形式、物质观

念的更新以及主观能动性的释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人类已有的关于生

存、实践和思考的方式进行重新定义。换言之，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事物的理

解，不再是追求信息意义的变化，而是竞争信息结构的重组。

早在上世纪中期，提出知觉现象学的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 -庞蒂曾经把

算法视为语言一样的符号，认为它可以在人们的认知过程延续知觉，但并不被还

算法的数据变异与社会建构
陈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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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知觉：“一切在数中显现的东西在被计算的对

象中也是真实的，这完全是确定的，但并没有引

出任何来自真实的预先存在。” [3]人们的感知过程

中发现的新关系可能与数的结构或算法有关，但

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也就是说，在人们认知实

践中产生的意识与其物质对象之间，存在一道认

识论的鸿沟，即理论的不可还原性。

基于一种认识论的反思，本文在这里的分析

思路如下：从传播实践中的计算行为的身份表象

出发，分析信息和想法的流动在计算过程中的变

异性；在充分意识到算法逻辑对社会意识的编纂

效果和形塑个体自我认同机制的同时，评估算法

驱动的市场效果和文化效应。本文旨在探究知识

形态的结构性增长如何遭遇非意图效果，从而对

算法驱动的技术绩效和社会建构提供思考的线索

和有效的阐释。

一、计算的专业资质与表象特征

在人类文明史上，当谈到人类如何发明对外

部事物进行定义的文化技术时，考古学会告诉我

们，对事物的量化认识要早于文字书写。

今天面临的计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科系

统。就常识而言，计算可以分为基本计算、复合

计算和基于计算模型的计算，其中的基本计算就

可以包括数值计算（加、减、乘、除、微分、积

分）、字符计算（并串、取串、找串）和图像计算

（图像分割、图像压缩）。严格、确定和精确的计

算称为硬计算，而模拟自然界中智能系统的生化

过程（感知、脑结构、进化和免疫）的软计算则

按照模糊逻辑、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和混沌

理论提供的计算模式。[4]计算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

符号化和形式化，借助一套人工语言的发明和更

新来摆脱经验规定性的限定性；同时，当人们越

来越依赖于对一切感知形式的控制进行升级换代

时，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追求信息传播过程中

的数据信息的定式或定型的定位。

世界本身是有差异化且分为层次的（differen-

tiatedandstratified），由各种事件和客体组成，后者

的结构属性具有能够引发事件的力量和动力，也

就是社会生产力创新和技术升级换代的时候，往

往会出现的用机器替代人工的客体主体化的智能

效应。换句话说，客观事物的生成流变成为启发

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动机，信息化时代的

大数据就是这样一种客观事物。

2012年，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 -舍恩伯

格 （Viktor Mayer-Schnberger） 在其畅销著作 《大

数据时代》 [5]中指出，数据分析将不再是“随机采

样”“精确求解”和“强调因果”这样的传统模式，

数据处理理念出现三大转变：“要全体不要抽样”

（全体数据）、“要效率不要绝对精确”（近似求解）

和“要相关不要因果”（只看关联不问因果）。自此

以后，数据挖掘（data mining）大行其道，即利用

趋势与模型分析大量数据，实现个性分析、目标

定位以及个体协作的方法。而在当下，这种方法

已经进化到分析数字“面包屑”内的规律过程，

称为现实挖掘（reality mining）。从这个角度来说，

大数据技术导致人类社会的信息与决策机制的嬗

变，普及到每个普通个体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来

对自己进行大数据操作。

从数据库的制作和现状出发，描述一个问题

解决方案的步骤，就是算法。一个算法就是一个

明确的，按部就班去回答或解决某个问题的程序。

自从开始普及计算机以来，这往往是通过常规的

机械式指令 （routine mechanical instructions） 指定

后续的步骤。应运而生的计算传播或计算传播学，

就是“通过收集和分析网上行为数据，描述、解

释和预测人类传播行为及其背后的驱动机制的一

系列计算方法”①[6]。这一研究方向的表象特征是

基于各种数据 （如服务器日志、网页文本、数字

档案）的智能化处理，囊括范围遍及社会主体的

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生产过程。

二、数据蒙太奇的物化诱因

基于算法的数据分析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

对丰富多样性的构成，这不仅包括动态性、混乱

性和不确定性的互动结构，同时还必然涉及产生

淤祝建华阐明计算传播学渊Computationalcommunication research冤不是一门新的学科或新的理论袁而是一种新的研究取向
渊research approach冤或一套新的研究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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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关联性的路径依赖。不能不注意到，基于各

种公理、假设、条件、约束、边界和规定的算法，

在传播界面中产生的是近似值，而不是绝对的精

确、客观、绝对；甚至不同的大数据背后，隐藏

着不同的文化习惯、制度约束和人际互动的不同

模式。从后现象学的社会批判立场出发，“真正可

以去相信的、独一无二的事物，都是不可以计算

的。可以计算的东西，不需要人们去相信，而只

需要去认识”[7]。算法折射出来的信息节点可以被

理解为时空奇异点（spacetime singularity），它是符

号真实（数学真实）而不一定是经验真实的全部。

当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被“新型的真实”如信息茧

房等信息过滤装置迷惑时，有可能酿成迫使自我

意识蜕化的心理症状。

从传播学的效果研究角度来说，因为传播者

的来源构成不再是固定的，传播界面的移动性和

随机性大大增强，传播主体的身份把握和行为描

述就与传统媒体时代有更多的流变性。当人们进

行以搜索词来测量公众注意力的研究时，发现同

一议题可能会用不同的关键词来予以测量，这导

致相关研究之间无法对话，研究结论也可能大相

径庭。[8]虽然自动的算法系统可以编辑行为模式、

筛查心理态度、计算和测试身份，但自动生成的

数据库可能不能与经验现实划等号：“计算机操控

符号是基于它们的物理特征或形式，人类操控符

号则是基于意义或内容。而一个符号的意义并不

是它的物理特征，你不能通过检察一个符号的形

式来判断它的意义，因为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作

为另外任何一个东西的符号化表达。” [9]作为一种

语言的符号系统，其自身属性能够说明思想的形

式，但不能说明思想的内容，更难延伸到思想的

交流和转换。因此，所有的相关性系数的设计和

运用，除去技术性外观和中立性修辞之外，不可

能省略定义变量的思想和立场的定位。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说，仅仅从抽象形式出

发，忽略甚至省略时间性、具身性、互动性乃至

真实世界对认知系统的限定和影响，计算程序还

不能完全回应哲学家塞尔在上个世纪提出的意向

性问题，尤其是考虑到人类的认知行为往往受制

于信息不完全和非结构化环境的现实语境。事实

上，具有数据采集和控制能力的传播主体（独立、

参与或与他人共同）的数据处理方式，常常包含

一系列组合式操作：“（1）组织、改编或更改数据；

（2）检索、咨询或使用数据；（3）通过传播、散布

或其他可用的方法公开数据；（4）整理、屏蔽、删

除或破坏数据。”[10]这一技术现实不仅说明数据本

身可能是一种加工之后的结果，同时也解释了为

什么信息安全的话题一直伴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

互联网的移动。由此不断更新人们关于旨在描述

信息和想法的流动与人类行为之间可靠的数学关

系的变异性。

伦理学的原则预先提示一个或然性的道德陷

阱：“道德上的问题被认为是不适当地获取与使用

别人的财产，以及对于人的工具性对待，把人还

原为数字与信息的无生命的集合。”[11]今天的技术

流程在不断更新逻辑推理的程序，希望通过更加

个性化的体验来塑造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期待和希

望，但也可能潜伏下各种不明智的信息依赖和心

理依赖。同时，还不能避免另一种可能性，即信

息获取的不完整以及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心智能力

的限定性，而后者又是主观意义上对信息环境评

估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偏差。这里提出了一个不

大不小的问题，即数据的流动究竟是属于已被文

化习俗置换的道德真空还是需要构筑保障个体权

益的伦理防火墙，由此展开一个心理学和法学交

叉的话题领域。

无论是公共管理还是行政管理，管理学的宗

旨必然会强调专业性的技术系统受制于制度性的

管理机制。我们也不能忽略，不同等级和分类的

计算系统在他们的构成中不一定是透明的。“当正

常的运作停止或受到干扰时，它们就会变得更加

不透明。”[12]越来越轻巧的控制系统有可能潜藏着

令人难以预测的威胁和风险。数据可以测量事物

发生的概率，但不能省略偶然因素的存在，更不

能免除蝴蝶效应或黑天鹅现象，且不说制度运行

中各种科层制之间的信息阻塞和决策失灵。

我们可以确认，基于大数据的计算公式和智

能处理的优势不仅是简化了信息采集的成本，同

时也扩大了人们认识的范畴和跨度。但无法回避

的问题在于，当大数据的生成和用途成为实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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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种关系的手段时，物本身有可能成为主体和

目的，而人不过是客体和手段，人的愿望和意志

完全被数字化方式压缩，人在社会实践中处于被

动、消极的客体状态，因为失去有机的社会关系

而走向原子化的归宿。这就形成物主体化和人客

体化的普遍的物化。

三、被编纂的认同机制和社会意识

一般而言，计算者，这里尤其是指在一线工

作平台上的操作者，关注的仅仅是固定为概念的

符号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现实世界里发生着的

不断变化着的因果过程。在这个从符号形式到意

义结构的转换过程中，数据是标量，信息是矢量。

因为前者是物理性的，后者是心理性的，从而蕴

含丰富的价值取向，包括个体的想象、共同体的

信念与实践以及其他非客观的事物、未经规划的

方案或不可预测的行为。所以爱因斯坦说：“不是

所有算得上数的东西都能计算，也不是所有能计

算的东西都算数。”[13]如果指望用有局限性的公式、

方程、范式、推理去制造自动化或智能化效果，

人们会不会模糊知觉和错觉的界限？

在自媒体时代，当信息流及其公式成为自我

跟踪的自我意识的技术时，这一意识的诉求不再

是理性和自主，而是跟随诱惑的机会成本的边际

化效应，陷入一个机会成本越来越低、而心理成

本越来越大的矛盾困境，在自身主体性的不确定

边界中看到一个无限开放的世界图景。这当中形

成一个开放性和压缩性同步的悖论，所有的信息

开放是在一个被压缩的时空维度中展开，所有的

事情在同步进行，眼下的事情似乎是最重要的事

情。得益于信息的持续性和黏性的并轨，数字网

民被定格在各种电子屏幕的触控和转移中。

当人们习惯于自我约束和自我强迫的压迫性

逻辑时，退出机制也成为一种人际传播的奢望。

非物质生产中使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

人们在数据主义的比例中量化自我的心理、情绪

乃至日常活动，生命的形态和数字化潜意识融为

一体，时间轴的非线性结构和多重空间的框架相

互分离，理性的坚守和精神的自足被悬置。“一个

人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操作和期待，同时他的视觉

活动变成了观察和管理的对象。在这种环境中，

可见世界的偶然性和可变性变得不再容易理解。”[14]

理所当然且大行其道的，是数字市场主体的商业

人道主义的修辞学，“你喜好”“你关注”或“你认

同”的标签为你编织了一个虚拟世界，管控着信

息传播和言论形式的数字传播平台，以自己的观

念包装塑造着用户的意识外观。按照英国马克思

主义文化批评家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雷

蒙德·威廉斯的看法，“事实上没有大众，只有把人

们看作大众的方法”[15]。本世纪以来产生的各种定

义集体个性的术语，如“蜂群思维”“集体智慧”

“智能系统”“利基社群”等称谓其实都服从于伴

随着排他性的算法逻辑的功能需求。

今天的个体、社区、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

机构，无论是作为传播主体还是受众单元，都面

临着信息流量标注的社会注意力考核，人们不得

不求助于各种算法的大显神通。虽然“化身”背

后的“真身”的主体身份在某种程度上缺席了，

但通过符号代码的方式实现了网络空间的“在

场”。“机能性配置必然是欲望的社会性配置，欲

望的社会性配置也必然是表述行为的群体性配

置。”[1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于数据底盘的信息

技术及其系统配置成为一种概念明确、信息清晰

且高度组织化的意义系统，预设了一种主导的思

维方式或社会生活的功能取向，甚至对人们的行

动风格和话语策略进行统筹，本身成为一种构建

和规范行为模式的标准参照系，从而使个体不再

被认为是具备意志的个体性存在，而是基于个体

单元的数据集合，而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亦是

一幅大数据剪影。

四、算法驱动的文化演化

今天的各种热搜排名基于算法和编程，恰恰

就是十多年前的长尾理论给我们揭示的复杂网络

中的链接分配遵循幂定律，无论是市场营销、公

关宣传、伦理争辩和娱乐八卦，最受欢迎的项目

的点击通常是第二受欢迎的项目的两倍，依此类

推下去，形成“赢者通吃”的效应分布体现了幂

律形状。复杂网络的这种吸引力模式驱使着用户

的好奇心、分配着注意力，引发互联网平台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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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竞争；而网民出于自身愿望的选择和迎合，

形成虚拟世界的等级体制和权力法规，数字体验

的量体裁衣使网民不再成为具有能动性或尊严的

个体，其情感和意义被限定在算法产生的文化自

变量当中。在理论分析当中甚至可以回到功能主

义逻辑，即确认文化形式和社会功能、制度动力

的同构性。

当复杂多变的人性在消费主义的名义下被重

新定妆，人们有理由质询，正常的认知欲望究竟

是属于日常生活经验自身的创造性表现还是模块

化的资本游戏的分子组合？如果我们回到事实层

面，从“2020年全球市值 100强上市公司排行榜

TOP100”[17]这条新闻所披露的事实可以看出，其

中所排列的全球市值前十名的公司分别为沙特阿

美、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母公司、阿里巴

巴、脸书、腾讯、伯克希尔和强生，其中至少有

七个公司拥有自己独特的算法系统，一个综合技

术监控、参数修改与组织盈利的闭环整合体系。

这在生产力逻辑上体现出社会力量的网络效应，

属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因变量。

当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企业化推波助澜时，的

确是各种算法应运而生的时节。

今天被采用的算法种类，除去经久不衰的顺

序算法（sequential algorithms），还包括平行（par-

allel）、互动（interactive）、分布式（distributed）、实

时（real-time）、混合（hybrid）和量子（quantum）

算法，同时并用个人偏好匹配算法以及机器学习

系统（这一领域又可以分为五大学派及其主算法：

符号学派与逆向演绎、联结学派与逆向传播、进

化学派和遗传算法、贝叶斯学派和概率推理、类

推学派和支持向量机）。总之，人们还在创新和等

待新的算法，尤其是通过大量数据建立起语言模

式的算法技术，被称之为“统计语言模型”（Sta-

tistical Language Models, SLM）。当信息流动的方式

是从每一个人到任何人，分权模式的算法安排所

有人参与决策；当信息流动模式是将信息全部汇

总到某一中心，分层模式的算法保证掌握最关键

信息的人做出关键决策。可以说，算法逻辑在某

种意义上是把理性甚至信仰消解为可计算的信托

式的数据代理机制。这个机制不断扩容数据汲取

能力、资源调配能力和规则制定能力，经济权力

（创造价值的权力）和认知权力（对知识的权力）

前所未有地融合在一起，由此产生一个传播政治

经济学的新语境。

针对西方国家的数据所有权与数据掌控权之

间的“大数据鸿沟”这一现实，英国左翼批判学

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旗帜宣明地提出：“大数据

资本主义需要我们评估思想体系、知识形式、政

治经济、治理术、基础设施、实践、组织、机构、

主体、空间、时间、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变化。”[18]

当意识到计算的结果是计算的基础的再现时，人

们有理由考察其中所呈现的社会情绪。对持悲观

主义观点的观察者来说，“这个时代的真相是，它

处心积虑地维持着一直在进行中的过渡状态。不

论从社会还是个人的层面，‘赶上’持续变化的技

术要求都是不可能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新

产品出现与整个系统发生任意重组的速度之迅猛，

在感知和认知层面上，通信和信息技术会继续割

裂它们和我们的联系，直至我们无法再对其产生

影响”[19]。综合各种社会资本、技术资本和文化资

本的成本效应，算法的内在复杂性和影响差异性，

最终使算法本身无法脱离平台自身的利益选择和

价值导向，与公共管理和大众需求形成一种三角

互动机制。

经验功能主义的传播学问世以来，就一直坚

信传播效果的主观设计。基于这一出发点，认为

文化嵌入在社会传播过程中，和社会交往相关，

是社会意义的共享，可以塑造理性行为、解释制

度运作和维系社会实践。当然，在任何情况下，

文化符号的意义只有在与所涉及的行动策略发生

关联时，才可以真正被理解。经过人们的社会实

践中的意向性操作而积淀的信息，才能凸显信息

的策略意识。

当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和社交行为都可以被

转化为在线量化或潜在跟踪的数据后，对把持

“社会缓存”（social caching）的数字寡头而言，数

据收集模型和算法化的决策是否在建构一种未来

的社会关系模式？数据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是

什么？通过搜集数据来监视社会行为的权力会产

生哪些新的博弈机制？比如说是服从管理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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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共享，还是人文主义的人性考量？或许更令

人莫衷一是的是，在算法图谱中，“你是谁”的

对标被转换成“你成为谁”的可能性。在网民面

对事物和问题产生立场分歧时，如果说相关性、

网络、知识领域的结构配置更靠前，社会生活的

组织系统更重要，那么在与世界的交叠中，一般

意义上的人类的身份状态会不会被淡化、被模糊

甚至被取消？人们因此而产生各种相关的话语纷

争和言说方式，算法究竟是提供信息传播的环境

函数，还是评估个体控制的量化手段？由此延展

开来的讨论，把话题延伸到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尊

重、可问责性、透明度等话题领域。操作算法的

数据平台不但在私法上要承担对用户的私法义务，

还要在公法上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

五、结语

基于算法逻辑的信息传播不但激发各种社会

性议题，而且催化了各种不同的主观意志和权力

投射，最终聚合为一种同时激发动力和限定性的

媒介关系，算法折射出来的新闻价值成为对事物

产生影响的价值，并借此规定人们如何接触现实

的形式和创造现实的切面。

在现实环境中，虚拟世界与信息需求之间有

一道天然的算法鸿沟，当人们为提高信息认知的

效率或降低信息沟通的机会成本，会越来越多地

需要利用搜索引擎的算法机制对信息进行探测性

分类。在今天的信息流量化时代，算法亦可以被

认定为具有操作性质的认知节点。“以控制论的观

点来看，世界是一个有机体，这一有机体结合得

既不太严密，也不太松散，即，它不至于只有在

失去所有方面的一致后才发生变化，也不至于任

何一件事同其他的事发生得都一样地轻而易举。

这个世界中既没有牛顿物理模式那种严格性，也

不存在没有细节、不会有任何新的东西发生的最

大熵，即热寂状态，这是一个‘过程’的世界，

它既非终极热寂平衡的世界，也非那种任何事物

发生都是由莱布尼茨的那种先定和谐所预先决定

了的世界。”[20]一方面，有信息指数的路标，一方

面有社会意识的常态，这就是为什么本文旨在从

数据变异和社会建构两个视角来透视基于算法的

量化思维在信息传播领域中的功能和价值。

如果说信息传播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其数据

本身不仅是文本性的，也同时具有科学性。科学

数据的产生取决于相关科学活动中复杂的推论性

的实践，从而开发可以成为事物的可能性。当信

息数据化成为信息传播的日常流程时，我们不仅

要确认算法是信息流程的度量工具，更要意识到

对象的超验性与社会的内在性是无法分离的。正

是处理数据的方法，包括分析和理解这些数据的

技能和技巧，给我们的认识论带来挑战，同时也

激发我们去创造一种能够具有后实证主义形式的、

计算性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路径。我们的学术

追求既要具备认识论的开放性和方法论的可靠性，

又要在研究的价值立场和取向上蕴含人文关怀。

合乎情理的价值规范建基于合乎逻辑而充足的事

实描述，学术研究的人文性是建立在科学性的基

础之上的。没有科学性的根基，就谈不上真正的

人文性。在这里强调对算法逻辑的人文反思，也

意味着对传播学科的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的充分

理解、尊重和准确运用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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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有媒介，人们已经无法独立生活。当代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普

及促使“媒介”回到了它的源初概念：事物的中间元素，环境或中介。这一观点

在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看来并不稀奇，他认为人类与充斥着娱乐性和商

业性的大众媒体打交道只是特例，如今“无处不在的计算要求我们从对媒介讯息

的分析转向到对媒介本质的分析以及‘将自然视为一种媒介’的分析”[1]。这种

生态媒介观的提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不仅利用和使用媒介，还生存在媒介

之间。

庞大的媒介系统仿佛枝蔓一般渗透进人类生活，以智能手表为典型的智能可

穿戴设备甚至已经触及人的身体并与之相连。自 196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实验室提出“可穿戴技术”以来，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智能服装等产品层出

不穷，功能覆盖健康管理、运动测量、社交互动、影音娱乐等诸多领域。即使在

疫情冲击导致市场普遍疲软的情况下，2020年上半年智能手表的全球出货量仍

同比增长 20%。[2]这些智能媒介借助传感器、无线通信技术和各类软件，实现了

生存在媒介之间的“人 /技联合体”：
基于都市青年智能可穿戴设备使用情况的
实证研究 1）

常峥 孙曌闻

摘要 以智能可穿戴设备为代表的媒介技术正在全面 野侵入冶 人们的日常生活袁 这种现象在乐于接受新技
术并沉浸其中的都市青年身上尤为凸显遥 本研究基于技术现象学的理论视角袁 以智能可穿戴设备在都市
青年生活场景的应用为切入点袁 提出媒介技术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 野双重中介冶 作用院 既中介自我与身
体袁 也中介主体与社会遥 在自我-身体层面袁 媒介借助物的形态框定人的动作和轨迹袁 并介入知觉系统中
介人的主观感知袁 使身体成为媒介系统的生物终端曰 在主体-社会层面袁 媒介是连通主体与虚拟网络的数
字接口袁 其搭建的 野关系平台冶 促使人以 野化身冶 的形式参与交往遥 媒介既规定了生活场景的断裂与融
合袁 也改变着生存在媒介之间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遥 在强调媒介的 野自主性冶 及其作为 野自然环
境冶 的现状之余袁 必须重新审视人之于媒介的 野主体性冶 所在遥 理解 野人/技联合体冶 的存在方式是维持
人与媒介技术之间动态平衡的关键遥
关键词 智能可穿戴设备曰 唐窑伊德曰 身体曰 数字化曰 人/技联合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常峥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北京 100872曰 孙曌闻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
生袁 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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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媒介的紧密连接。不管是以管理身体还是方

便生活为目的购入，大多数使用者都会迷恋上它

的便捷，以至于常常忘记摘下或习惯于连接的状

态。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对媒介的依赖不再

仅仅停留于生活层面，更是上升到了生存层面。

借助都市青年广泛的智能可穿戴设备使用实践，

本文尝试理解在“作为自然环境”的媒介中，人

的主体性以何种形式呈现。

一、智能可穿戴设备：从功用性到具身化

在智能可穿戴设备普及之前，对于媒介与运

动健身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和体育领域。

研究者多将媒介作为反映和帮助身体管理的辅助

性工具，意在分析媒介内容对人的作用，媒介本

身的性质不是研究者首要考虑的问题。[3]与这种传

播的控制论观点不同，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

麦克卢汉注意到媒介本身作为感知装置在人的经

验与环境之间的作用，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

每一种新媒介都能够提供“转换事物的新视野和

新知觉，转化或传递经验”[4]，也同样影响人对自

身存在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认知。例如，有学者认

为以可穿戴设备为代表的智能媒介造成了“身体

数据化”和“自我追踪”的媒介逻辑，重新规训

了身体，使得身体器官被压缩为一块在“自我优

化”与“均值人”之间徘徊的屏幕。[5]但智能媒介

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远不止于此。

（一）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

人与媒介之间与其说存在一种使用与被使用

的功利性关系，或是充满权力色彩的规训与被规

训的关系，倒不如说是越发紧密的连接性关系。

随着媒介对生活的“沉浸式”介入，人与技术之

间的界限越来越弱，引发学界对人技关系的再度

审视。总体来看，目前有四种较为流行的理论视

角：社会形塑技术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技术决

定论和技术现象学。 [6]其中，肇始于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的技术现象学主张将构筑并展

示世界图像的现代科技当作一种“存在”，既不过

分强调人的主导作用，也不夸大技术的决定作用，

而是引导人们从现象学的角度思考技术之于人类

存在的意义。

唐·伊德（Don Ihde）是海德格尔之后技术现

象学领域的代表学者。他在胡塞尔“意向性”概

念的基础上，结合海德格尔对工具的存在论分析，

以及梅洛·庞蒂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 [7]侧

重以技术为中心解读人类对于技术的使用经验及

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认为“技术不仅仅是工具、

物的聚集，而且是一种中介化的揭示世界的方

式” [8]。人类可以借助技术感知、经验、认知世

界，技术处于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位置，二者融

为一体，表现为“（人 -技术） -世界”的具身关系

（embodiment relation）。[9]

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是相对而言的，正如拉

图尔（Bruno Latour）所强调的人和非人具有对称

性。人借助技术把实践具身化，以一种特殊的方

式将技术融入到经验当中，借助技术感知并且由

此转化了自我的知觉和身体的知觉。[10]在这一层面

上，人是一种具身性的技术存在物。另一方面，

技术也离不开人的实践，根据人的知觉和行为被

塑造。技术必须“适合于”使用，以“切近的上

手（ready-to-hand）”的状态显现，在直接经验中

抽身而去。[11]值得注意的是，伊德提倡关注“物的

解释”，即从“物”出发，从而揭示技术物在人的

知觉活动和生活世界中的作用。[12]这与媒介研究的

物质性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具身关系”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技术的透明性

（transparency），二是“放大 - 缩小（magnification/

reduction）”的转化结构。[13]前者表现为一种体现关

系，即人通过技术将知觉具象化，并且好的技术

可以在“知觉 -身体”的过程中隐匿不见。人们

期望技术实现转化，超越肉身具备的能力，但又

期望能够感觉不到技术的存在。可穿戴设备广受

欢迎的一点就在于其能够“隐身”，致力于让用户

在运动时既能保持专注又能获取数据参考。后者

表现为一种诠释关系，即具身关系同时放大（或

增强）和缩小（或降低）了通过这些关系所经验

到的东西。长跑者在运动中的心率可以通过智能

设备实时获得，技术设备将身体感受具象化为数

字和图表，凸显了人对心脏跳动的感知和掌控身

体的能力，但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直接的心灵体

验。更进一步来说，技术有着自己的“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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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ality）”，工具所作用的对象是什么（意向

相关项）是由所使用的工具（意向活动）决定的，[14]

使用技术的人与不使用技术的人所经验到的世界

并不相同。而技术的意向性在以智能可穿戴设备

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中愈加明显，深刻影响着人

类的自我世界和生活世界。

本研究认为，智能可穿戴设备发挥着“双重

中介”作用：既中介了自我对身体的感知，也中

介了主体的多种生活情境，且前这一现象在科技

日益发展的当下愈发凸显。“自我”与“身体”原

本主要依靠生理层面的感知系统维系，但在层出

不穷的智能技术介入后，人们不再一味相信感觉，

而逐渐开始依靠智能媒介进行判断和行动。媒介

成为一种“具身的技术”[15]，以一种“准透明”的

存在方式中介着主观自我对身体的认识和调适。

也就是说，人类主体同时以“身体感知的自我”

和被媒介化的“数字的自我”参与着社会实践。

（二）研究方法：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

有学者指出，伊德最大的贡献是把技术哲学

从形而上的思辨转向了对日常生活中技术问题的

研究，[16]这种注重实践和经验的研究取向与媒介化

过程研究的可测量性[17]不谋而合，二者都指向衡量

具体的媒介过程。本文遵循实证研究的路径，采

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现代都市

青年的智能可穿戴设备使用进行考察。

生活中使用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场景实际上包

括健身房、商场、办公室等。选择健身房为田野

点是因为这里以一定强度的身体训练为主要任务，

社交、娱乐等目的处于边缘位置，身体是该情境

下唯一重要的主体，所以以身体为依托的智能可

穿戴设备的使用比率和频率远高于其他场景，中

介作用也更直接和显著。当然，以健身房为立足

点并非仅限于健身房，通过深度访谈田野期间接

触到的运动青年，研究者发现智能可穿戴设备不

仅能在运动场所中介自我与身体，还逐渐开始中

介使用者的日常生活。这种由运动到生活、由特

殊到一般的“双重中介”机制值得详细探讨。因

此本文选取某一线城市的 CBD健身房为田野地点，

以佩戴和使用智能可穿戴设备的青年群体为田野

对象，自 2020年 8月至 2021年 2月进行了为期 6

个月的参与式观察。

另外，10位访谈对象的年龄在 25~34岁之间，

他们大多使用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并辅之以智

能手机的 APP，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

访谈内容围绕这些智能设备的使用情况展开，着

重了解访谈对象在运动和生活两种情境下的数字

化体验，以及身体和心理随之发生的变化。（表 1）

二、“自我 -身体”的媒介化过程

社会学家特纳（Bryail Tumer）指出，“人类有

一个显见和突出的现象：他们有身体并且他们是

身体”[18]。在一切媒介技术发明应用之前，身体是

人的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技术工具。及至大众

传媒和万物互联时代，新技术代替了身体的进化，

进一步延伸了人的器官、扩展了人的感官，从而

改变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以当代都市青年的运

动场景为范本，可以尝试对“智能媒介如何中介

主体的自我与身体”这一问题做出解释。

（一）回归身体：在自我感知和媒介经验之间

拉扯

在西方早期的唯灵论传统中，身体被视为交

流和传播的阻碍，人们始终希望摆脱肉身的桎梏，

达到一种灵魂契合的境界。19世纪时，媒介和交

通技术达成了人们梦寐以求的交流方式，使人能

在一定程度上够摆脱时空限制，实现远程精神交

编号 性别 职业
健身

时长

设备使
用时长

设备使
用频率

运动热
爱程度

设备主
导程度

受访者 A 女 杂志编辑 4年 2年 持续 4分 2分
受访者 B 男 健身教练 5年 2年 持续 4分 3分
受访者 C 男

健身房合
伙人

13年 4年 持续 5分 4分
受访者 D 女 学生 5年 1年 间断 3.5分 4分
受访者 E 女 新闻记者 5年 3个月 间断 5分 1分
受访者 F 男 公务员 2年 2年 间断 3分 1.5分
受访者 G 女 白领 6年 6年 间断 3.5分 2分
受访者 H 男 学生 3年 3年 持续 3.5分 1.5分
受访者 I 女 程序员 5年 5年 持续 4分 2分
受访者 J 女 学生 4年 1年 持续 3分 2分

*注：运动热爱程度和设备主导程度均为受访者对自己的
打分，1分为完全不热爱、完全不被主导，5分为非常热爱、完
全被主导。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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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久而久之，这反倒激发了人们对身体的渴

望，[19]尤其是网络虚拟空间的扩展渐呈取代现实之

势，身体实在和在场交流更显珍贵，“回归身体”

成为热门话题。

健身运动在当代都市生活中的流行在某种意

义上是这一心态的缩影。本研究的受访者谈及健

身起因，无外乎形塑身体、矫正体态、保持活力、

追求健康，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更好的生活”。访

谈对象 H深信：“能够保持规律运动的人，一定是

对生活有很强掌控能力的人。尤其对学生来说，

脑力和体力其实是一回事，良好的身体状态才能

保证高效的脑力劳动。”因此，许多健身者出于更

好地认识和管理身体的初衷而购买和使用智能可

穿戴设备，试图通过走路步数、睡眠指数、跑步

心率等数据调整身体活动和运动计划，从而实现

对生活的掌控，其意愿和行为体现出对身体的极

度重视和强健身体的渴望。

存在现象学主张身体既是客体更是主体，人

们以身体作为看待世界的立足点，即“身体是自

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这一视角弥合了长久以来

存在的身 -心二元论立场，强调人的具身的主体

性，人类以身体所特有的生理结构介入世界。[20]也

就是说，身体构造和感觉系统塑造了人们对于世

界和自我的认识。统计数据和各种测量工具最先

打破这种惯习，为主体间接感知身体吹响前奏。

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介入标志着这种间接感知

进入了新阶段。因为它不仅能生成数据，还通过

传感器中介使用者的知觉，使得感官系统不再是

人们感知身体的唯一渠道。以往用经验感知到的

现象，如心脏跳动、肥肉堆积、睡眠质量被设备

转化为技术性表达，如心率、体脂率和睡眠指数。

这种“知觉的转化”[21]使得技术更深入地嵌进具身

关系，全方位地渗透进人的身体经验中。在后现

象学家看来，技术也因为其连接、延伸和转化功

能而呈现出以往人类才具有的“主体性”和“具

身性”。身体与媒介技术的耦合借助健身运动商业

化浪潮的蓬勃发展，正在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

然而对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不完全信任又使主

体陷入一种矛盾状态，即在享受设备便捷地量化

身体并呈现数据的同时，又时常对数据持怀疑态

度。例如，研究者在佩戴运动手环监测睡眠后，

时常疑惑为什么自己感觉晚上睡得很好，而手环

显示的深度睡眠时间却只有一小时。在运动时，

智能可穿戴设备有时也不那么“智能”，如访谈对

象 D所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去怀疑它，是不是我

刚才跑的那几步没给我算上，会觉得它是‘人工

智障’。”主体始终在对身体的自我感知和设备提

供的媒介经验之间拉扯。

（二）规定身体：框定行动轨迹并提供标准

技术哲学的传统始终把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视为相互决定，而非一方决定另一方。以往人们

总是过于强调如何使用媒介以达到某种目的，而

忽视了暗藏于媒介中的逻辑如何潜在地作用于人。

一种更加激进的观点认为，人类作为一种先天

“无性能”的“缺陷存在”，必须以“人 - 技术”

的结构生存，没有技术就没有“人”。[22]从这一点

出发来看，媒介在主体 -身体层面也潜在地规定

着身体的应然存在方式。

不管是在健身场景还是生活场景中，作为媒

介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实际上规定了特定的身体动

作和姿势，以及主体的行动轨迹。受访者 E表示

最初佩戴智能手表有些不太习惯，“智能手表的调

节旋钮会在支撑运动中伤害到身体，甚至导致淤

青”。这就意味着佩戴者在运动中需要调整和改变

姿势以适应智能手表的机械轮廓，更深层的影响

在于设备提供了一种路径依赖，让人不自觉地按

照媒介逻辑去安排身体的行动。在被问及“对于

智能可穿戴设备有什么建议”时，受访者 A提出

一个“小期许”，她希望智能手表能够提供有趣的

跑步路线图以供“打卡”，这样就可以省去自己做

功课的时间，比如按照设备的指导“左拐右拐，

往上跑，往下跑，然后跑出一个 2021”。由此可

见，主体很乐意按照媒介的“脚本”调整身体行

为。

在伊德看来，“技术的身体”既是情境的、有

感知力的身体，又是文化意义渗透的、体验的身

体。[23]技术改变的不只是肌肉和身体力量，还带来

了更广泛深刻的观念变革，包括我们渴望和想象

的范围。[24]因此，智能可穿戴设备不仅中介了人对

身体的感知，还同时中介了人对身体应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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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一种隐蔽的、游戏的、轻松的而非说教的方

式提供了健康身体和有效运动的标准。例如，苹

果手表的表盘有红、绿、蓝三个圆环，当天消耗

的卡路里数或运动时间达标后，作为激励，圆环

会自动闭合。访谈对象 C就表示自己在这方面有

“强迫症”心理。他因为下雨，选择晚上 10点钟

在地下车库夜跑，以达到每天必须让圆环闭合的

目标。然而在规定和推进运动目标之外，智能可

穿戴设备同样也控制了运动上限。作为一名健身

教练，访谈对象 B认为智能手表能为非专业健身

者提供实时心率作参考，这有助于增强运动安全。

佩戴者对智能可穿戴设备这种“规定”作用

的态度游移于认可和排斥之间。一种观点认为，

智能设备让原本模糊的主观感知变得具象化和可

视化，为运动增加动力。“因为有 keep的跑步提

醒，我会觉得很踏实，心里更有数”，访谈对象 G

如是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智能设备之于健身

运动只能起到记录、参考等辅助作用，并非是运

动的主要动机，这一点从访谈对象对于“设备主

导程度”的打分普遍低于“运动热爱程度”可以

看出。

（三）重塑身体：为技术系统提供生物终端

以“媒介是人的延伸”来理解人与媒介的关

系，结论是人能够通过虚拟网络和智能媒介连接

更远的世界。那么如果转换视角，把人看作是媒

介的延伸，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对于智能

设备佩戴者来说，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设备获取更

多数据或者进入虚拟社群分享经验。但与此同时，

他们还需承担意料之外的客观后果———接入网络，

成为庞大“技术系统”[25]的一部分。

将身体“调教”得易于接入技术系统，意味

着需要将身体变成技术语言容易识别和掌控的存

在，这可以简单理解为：将身体“数据化”。它有

两层含义：其一，智能设备通过传感器把人的身

体指标和运动模式转译为数字，在非结构化文本

间建立逻辑联系。在拉图尔看来，“转译”是异

质的行动者为了促进交流和交融以达到共识的基

本关联方式。与中介者不同的是，转译者会改变、

翻译、扭曲和修改它们本应表达的意义或元素，

会导致复杂化和多方向化。[26]其二，众多数字形成

庞大的数据集，需要通过特定的语义网络和框架

统一处理为技术系统可识别和计算的对象。这个

统一形式规定了每台机器的共享框架，进一步地

规范了人们对于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理解和偏好，

并间接影响人们使用某些规定的模式去调整身体。

在这种情况下，人使用智能可穿戴设备认知

和规定身体的后果不仅是使身体更为“健康强壮”

或“苗条匀称”，更是在无形之中将身体形塑成了

一个便于技术系统提取和理解的“生物终端”。这

首先表现在佩戴者不断延长使用设备的时间，并

尽可能与系统保持连线。多位使用智能手表的受

访者均表示，只会在必要的充电时间取下手表，

其余时间都会将它戴在手上。其次，智能可穿戴

设备为获取数据设置了具体规则，而用户不得不

遵守。比如，使用运动手环测试心率时需抬起手

腕、调至相应模式，并保持数秒。对于使用者而

言，这些习惯的养成或许仅仅意味着让渡出身体

的部分使用权，但如果以“后人类主义”的视角

来看，说这是“赛博格”的预言也不为过。

三、“主体 -生活”的媒介化过程

如果整体地考察社会生活，“中介”其实是

空间意义上的连接，既包括纵向地连接宏观和微

观的层次，又包括横向地连接理论上予以区分的

不同社会生活场域，还包括文化形塑的不同层

面。[27]智能可穿戴设备通过连接身体与网络、场景

与场景，能够加速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由旧到新

的过渡，从中介主体的自我与身体到中介主体与

其日常生活。

（一）数字接口：连通身体实在与虚拟网络

媒介建构并组成了它们所呈现之物，是 1920

年代兴起的媒介理论运动的基本思想。克莱默尔

（Sybille Kr mer）由此提出媒介的“信使模型”，即

媒介的根本目的在于像信使一样连通彼此无法沟

通的场域。[28]智能可穿戴设备作为数字接口，在个

人的身体实在与庞大的虚拟网络之间建立连接，

并与软件搭配构成平台，促使人以“数字化身”

的形式展开交往。

有学者指出，平台是以技术搭建的、可编程

的、用以连接不同用户的信息构造，[29]能够协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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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各类传播实践，应用与管理所生成的海量数

据， [30]人们正在以“平台”为依托进行网络化生

存。智能可穿戴设备及其关联软件的集合构成

“平台”的一种，以连接异质使用者和即时传输数

据为基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形成具有逻辑关联

的网络和标准，进而实现主体在网络世界的社会

化。实际应用时，绝大多数手环和手表用户都会

下载相应软件，将数据同步到多个终端以便查看。

例如访谈对象 C提到他坚定地使用“苹果全家桶”

是因为“比起使用各种不同的系统，整个统一的

苹果生态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共享过程即时发生

且无需过多操作，长此以往便形成个人身体指标

的数据库，帮助用户掌握身体状况并有所调整。

然而以智能可穿戴设备为中心搭建的“平台”

并未止步于此，它实际产生了超越使用目的的结

果。“平台”是智能媒介发挥建构性力量的基础，

在这里人不以肉身而是以“化身”的形式参与社

会交往。布罗利奥（Ron Broglio）等人用“化身”

的概念来描述用户在三维聊天环境中的个体呈现，

姿势、服饰等可以充当用户的视觉替代，[31]而智能

可穿戴设备发挥转译功能形成的数字同样是一种

“化身”。例如，运动平台采集的步频、心率、睡

眠等数据可以描摹出较为完整的个体画像，而且

每项数据的横向分析还会产生“平均的”“最高的”

“最低的”等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计算结果，从而形

成带有分类性质的“集体化身”。这些计算结果代

替主体参与平台交往，反过来又成为衡量标准对

主体产生影响。访谈对象 F在解释为何时常关注

心率时表示，“因为得知道自己平时的心率是不是

在正常范围内”。这里的“正常”是媒介平台通过

勾勒人群画像所形成的标准，它在引导行动者们

达成共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使用者

的独特性，去掉了一些可选项。

（二）生活脚本：维持或弥合场景边界

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多功能性使其应用场景从

最初的运动场所逐渐延伸至日常生活，中介并调

和了多种情境，并决定在各种情境中人们应该做

些什么。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将技术物对

个体行为的影响概括为“脚本”，认为技术物能够像

戏剧脚本规定演员行为一样规定使用者的行为，[32]

既包括行为手段，也包括行为内容。访谈对象 H

就是一位在不自觉中被脚本安排的“演员”，“一开

始购买手环主要是为了运动时看心率，后来一戴

一整天，久坐提醒、睡眠监测、运动步数这些功

能就都用起来了”。

在深度介入日常生活已成趋势的情况下，智

能媒介在不同场景发挥作用。比如几乎每位访谈

对象都经常关注睡眠数据，访谈对象 J表示“能感

觉到自己睡得好不好，但详细的数据让我心里更

有底一些”。多位访谈对象提到运动的初始阶段非

常需要借助手环了解各项指数，但运动久了掌握

规律以后，“偶尔不戴也没关系”“每次都差不多，

后来戴着也不怎么看了”。很少有访谈对象使用智

能设备的社交功能，他们认为运动和健康是自己

的事，没有在陌生人面前“晒”和“秀”的欲望

……当下，智能可穿戴设备更多地中介主体的个

人生活以整合不同场景，而较少中介主体的私域

与社会公域。

作为催化剂，智能可穿戴设备将人们在运动

中养成的习惯带入日常生活，刺激了人们对日常

数据的需求，不同生活场景也以此为契机渐呈融

合之势。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曾指出，新

媒介的出现会造成社会场景的重新组合，当受众

进入由媒介建构的新场景时，原本稳定的群体身

份和行为习惯会被解构，人们的社会交往会更加

复杂。[33]智能设备对运动场景和生活场景的连接实

则加速建构起一种融合场景，要求主体同时投入

多线程任务之中。例如，人们在运动时能看到微

信消息、在工作时能接到运动提醒、在睡眠时还

能监控身体……

这种媒介化过程的影响是正、负双向的。一

方面，人们置身于更加复杂的信息情境并被赋予

更多选择权———进入或跳出原有场景。例如，访

谈对象 C提到，“正在开会的时候有电话来了，我

会扫一眼手表，这个震动是别人感觉不到的，如

果超过会议的重要程度，我就出去接一下；如果

不是很重要，可以先不用管他，但是知道有人给

你打电话了”。悄无声息的信息处理过程不会破坏

既有场景的秩序，有助于维持稳定的角色身份，

这也是智能可穿戴设备能够高度介入生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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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边界的弥合可能会暴力地破坏现有场

景的连贯性和单一性。对于学生 H而言，设备的

“上手” [34]提高了学习时发生“意外”的几率，

“看书时手表每隔 1个小时的久坐提醒会打断我的

思考，站起来活动一下之后可能就会分心去作别

的事了”。而对于健身教练 C 而言，设备的“离

手”则会影响工作状态，他表示当智能手表没电

时会非常焦虑，“有次出门工作后手表低电量提醒

了，我的圆环闭合需要一天站立 12小时，只好到

处借充电器，最后是让朋友给我‘闪送’了一个”。

（三）认知工具：重塑健康观念和生活方式

媒介能够实现对主体的改造，既包括实践层

面也包括观念层面。一方面，智能可穿戴设备引

导人具象地关注健康和生活，从尊重个体经验转

变为追求社会“正常值”，逐渐形成“科学”的身

体观；另一方面，数据需求与消费习惯也在无形

中重塑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1.从个体经验到集体经验。传统的身体知觉是

个人的、具体的，比如中医尤其依赖“望闻问切”

等具身性接触作为判断病情的依据，而且对症状

的描述多为身体的内外表征，而非现代仪器测量

的数据。直到 19世纪“平均人”概念的出现，抽

象数值才被广泛用以描述主体的“实在”特征。[35]

及至数字媒介时代，信息的采集和处理更加细致

系统，其中就包括以大数据为基础形成的各项身

体阈值。这些通过计算而得出的“正常值”构成

了一种范本式的集体经验。例如，专家认证成年

人的正常体脂率为女性 20%~25%、男性 15%~18%，

不在区间内的人会被建议改善饮食和调节运动。

智能设备既可以为这些经验的动态变化提供广泛

样本，又能帮助个体随时随地依照集体经验和媒

介数据规范自身行为，从而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

身体观。

2.从需要数据到迷恋数据。集体经验以人们对

数据的普遍认同为前提，而使用行为本身即建基

于对媒介的信任。芒福德 （Lewis Mumford）曾在

“巨机器”的概念中提及现代技术的这种潜在影

响———现代技术的问题并不在于机器，而在于机

器背后的观念：这种对巨机器的无条件的信奉被

很多人认为是人类生存的主要目的。[36]以往需要借

助专业仪器才能获得的身体数据正在通过智能可

穿戴设备进入日常生活。不断被强化的数字化取

向表明，与健康有关的价值理念、话语体系和实

践活动正在趋向科学化，以“没有疾病”为核心

的传统健康观逐渐被以“身体的、精神的、社会

的完好状态”为趋向的整体健康观取代。[37]但是人

们在享受技术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应警惕从

“需要数据”滑向“迷恋数据”的风险，因为后者

可能走向健康的反面。上文提到的访谈对象 C为

使手表的圆环闭合、达到数据标准，而在地下车

库跑步，却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车库通风差可

能导致窒息的风险。

3.从消费商品到改变生活。根据 Frost & Sulli-

van数据中心统计，智能可穿戴设备在 2016年的

市场规模为 147.9 亿元，预测 2021 年达到 698.5

亿。[38]在广告营销和人际传播的推动下，越来越多

人购买并使用智能可穿戴设备。韦伯（Max Weber）

在分析社会阶层时指出，“身份群体”会根据其商

品消费的原则进行划分，并通过特殊的“生活方

式”呈现。[39]也就是说，消费行为具有丰富的社会

意涵，对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消费趋势反映出人们

对健康问题的重视，从“朋克养生”到“科学养

生”是都市青年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具体体现。

如持续佩戴智能手表的访谈对象 H所说，“某项身

体指标过高让我突然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出于

对死亡的恐惧，我决定坚持运动，后来指标恢复

正常，运动也变成一个自然化的事情了”。

四、人 /技联合体：人与媒介的当代存在方式

人们在驯化媒介的过程中将媒介变得“熟悉”

和“舒适”，同时也改变着自身的认识和交往方

式。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更加关注技术的具身化和

物质性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以上分析表明，在现

代媒介环境中人或媒介都不能被粗暴地视为完全

独立的实体，这二者总是相互影响，维持着一种

动态平衡。这要求研究者进一步转换视角，从

“关系”出发审视二者，于是有学者提出“人 /技

联合体（human/technology associations）”[40]的概念，

用以解释人类如何使用可穿戴设备进行自我追踪

的实践。本研究意在更进一步挖掘“人 /技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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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背后蕴藏的巨大潜力。

“人 /技联合体”带有工程技术哲学主张的“调

节”意味，强调技术物能够促进、制约、改变用

户的看法和行为，从而具备“意图”。 [41]智能可穿

戴设备因其可穿戴性而被当作身体的延伸，成为

身体的一部分。在这种“关系”视域下，技术与

人体融合成一个新的、经验的实体，向世界展示

了经过技术调节的人的“混合意向性（hybrid in-

tentionalities）”[42]。“人 /技联合体”因此具有以下

两种特征：

其一，融合性。这一特征建立在智能可穿戴

设备强大的“隐匿性”上，它能够强化中介机制

的效果，帮助媒介逻辑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

访谈对象在被问及“心率”“里程”“配速”等指标

时，有这样的描述：“就算有点喘气，但心率 150

以下教练不会让我停”“今天的目标是 3公里，有

点累我也会跑完”……借助设备“翻译”自己与

身体之间的生物感应已成为一种日常习惯，浸染

在数字化环境的人们早已对各类“数字生产”司

空见惯。这种无意识就源自媒介的“隐匿性”，即

媒介可以通过自身的隐退使事物得以呈现。当处

于使用状态且运行良好时，它是消失不见的；而

只有当出现混乱和断裂时，人们才会意识到它的

存在。就像受访者所说，如果某次运动忘记佩戴

手环或手表，他们会觉得“不知道跑了多久”

“没有目标”“心里没底”。波兹曼 （Neil Postman）

与芒福德一样承认技术的自主性和生态性，他认

为媒介技术蕴含着特定的思想、逻辑、议题等，

如果人类意识被媒介渗透或实现，人就会对媒介

产生过分依赖。[43]基于使用者已有的生理特征和行

为习惯，技术甚至能够感知环境并通过调整自身

来做出适当反应。[44]媒介越是消失不见，“人 /技联

合体”的融合性越强，人与媒介的联系越紧密。

其二，多稳定性。“人 /技联合体”的混合意

向会产生一些超出使用者意图和预期的结果，“多

稳定性（multistability）”概念即用来解释技术在那

些超出预期功能的范围内被使用的各种方式，[45]在

智能可穿戴设备上体现为一种微观的实时互动形

式。一方面，人可以控制智能媒介的介入程度，

不同的媒介带来不同的介入体验，反映出该技术

的主导能力。以智能手环的震动模式为例，访谈

对象 H 认为“设备震感较弱，一般不会造成打

扰”，而访谈对象 D则提到“手环每天走够 1万步

就会疯狂震我，有时候正在逛街，手环突然震动，

我就会觉得很扫兴”，这也是 D现在放弃使用手环

的原因之一。更进一步讲，媒介设计仰仗于工程

师的理念和公司的价值观，终究可以从源头做出

调整。另一方面，人作为有意识和思想的行动者

总是在尝试主导关系，一面参照标准化的数据打

造身体，一面又不愿意失去个性，对数据通常有

个性化的解读。例如，访谈对象 F表示，“跑步特

别喘的时候，我只想着要赶快停下来歇一歇，哪

还顾得上看心率”。不管基于何种生理感受或者心

理体验，使用者改变使用行为本身就是人类主体

试图主导“人 /技联合体”意向的证明。

技术的“自主性”与人的“主体性”是技术

哲学家长久关注的问题，天平两端的追随者竭力

为各自所持意见辩护，也有学者提出“人与技术、

人与物是一种共同进化的关系”[46]。本文支持这种

调和的观点，即人与技术作为互动双方分别让渡

出部分权力，形成具有调节属性的产物———“人 /

技联合体”，进而构成一种动态平衡的媒介生态。

人类以抛弃迟钝、脆弱的肢体和器官为代价，换

来整个系统的全面强化和提升，这是技术对于人

类而言的进步意义。然而平衡之中潜藏忧患：当

人类的代价扩展至情感、记忆、身份，甚至是人

性的根本时，[47]“人 /技联合体”会倾向何方，这

是需要随着技术迭代而不断思考的问题。

五、结语

从技术现象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智能可穿戴

设备在当代生活中具有双重中介作用：中介自我

与身体，促使人成为数字化的存在，这是媒介逻

辑与生物逻辑的碰撞；同时，中介主体与生活，

以数据采集、分析和反馈的形式形塑人的生活方

式和社会交往，这是媒介逻辑与社会逻辑的碰撞。

如果说轮子的发明是人类为应付文字和货币交换

压力而解除了脚的功能，那么运动可穿戴设备的

流行可视为当代都市生活压力下感觉器官被解除

的一种表征。从运动场景到日常生活，智能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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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设备作为技术的缩影，反映了数字化时代人与

媒介技术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相互协作的关系。

在面对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系统的媒介之

网时，我们或许应该摒弃二元对立的视角，承认

“人 /技联合体”的存在方式，审视人类与媒介技

术协同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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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as the 野human/technical associations冶 between media院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use
of smart wearable devices for urban youth

Chang Zheng, Sun Zhaowen

Abstract院 New media represented by smart wearable devices have an increasingly profound impact on people, espe-

cially the urban youth who are willing to accept new technologies and easily immersed in them. Based on the theoreti-

cal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phenomenology and the use of smart wearable devic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ou-

ble-mediation model"：mediating ego and body, also subject and society. At the ego-body level, the media not only

frameshuman activities and trajectories, but also intervenes in the human perception system to mediate subjective per-

ception, which makes the body become the biological terminal of media system. At the subject-social level, the media

is the digital interface connecting the subject and the virtual network. The "platform" built by the media encourages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cation in the form of "avatar". Themedia stipulates the breakage and integration of

scenes, and also changes the life style and social concept. In addition to emphasizing the "autonomy" of media and its

status a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e must re-examine the "subjectivity" of people and understand the existence

form of "human/technology associations", which is the key to maintain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human and media

technology.

Keywords院 smart wearable devices; Don Ihde; body; digital; human/technology 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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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20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创新

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大兴“开门办报”之风，“走好全

媒体时代群众路线”。自此，“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作为媒体深度融合的重要

内容，受到全社会普遍关注。

社会治理是政府、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

调、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

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新型主流媒体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

能力，其在践行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中体现出的重要特征，比如人民性、互动

性、连接性、智能性、建设性等，成为其深度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公众的重要依

托。换句话说，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以信息技术为支撑，致力于在网络上构

建强大的社会连接力、整合力、引导力，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社会民生、凝聚社

会共识、化解社会矛盾，是新型主流媒体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

二、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

线。如今我国上网群众已逾 10亿人，互联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大舞

台”。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以互联网为主阵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

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
激活社会治理“智媒体”新动能
——以四川日报全媒体为例

姜明 王欢

摘要 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袁 是媒体深度融合的必然要求袁 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体现遥 本文聚焦四川日报全媒体将新闻传播尧 社会动员的媒体功能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一系列实
践袁 探讨将网上舆论阵地建设与网上治国理政平台建设相结合的若干可能性袁 勾勒出作为 野智媒体冶 的新
型主流媒体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若干途径袁 也为全媒体时代媒体深度融合蹚路试水遥
关键词 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曰 媒体融合曰 社会治理曰 野智媒体冶曰 技术+内容曰 野四力冶 驱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姜明袁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编委尧 四川日报社专职编委袁 四川成都 610012曰 王欢袁 四川日报全媒体民
情工作室主编袁 四川成都 6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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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保障人民“秒知全

球”、反映诉求的权利，让人民享受数字信息时代媒

体融合带来的红利，必然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人民性。在加快推进深度融合过程中，

新型主流媒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突出人民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民性必须始

贯穿于党的新闻工作中。坚持贴近群众、依靠群

众、服务群众，新型主流媒体才能创新实践党的

群众路线，为社会治理贡献媒体力量。

（二）互动性。在加快推进深度融合过程中，

新型主流媒体必须“大兴‘开门办报’之风”，以

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新闻信息生产传播，

强化互动性。“开门办报”既是党媒的传统，也是

党媒的优势。全媒体时代，群众的活动和诉求表

达很大程度上由网下转移到网上了，因此，新型

主流媒体必须将群众路线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网上，

以开放的平台，让用户广泛互动，成为信息生产

流程中重要一环。

（三）连接性。在加快推进深度融合过程中，

新型主流媒体必须高度重视互联网主战场、主阵

地建设，强化连接性。媒体平台能否聚合用户？

用户能否成为“铁粉”？媒体影响力能否转换为社

会连接力？新型主流媒体要更好地组织群众、引

导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就必须在互联网

主战场上强化连接性，构建强大的串联、整合各

种社会公共资源的连接力，“生产群众更喜爱的内

容，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

（四）智能性。在加快推进深度融合过程中，

新型主流媒体必须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强化智能

性。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成果改变传媒格局，也深刻地

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技术赋能，如虎添翼，

高度的智能性让新型主流媒体用户发表意见、参

与社会事务“触手可及”。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倍增。

（五）建设性。在加快推进深度融合过程中，

新型主流媒体必须高度重视共建共享，强化建设

性。新型主流媒体要探索建立“新闻 +政务服务

商务”的运营模式，通过创新工作方式和工作平

台，拓展全媒体时代的一条条连心路，进一步推

动党政机关与群众之间良性互动，促进路通心通

情通；进一步推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三、技术 +内容：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

新型主流媒体如何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

四川日报全媒体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

路。

四川日报全媒体（以下简称“川报全媒体”）

在媒体深度融合的进程中，高度重视信息技术的

研发和运用，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意识，致力于

化解社会矛盾，搭建互动平台，有效地提升了社

会治理系统化、前瞻性能力。2020年 12月，“善

治新力量”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天府论坛在成都

召开。会上，川报全媒体倾力打造的“四川云”

2.0版本正式对外发布。“四川云”2.0版本旨在构

建“技术与内容共融、新闻与服务共生”的全新

生态。此前三个月，川报全媒体启动新一轮改版

迭代，提出将以打造“智能 + 智慧 + 智库”的

“智媒体”为抓手，以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为重

点，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牢牢占据传播制高点。此次发布的“四川云”2.0

版本，被广泛解读为川报全媒体推进媒体深度融

合的集成化创新引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全媒

体解决方案。

（一）服务为本：构建新闻信息与政务服务商

务紧密结合的“智媒体”服务平台

1.建智能平台，做民生工作“服务器”。数据

驱动、AI赋能，“四川云”2.0版本重点建设“数

据共享平台”“智能融媒平台”“社会治理平台”三

大平台，利用党媒优势整合民生、科技、教育、

宣传、社会服务等优质资源，加快基层社会治理

智慧化进程。2020年疫情发生后，川报全媒体第

一时间推出“云战疫 AI智能服务平台”，为用户

提供权威、及时、丰富、智能的防疫信息服务，

其中“同乘查询”“云医院”“云课堂”“疫情热搜”

“疫情求助”等 12个工具供用户实时查用，有效

助力四川的疫情防控工作。

2.创智能产品，做社会治理“生力军”。川报

全媒体充分利用技术、数据、传播优势，通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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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府部门、商业平台资源，开展数据挖掘、分

析，创新推出系列服务社会治理的产品，发布

“城市治理指数”“县级融媒体中心传播指数”等系

列指数榜，以“榜样的力量”推动社会治理工作

呈现创先争优的发展局面。其中“四川县级综合

传播力指数”将全省县级政务号、县级媒体号和

各地有影响力的垂直类账号、个人账号纳入“四

川云”的数据共享平台，通过数据为各层级决策

者们提供参考。

3.建智库党媒，做中心工作“智囊团”。川报

全媒体激活长期积淀的专家学者资源，建好“川

观智库”，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为党委、政府中心

工作直接提供决策参考。“掌上内参”“经济副中心

内参”“县域经济内参”“文化旅游内参”等细分智

库报告，越来越受到各级党委、政府部门重视。

（二）传播为翼：构建技术、内容双轮驱动的

“智媒体”传播平台

1.全媒体成员“齐步走”。以《四川日报》为

引领、川观新闻为驱动、四川在线为协同，川报

全媒体“家族成员”抱团发力，深度融合，构建

全媒体立体传播格局，牢牢占据传播制高点。

2.智能化生产“共腾飞”。川报全媒体充分运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手段，优化算法

推荐，强化“AI+”生产，通过直播、短视频、航

拍、VR、AR、MR等新技术手段的运用，提升内

容生产的可视性、鲜活度，进而提升内容的传播

力。以此为起点，变传统媒体内容驱动为“智媒

体”的技术、内容双轮驱动，大大提升传播力。

3.“年轻态”表达“吸眼球”。“让更多的年轻

人成为主流媒体的用户”，川报全媒体致力于内容

主流化和形式“年轻态”相统一。主流化，就是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核心价值观；“年轻态”，就

是更时尚的文风、更新潮的传播介质、更“炫酷”

的新媒体产品、更能吸引眼球的视觉效果。只有

实现了主流化与“年轻态”的有机统一，川报全

媒体才能更好地影响年轻人。

（三）社会治理为旨归：构建电子政务、社会

服务等“智媒体”协调平台

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是媒体深度融合

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体现。川报全媒体将新闻传播、社

会动员的媒体功能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积极创新

工作方式和工作平台，打造以“民情”品牌为核

心的群众路线践行平台，不断拓展“新闻 +政务

服务商务”的外延，得到了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文件，明确要求统筹

整合川报全媒体等群众诉求网络反馈渠道力量，

及时主动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从 2021年 5月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每月通报省级各厅局和 21市州政府部门办理网友

留言情况，并对办结率等关键指数进行排名。

从自发助力社会治理，到政府赋权媒体更深

入更全面更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川报全媒体正以

实际行动构建社会治理“智媒体”协调平台。

四、做强“民情”品牌，打造社会治理全媒体

“头部产品”

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创新驱动、切实

践行是关键。2021年 1月，有专家学者撰文指出：

“四川日报以打造‘民情’品牌为抓手，创新实践

党的群众路线，重塑主流媒体的‘四力’，探索出

了可供业界借鉴的样本。”

“民情”是川报全媒体为扎实推进媒体融合、

服务社会治理而推出的一个全媒体品牌。如果说

“四川云”2.0版本是川报全媒体对走好全媒体时

代群众路线的“面上云覆盖”的话，那么“民情”

品牌则是其举报社之力倾力打造的“头部产品”，

意在“点上微突破”。

（一）全媒赋能：从群众中来，集社情民意，

解民生难题

《四川日报》是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川观新

闻是四川重要政经客户端，四川在线是西部地区

首家综合性新闻网站，三者合而为一构成川报全

媒体。川报全媒体“民情”品牌有多重维度：就

报道本身而言，“民情”大多数时候体现为一篇篇

的舆论监督报道；在《四川日报》版面上体现为

专版和专栏；在川观新闻和四川在线上体现为

“民情”频道和“问政四川”网络互动平台。综合

来看，“民情”就是一个依托全媒体，汇聚群众诉

求、听取群众意见、凝聚群众共识、化解群众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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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社会治理平台，其通过报纸、客户端、网站

的联动、合力，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力，推进民

生问题的解决。

目前，“问政四川”日均收到网民留言 400条

左右；四川全省参与“问政四川”平台留言办理

工作的单位达 6,500余个，覆盖了全省各级、各地

政府职能部门。“民情报道”则突出问题导向、聚

焦基层个案、反映百姓呼声、实施舆论监督，

2021年以来已经推出 300多篇民生民情类报道。

大部分报道一问世就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关

注，相关问题很快得到妥善解决。

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民情报道”坚持线索

从群众中来，全心全意为群众排忧解难，注重追

求“四个效果”。

一是“导向效果”。“民情报道”时刻谨记自己

的初心使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

舆论导向，培养基层民生观察员队伍，提升基层

干部为民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

二是“靶向效果”。“民情报道”善于发现问

题、敢于剖析问题、勇于解决问题，既保持极强

的舆情敏感度，也具有靶向点击、精准发力的特

点，切实督促提升相关部门办好事、办实事的能力。

三是“马上效果”。在信息源头多样化、舆论

表达情绪化、发布主体杂乱化的当下，对重大、

热点事件的即时发声，必须马上立论、分秒必争。

“民情报道”在报道事实的同时，注重追求即时评

论的“马上效果”。

四是“建设效果”。“民情报道”始终秉持客

观、公正、理性、建设性的原则，不仅仅着眼于

个案的解决，更致力于推动完善社会制度、提高

社会文明程度。扎根基层、扎根群众，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在和谐中国、法治中国的建设

进程中，“民情报道”致力于贡献媒体力量。

（二）“四力”驱动：到群众中去，感民生冷

暖，悟真知灼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宣传思想干部要增强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要求，既是“民情报道”

执行团队开展日常工作的“指挥棒”，又是淬炼、

检验其工作品质的“试金石”。

1.增强脚力：调查为先。群众反映的问题能不

能成为“民情报道”选题？调查是基础。只有增

强脚力，深入现场、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可

能获得真相、真知和真理。只有脚力到位，功夫

到家，报道才有可能立得住脚、经得起推敲、起

得到作用。

一位 5年间参与过数十个“民情报道”选题

采写的记者，在一次分享会上充满深情地回顾：

“曾经连续几个通宵，驾车追踪肆无忌惮闯红灯的

运渣车；曾经好几次在偏远的小镇、山村过夜，

只为亲眼见证第一现场；曾经奔波数月，只为帮

助因工致残的农民工拿到迟到数年的赔偿款；曾

经除夕夜在板房里陪村民过年，只为给他带去重

建新房的希望……”

每一个线索，记者都要花上数天甚至数周、

数月的时间深入采访、认真核实。脚步频密、调

查深入、结论精准，这也是“民情报道”大受欢

迎的重要原因。

2.增强眼力：选题为王。社会转型发展期，诉

求多元，矛盾频发，如何选题？“民情报道”要求

选题必须有普遍性、代表性，不能见子打子、一

地鸡毛；报道不仅是对现象的关注，更需发掘出

现象背后的真症结；不光能解决一个问题，还能

提醒、支招，促成一批类似问题的化解。

比如，在对成都桂花巷桂花树遭滥伐一事的

报道中，除了关注粗暴施工对成都老街的破坏、

相关当事方是否得到应有处罚之外，相关部门在

工作中应当如何科学规划、有序实施，如何把党

和政府服务于民的好事办好、不让民生工程变成

“民怨工程”，则是“民情报道”更为关注的“新

闻眼”。最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专门文件，

强调了“严把设计方案审查关，防止破坏城市风

貌”“提前公示建设（改造）方案，征求公众意见，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等要求。这组报道强有力地

规范了行业行为，起到了舆论监督应有的效果。

3.增强脑力：议题为要。“民情报道”执行团

队不断探索移动端传播新方式，多频次、快节奏

地动态发稿，以小步快跑、多点发力、多种传播

形式配合的方式，引导受众参与到事件讨论中来，

一同找寻解决问题的合理路径。

2020年重阳节前夕，“民情报道”在推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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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智能社会办事难”报道时，预设了两个议题：

一是聚焦老人面对数字化社会的现实困惑，呼吁

设立“老人无障碍通道”；二是传达老人希望过更

有尊严的生活、而不仅仅成为社会特殊照顾群体

的心声，呼吁加强对老人进行数字化培训。双议

题的设置，引起网友热烈讨论，“金点子”频出。

报道推出后，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通知要求

各医疗机构保留人工服务通道；四川省民政厅抽

查暗访各地就医绿色通道。民政部也表示，将推

动解决老年人智能技术困难，鼓励社区工作者等

帮助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等新技术；民政服务领

域保留人工服务。

4.增强笔力：思辨为魂。深入成就深度，深度

重在思辨。如果报道仅仅停留在浅表现象和单一

个案上，报道的价值十分有限。“民情报道”追求

文本之外的连锁效应和建设价值，这有赖于记者、

评论员深邃的思想、矫健的笔力。

一位群众反映，他参加了四川省某地法院组

织的网络司法拍卖，拍下了一辆汽车。可等他付

完款拿到车准备过户时，才发现该车有数十条交

通违法未处理，车子根本没法过户。这位群众质

疑：事前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事后也无法协助他

办理过户，当事法院存在问题。更令人啼笑皆非

的是，在采访过程中，当事法官面对记者，竟然

荒唐地建议竞拍人以非法手段处理交通违法。如

果以此为“噱头”进行报道，无疑会成为网上的

“爆款”文章。但“民情报道”摒弃了这样的做

法。因为法拍车交通违法责任由竞拍人承担，长

期以来在全国都是惯例；“板子”全部打在当事法

院身上，也不公平。经过反复讨论，“民情报道”

决定聚焦法律问题本身，即：当前司法拍卖中让

法拍车竞拍人为前车主违法行为买单的惯例，是

否有违“谁违法谁担责”的法治精神？这一报道

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负责人关注到这一报道后明确表示：这个问题

我们法院有责任来解决，不能让当事人买到带污

点的车；支持媒体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

全媒体时代，流量是重要的，但“民情报道”

认为，比流量更重要的是公平正义，以及打开公

平正义这把锁的钥匙。笔力所至，锁为之开。

（三）观点引领：以人民为中心，变情绪传播

为共识凝聚

“民情报道”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敢于喊

响观点、推动进程。在事实基本清楚、是非已然

分明的前提下，符合法理、情理和公众普遍预期

的新闻评论，是能起到缓解社会焦虑、推动问题

解决的作用的。“民情”评论重在引导，传递正向

价值，善于化情绪传播为共识凝聚。

依然以成都桂花巷桂花树遭滥伐一事来举例：

报道推出的两天之内，《桂花巷里砍桂花树，如此

“改造”真折腾》等三篇评论相继刊发，既引导读

者关注粗暴施工对成都老街的破坏这一事实，也

引导读者深入思考“建设与保护如何求衡”等问

题。再比如，在丹棱土地环境污染事件报道过程

中，一天之内连发数篇评论，条分缕析，层层递

进，形成广泛共识，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地方

政府迅速直面问题、稳妥处理问题。可以说，评

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四）政媒互动：一切为了群众，变理性监督

为社会治理

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民情”创办的初

衷是“为群众办实事”。这注定“民情报道”会深

受群众喜欢，也会备受党政部门重视。经过遴选

进入“民情报道”选题库的群众诉求，相当于被

放置在了一个高倍显微镜下，一切枝节都被放大

了，当然就更令党政部门重视了。从另外一个角

度讲，“群众反映问题，媒体集纳问题并作出建

议，政府解决问题并改进工作”，这样的政媒互

动，形成了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特别的闭环。

2021年新年伊始，记者在调查中拨打了 46个

政务服务电话，仅有 13个电话能顺利拨通。1月 6

日，《四川日报》及川观新闻、四川在线均以《这

些政务服务电话为何这么难打通》为题，聚焦政

务服务电话“接通难”问题，将接不通的政务服

务电话责任部门予以公开曝光。当天，被曝光部

门的负责人均表态立即整改。之后记者回访，所

有政务服务电话一拨就通了。

（五）价值提升：一切依靠群众，从问题解决

到善治推动

转型中国，诉求多元，媒体如何在网络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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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中确立自己的方位、引导舆论、推动社

会进步？“民情报道”有一些自己的做法。

1.从“个体”到“群众”。选题确定之后，“民

情报道”把它当作践行“四力”的重要题材，下

大力气去做深做透。即便当事人只有一个人或者少

数几个人，也要进行大篇幅报道、连续报道，一定

要追一个结果出来。因为“个体”构成“群众”，

“个体”权益得不到保障，“群众”的权益一定堪忧。

2.从故事到“法理”。把个人的故事讲精彩了，

问题也就出现了。其实问题无非就是“法”“理”

二字：“法”就是法律法规和制度，“理”就是道

理；在有法可依、有理可据的前提下，不守“法

理”就是违法和无理。捋清这一点，个人故事中

的“法理”，就成了群众为人处世的度量衡。

3.从文章到“文明”。“民情报道”追求文章中

所披露的个案问题得到解决，但又不满足于个案问

题的解决，因为只有完善法治、提升群众道德修

养，社会才可能更加美好。所以，“民情报道”不

仅仅是一篇篇文章，它追求成为“文明”的润滑

剂、善治的推动者。从促进问题解决到开启善治

新篇章，“民情报道”的价值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五、结语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对走好全媒体时

代群众路线作出总体部署。全国各大新型主流媒

体积极探索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的具体路径。

以打造“智媒体”为抓手的川报全媒体以人民为

中心深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将网上舆论阵

地建设与网上治国理政平台建设相结合，将新闻

传播、社会动员的媒体功能与国家治理相结合，

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做社会运转的协调

者、智能治理的创新者，力图在新时代国家治理

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伟大进程中展现作为，为

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做了很好的蹚路试水的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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